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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序

当前，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 

新理论新技术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强烈需求的共同驱动下，新一代人 

工智能正在全球蓬勃发展，推动着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 

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 

能正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以及思维模式，为经济 

发展和社会建设提供了新动能新机遇。

人工智能是影响面广的颠覆性技术，具有技术属性和社会属 

性高度融合的特征。它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也带来了 

新挑战，存在改变就业结构、冲击法律与社会伦理、侵犯个人隐 

私、挑战国际关系准则等问题，对政府管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 

定乃至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从国内外发展来看，人工智能的 

前期研发主要是由其技术属性推动，当其大规模嵌人社会与经济 

领域时，其社会属性有可能决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成败。“技 

术” + “规则”成为各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各国在开展 

技术竞争的同时，也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抢占制度上的话语权和 

制高点。因此，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我们必须高度 

重视其社会属性，积极预防和有效应对其可能带来的各类风险挑 

战，确保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人工智能是我国重大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之一，能否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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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 

遇的战略问题。我国在加大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力度的同时，高 

度重视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挑战的预判，最大限度地防范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 

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 

控”。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也提出， 

要 “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研究，建立保障人 

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框架”，并力争到2030年 

“建成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近年 

来，我国先后i 台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 

法》等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逐渐完善立法供给和适用；发布了 

《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 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新一代人 

工智能伦理规范》，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活动的主体提供伦理指引。 

标准体系、行业规范以及各应用场景下细分领域的规制措施也在不 

断建立与完善。

人工智能产业正在成为各个地方经济转型的突破口。就上海 

而言，人工智能是上海重点布局的三大核心产业之一。为了推动 

人工智能“上海高地”建设，上海市先后出台了《关于本市推动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推进上海人工智能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关于建设人工智能上海高地构建一流创 

新生态的行动方案（2019—2021年 ）》《上海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等政策文件。这些文件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人 

工智能风险评估和法治监管体系。鼓励有关方面开展人工智能领域 

信息安全、隐私保护、道德伦理、法规制度等研究”；“打造更加安 

全的敏捷治理，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法规 

体系、标准体系、监管体系，更好地以规范促发展，为全球人工智 

能治理贡献上海智慧，推动人工智能向更加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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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此外，上海还制定和发布了《上海市数据条例》和 《人工 

智能安全发展上海倡议》，并且正在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智能 

网联汽车等应用场景的立法工作，加强协同创新和可信人工智能研 

究，为上海构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和实现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 

大的制度和智力支撑。

重视人工智能伦理、法律与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 

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首份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全球性协 

议 《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倡导人工智能为人类、社会、环 

境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并预防其潜在风险。美国、欧盟、英国、日 

本也在积极制定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治理原则、法律法规以及监 

管政策，同时相关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总体而言，对人工 

智能相关伦理、法律与治理问题的研究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亟待 

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共同推进。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新的信息环 

境下，新一代人工智能呈现出大数据智能、群体智能、跨媒体智 

能、混合增强智能和智能无人系统等技术方向和发展趋势。与此同 

时，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元宇宙、Web3.0、区块链、量子信息等新兴 

科技迅速发展并开始与经济社会相融合。技术的不断发展将推动各 

领域的应用创新，进而将持续广泛甚至加速影响人类生产生活方式 

和思维模式，会不断产生新的伦理、法律、治理和社会问题，需要 

理论与实务的回应。

其次，作为一种新兴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是继互联网之后新 

一 代 “通用目的技术”，具有髙度的延展性，可以嵌入到经济社会 

的方方面面。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基本方法是数据驱动的算法，随着 

互联网、传感器等应用的普及，海量数据不断涌现，数据和知识在 

信息空间、物理空间和人类社会三元空间中的相互融合与互动将形 

成各种新计算，这些信息和数据环境的变化形成了新一代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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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外部驱动力。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农业、物 

流、金融、交通、娱乐、教育、医疗、养老、城市运行、社会治理 

等经济社会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将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 

方式和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从研究、设计、开发到 

应用的全生命周期都与经济社会深深地融合在一起，而且彼此的互 

动和影响将日趋复杂，这也要求我们的研究不断扩大和深人。

最后，我们不能仅将人工智能看成是一项技术，而更应该看到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时代的大背景。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农业社 

会、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发展，当前我们正在快步迈向智能社 

会。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以传统社会形态为基础的社会科学 

各学科知识体系需要不断更新，以有效地研究、解释与解决由人工 

智能等新兴技术所引发的新的社会问题。在这一意义上，人工智能 

伦理、法律与治理的研究不仅可以服务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 

且也给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 

带来了自我审视、自我更新、自我重构的机遇。在智能时代下如何 

发现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从而更新学科知识，重构学科体 

系，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性和自主性的体现。这不仅关涉个别 

二级学科的研究，更是涉及一级学科层面上的整体更新，甚至有关 

多个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从更广阔和长远的视角来看，以人工智 

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智能社会转型，为社会科学学科知识的更新迭代 

提供了良好契机。

纵观世界各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 

响，遍及认知、决策、就业和劳动、社交、交通、卫生保健、教 

育、媒体、信息获取、数字鸿沟、个人数据和消费者保护、环境、 

民主、法治、安全和治安、社会公正、基本权利（如表达自由、隐 

私、非歧视与偏见）、军事等众多领域。但是，目前对于人工智能 

技术应用带来的真实社会影响的测量和评价仍然是“盲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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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的实证研究，对于人工智能的治理框架以及对其社会影响的有 

效应对也需要进一步细化落地。相较于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的发 

展，关于人工智能伦理、安全、法律和治理的研究较为滞后，这不 

仅会制约我国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会影响智能时代下经济 

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快人工智能伦理、法律 

和治理的研究，提 升 “风险预防”和 “趋势预测”能力，是保障人 

工智能高质跫发展的重要路径。我们需要通过政产学研结合的协同 

创新研究，以社会实验的方法对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进行综合分析 

评价，建立起技术、政策、民众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并通过法律 

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等措施反馈于技术发展的优化，推动 

“人工智能向善”。

在此背景下，2021年新一轮上海市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中，依 

托同济大学建设的上海市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正式获批 

成立。中心依托学校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以及在人工智能及其治理 

领域的研究基础，汇聚法学、经管、人文、信息、自主智能无人系 

统科学中心等多学科和单位力量，联合相关协同单位共同开展人工 

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研究与人才培养，为人工智能治理 

贡献上海智慧，助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

近年来，同济大学在人工智能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始终走在全 

国前列。目前学校聚集了一系列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国家和省部级研 

究平台：依托同济大学建设的教育部自主智能无人系统前沿科学中 

心，作为技术和研究主体的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综合基地（上海 

杨浦），依托同济大学建设的上海自主智能无人系统科学中心、中 

国 （上海）数字城市研究院、上海市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 

心，等等；2022年同济大学获批建设“自主智能无人系统”全国重 

点实验室。这些平台既涉及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领域，也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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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工智能伦理、法律与治理领域，兼顾人工智能的技术属性和社 

会属性，面向智能社会发展开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同时，学校 

以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学科，推动传统学科更新迭代，实现多学科交 

叉融合，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校获得全国 

首 批 “人工智能”本科专业建设资格，2021年获批“智能科学与 

技术”交叉学科博士点，建立了人工智能交叉人才培养新体系。

由上海市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组织策划和资助出 

版的这套“人工智能伦理、法律与治理”系列丛书，聚焦人工智 

能相关法律、伦理、安全、治理和社会问题研究，内容涉及哲学、 

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以及智能科学与技术等多个学科 

领域。我们将持续跟踪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 

充分利用学校的研究基础和学科优势，深入开展研究，与大家共 

同努力推动人工智能持续健康发展，推 动 “以人为本”的智能社 

会建设。

编委会 

2022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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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导论

“我猜是电脑搞错了” ： 2 1 世纪的约瑟夫• K.

一天早上，约瑟夫•《：. (JosefK .)莫名其妙地被逮捕了，准 

是有人诬陷了他。 （ Kafka 2009, 5)

这是弗兰兹•卡夫卡 （ Franz Kafka) 的长篇小说《审判》（7%e 

7Wa/ ) 中的第一句话，该书最初出版于1925年，被认为是20世 

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故事的主人公约瑟夫• K.突然被捕并被起 

诉，但他却不知缘由。读者对此也一无所知。随后的许多探寻和 

遭遇只是增加了这一切的不透明性，在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后，约 

瑟 夫 • K. “像狗一样”（165)地被屠刀处死。人们对这个故事有 

多种解读。其中一种政治观点认为，这个故事显示了制度的压迫 

性，它的描述不仅反映了现代官僚机构权力的增强，也预示了十 

年后纳粹政权的恐怖：人们在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情况下被捕 

并被送往集中营，遭受各种形式的痛苦甚至死亡。正如阿多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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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rno) 所说：卡夫卡提供了一个“对恐怖和折磨的被应验的预 

言" （ Adorno 1983, 259)。

不幸的是，卡夫卡的故事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不仅 

是因为仍然存在不透明的官僚机构和专制政权，它们毫无正当理 

由地逮捕人，有时甚至未经审判就进行逮捕；或者因为[正如阿 

伦特 （ Arendt 1943)和阿甘本 （ Agamben 1998 ) 早已指出的那样] 

难民经常遭受类似的命运；而且还因为现在有了一种新的方式， 

即使是在所谓的“先进”社会中，这一切也可能发生，事实上己 

经发生了：这种方式与技术有关，特别是与人工智能有关。

2020年 1月的一个星期四下午，罗伯特•朱利安•博尔查 

克•威廉姆斯 （ Robert Julian Borchak Williams ) 在他的办公室接 

到底特律警察局的电话：要求他前往警察局接受逮捕。因为他没 

有做错任何事，所以他就没有去。 一 小时后，他在自家门前的草 

坪上当着妻子和孩子的面被逮捕了。据 《纽约时报》（N e w 抡妖 

报 道 “警察不肯说原因” （ HiU 2020)。后来，在审讯室里 

警探给他看了监控录像中的一个画面，有一名黑人男子在一家高 

档精品店行窃，然后问他：“这是你吗？”威廉姆斯是非裔美国人， 

他回答说：“不，这不是我。你认为所有黑人看起来都一样吗？” 

直到很久以后，他才被释放，最后检察官也道了歉。

发生了什么事？《纽约时报》记者和她咨询过的专家疑“他 

的案件可能是已知的第一个关于美国人因人脸识别算法的错误匹 

配而被错误逮捕的案件”。使用机器学习形式的人工智能人脸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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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存在缺陷，而且很可能还存在偏见：它对白人男性的识别效 

果好于其他人群。因此，该系统会产生误报，就像威廉姆斯的案 

例一样，再加上警察糟糕的工作，这就导致人们在没有犯罪的情 

形下被逮捕。“我猜是电脑搞错了”，一名警探说。在 21世纪的美 

国，小说中的约瑟夫•！<：.就是黑人，他们因算法错误而遭指控却 

毫无解释。

这个案例所揭示的不仅是计算机会犯错误，而且这些错误会 

对特定的人及其家人造成严重后果；人工智能的使用还可能会加 

剧现有的系统性不公正和不平等。针对威廉姆斯先生这样的案例， 

我们可以说，所有公民都有权在对他们作出决定时得到解释。此 

外，这只是人工智能产生政治意义和影响的众多方式之一，有时 

是有意的，但大多数是无意的。这个特殊案例提出了有关种族主 

义 和 （不 ）公正的问题—— 两个当前的问题。但是，关于人工智 

能和相关技术的政治问题，远不止这些。

本书的理论依据、目标和进路

虽然目前有很多人关注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和自动化等相关 

技术所引发的伦理问题[1 ]，但从政治哲学 （ political philosophy ) 的 

角度来探讨这一主题的著作却很少。这是令人遗憾的，这个主题

[ 1 ] 例如 ， Bartneck et al. 2021; Boddington 2017; Bostrom 2014; Coeckelbergh 2020; 

Dignum 2019; Dubber, Pasquale, and Das 2020; Gunkel 2018; Liao 2020; Lin, Abney, 

and Jenkins 2017; Nyholm 2020; Wallachand Allen 2009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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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非常适合做这样的研究，却把政治哲学传统中的宝贵思想资 

源放着不用。大多数政治哲学家（ political philosophers) 都未曾触 

及人工智能政治这一主题[1 \尽管总体而言人们对这一主题的兴趣 

曰益浓厚，例如算法和大数据的使用如何强化了种族主义以及各 

种形式的不平等和不公正[2]、如何抽取和消耗地球资源（ Crawford 

2021 )〇

此外，虽然在当前的政治穿景下有许多公众关注的问题，例 

如自由、奴役、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民主、专业知识、权力以 

及气候问题等，但这些话题的讨论方式往往显得与技术关系不大， 

反之亦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被视为技术话题，如果与政治挂钩， 

技术往往被视为政治操纵或监控的工具。通常情况下，意想不到 

的影响仍未得到解决。另外，在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和机器人领 

域工作的研发乂员和科学家通常愿意在工作中考量伦理议题，但 

却没有意识到这些议题所涉及的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更不用 

说就这些问题的框架和解决方法进行复杂的政治哲学讨论了。此 

外，与大多数不熟悉对技术与社会关系进行系统思考的人一样， 

他们倾向于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 一 切都取决于开发和使用技 

术的人类。

对这种天真的技术观念提出质疑是技术哲学（philosophy of

[ 1 ] Benjamin 2019a; Binns 2018; Eubanks 2018; Zimmermann, Di Rosa, and Kim 
2020等人除外。

[ 2 ] 例如，Bartoletti 2020; Criado Perez 2019; Noble 2018; O’Nei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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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的专长，其当代形式是推进了对技术的非工具性理 

解：技术不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且还塑造了这些目的（关于 

一些理论的概述，请参阅 Coeckelbergh2019a )。然而，在使用 

哲学框架和概念基础对技术进行规范性评价时，技术哲学家们通 

常会求助于伦理学（例如 ， Gunkel 2014; Vallor 2016)。政治哲 

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只有一些哲学家建立了这种联系：例 

如，20世纪 80年代的温纳 （ Winner 1986)和 90年代的芬伯格 

( Feenberg 1999 )，以及今天的萨塔罗夫 （ Sattarov 2019 ) 和萨特拉 

( Saetra 2020 )。在技术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连接上还需要做更多 

的工作。

这是一个学术鸿沟，也是一种社会需求。气候变化、全球不 

平等、老龄化、新形式的排斥、战争、专制主义、流行病和疫情， 

等等，它们中的每一个问题不仅与政治相关，而且以各种方式与 

技术相关，如果我们想要解决21世纪全球和地区最紧迫的一些问 

题，就必须在思考政治和思考技术之间建立对话。

本书通过下述研究填补了这些空白，并回应了这一问题：

•运用政治哲学史和最新研究成果，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 

术的规范性问题与政治哲学主要讨论的问题联系起来；

•探讨当前政治关注的争议性焦点问题，并将它们与人工智 

能和机器人问题联系起来；

•说明这不只是应用政治哲学的实战，还能让人们对这些当 

代技术中被隐藏的、更深层次的政治维度产生有趣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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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如何产生预期和非预期的政治 

影响，并通过政治哲学进行有益的讨论；

•从而同时为技术哲学和应用政治哲学做出原创性贡献。

因此，本书将政治哲学与技术哲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目的 

是：（1 )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提出的规范性问题; 

( 2 )揭示紧迫的政治问题及其与这些新技术的使用之间的纠缠。 

我在此使用“纠缠”（entangled) —词来表达政治问题与人工智能 

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我的基本观点是，后者己经具有了政治性 

(political)。本书的指导思想是，人工智能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 

关于智能的问题；就政治和权力而言，它不是中立的。人工智能 

彻头彻尾具有政治性。在每一章中，我都将展示和讨论人工智能 

的政治维度。

我将从当代政治哲学的具体主题切人，而不是泛泛地讨论人 

工智能政治。每一章将聚焦一组特定的政治哲学主题：自由、操 

纵、剥削和奴役；平等、公正、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 

的偏见与歧视；民主、专业知识、参与和极权主义；权力、规训、 

监控和自我建构；与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相关的动物、环境 

和气候变化。每个主题都将根据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和机器人等 

相关技术的预期和非预期的影响进行讨论。

正如读者将注意到的，这种主题和概念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 

是人为的。显然，这些概念以及各专题和章节之间存在许多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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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方式。例如，自由原则可能与平等原则存在矛 

盾，而谈论民主与人工智能时也不可能不谈论权力。其中一些内 

容将在本书中明确阐述，另一些则只能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了。 

但所有章节都展示了人工智能如何影响这些关键的政治议题，以 

及人工智能如何具有政治性。

然而，本书不仅涉及人工智能，而且也涉及政治哲学思考本 

身。这些关于人工智能政治的讨论不只是应用哲学的实战—— 更 

具体地说是应用政治哲学的实战—— 而且还将反馈到政治哲学概 

念本身。它们展示了新技术如何使我们对自由、平等、民主、权 

力等概念本身产生质疑。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这些政治原 

则和政治哲学概念意味着什么？

本书结构和各章概述

本书共分为七章。

除了第一章导论之外，在第二章中我提出了与自由这一政治 

原则相关的问题。当人工智能提供制定、操纵和影响我们决策的 

新方式时，自由意味着什么？当我们为有实力的大型公司提供数 

字劳动时，我们的自由度如何？机器人取代工人是否会导致奴隶 

制思想的延续？本章根据不同的自由观念展开。通过与政治哲学 

中长期讨论的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 （ negative and positive 

liberty ) 和助推理论 （ nudging theory ) 进行连接，本章讨论了算法 

决策和影响所带来的可能性。本章指出，在人工智能建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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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消极自由是如何被剥夺的，质疑通过人工智能方式的自由主义 

助推到底有多自由，并根据黑格尔（H egel) 和马克思（M arx) 的 

理论提出了批判性问题，说明了机器人的意义和使用如何有可能 

与奴役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历史和现状联系在一起。本章最后讨论 

了人工智能与政治参与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关系，这在第四章关于 

民主的主题中仍将继续讨论。

第三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在平等和 

公正方面的政治影响（通常是非预期的）是什么？机器人技术带 

来的自动化和数字化是否会加剧社会中的不平等？人工智能的 

自动化决策是否会像本杰明 （ Benjamin 2019a )、诺 布 尔 （ Noble 

2018 ) 和克里亚多•佩雷斯 （ Criado Perez 2019 ) 所认为的那样, 

导致歧视和种族主义？如果会，是为什么？机器人的性别化是否 

有问题，以及问题是如何产生的？这些讨论中所使用的公正和公 

平的含义是什么？本章将有关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自动化与歧视的 

讨论置于经典政治哲学讨论的背景下，即自由主义哲学传统中关 

于 （不）平等和（不）公正的讨论，如罗尔斯（R aw ls)、哈耶克 

(Hayek),同时也与马克思主义、批判女权主义以及反种族主义和 

反殖民主义思想相联系。本章提出了关于普遍正义观念与基于群 

体身份和积极性差别待遇的正义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的问题，并 

讨论了有关代际正义和全球正义的议题。本章最后提出的论点是， 

人工智能算法从来都不是政治中立的。

在第四章中，我将讨论人工智能对民主的影响。人工智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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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来操纵选民和选举。人工智能的监控是否会破坏民主？它是 

否如祖博夫（Zuboff2019)所主张的那样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 

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一种“数据法西斯主义" （ data fascism) 和 “数 

据殖民主义” （ data colonialism ) ? 我们所说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意 

思？本章结合民主理论、关于专业知识在政治中的作用的讨论以 

及关于极权主义条件的著作，对民主和人工智能进行了讨论。首 

先，它表明，虽然我们很容易看到人工智能如何威胁民主，但 

要明确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民主，以及技术在民主中的作用是什 

么和应该是什么，那就困难得多了。本章概述了柏拉图式的技 

术官僚（Platonic-technocratic) 政治观念与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 

( participative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 的理想 [杜威 （ Dewey ) 

和哈贝马斯（Habermas) ] 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后者又有其批评 

者 [墨 菲 （M ouffe) 和朗西埃（Rancidre) ]。本章将这一讨论与 

“信息气泡" （ information bubbles, 亦可译为“信息苗房”）、“回音 

室” （ echo chambers) 和 “人工智能驱动的民粹主义”（AI-powered 

populism) 等问题联系起来。其次，本章认为，通过技术实现极 

权主义的问题指向了现代社会中更深层次的长期存在的问题，如 

孤 独 （阿伦特）和缺乏信任。伦理讨论往往只关注对个体的伤害， 

却忽视了这一更广泛的社会和历史维度。本章最后指出，当人工 

智能被用作企业操纵和官僚管理人民的工具时，就会产生阿伦特 

(2006)所说的“平庸之恶" （ the banality of e v il) 的危险。

第五章讨论了人工智能与权力。人工智能如何用于规训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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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规训？它如何影响知识，如何转变和塑造现有的权力关系：人 

类与机器之间，人类与人类之间，甚至人类内部。谁能从中受 

益？为了提出这些问题，本章不仅回顾了关于民主、监控和监控 

资本主义的讨论，也引入了福柯（Foucault) 复杂的权力观，其 

强调了权力在制度、人际关系和身体层面的微观机制。首先，本 

章建立了一个概念框架用以思考权力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然 

后，借鉴了三种权力理论来阐述其中的一些关系：马克思主义和 

批判理论、福柯和巴特勒（Butler) ,以及一种以表演为导向的方 

法。这使我能够揭示人工智能的诱惑和操纵，人工智能产生的剥 

削和自我剥削及其资本主义背景，以及数据科学在标记、分类和 

监视人们方面的历史。同时，本章也指出了人工智能赋予人们权 

力的方式，以及通过社交媒体在自我和主体性的建构中发挥作用 

的方式。此外，本章还认为，从技术表演的角度来看待人工智能 

和人类在其中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指出，技术在组织我们的行 

动、行为和感觉方式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超越工具性的角 

色。我认为，这些（技术）权力的行使总是具有主动的、社会的 

维度，这同时涉及人工智能和人类。

在第六章中，我将介绍有关非人类的问题。像大多数人工智能 

伦理一样，经典的政治讨论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但这至少在两个方 

面受到质疑。一方面，在政治上，人类是唯一重要的事物吗？人工 

智能给非人类带来什么影响？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而言，人工智能 

的使用对人类而言是威胁还是机遇，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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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人工智能系统和机器人本身是否具有政治地位，例如公民身 

份？后人类主义者质疑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政治观。此外，超人 

类主义者认为，人类将被超智能的人工智能体所取代。如果被超人 

工智能接管，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人类的自由、公正和民主 

是否就此终结？我们将从动物权利和环境理论（Singer, Cochrane, 

Gamer, Rowlands, Donaldson and Kymlicka, Callicott, Rolston, 

Leopold 等 ）、后人类主义（Haraway, Wolfe, Braidotti，Massumi， 

Latour等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伦理（Horidi，Bostrom，Gunkel, 

Coeckelbergh 等 ）以及超人类主义（Bostrom，Kurzweil，Moravec, 

Hughes等 ）等方面出发，探讨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政治观念。本 

章认为，这样的政治需要将非人类纳入其中来重新思考自由、公正 

和民主等观念，也会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提出新的问题。本章 

最后指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工智能政治重塑了人类与人工智能 

关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类被人工智能剥夺或赋予了权力，另一 

方面人类也赋予了人工智能以权力。

最后一章对全书内容进行了总结，并得出以下结论：（1 )在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当前我们在政治和社会 

讨论中所关心的自由、种族主义、公正和民主等问题具有了新的 

紧迫性和相关性；（2 ) 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政治加以概念化不是 

简单地应用现有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中的概念，而是要求我们对 

这些概念本身（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进行审视，并对政 

治的本质和未来以及我们人类自身提出问题。本章还认为，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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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社会、环境及存在主义心理的变化和转型有着密切的关联, 

21世纪的政治哲学再也无法回避海德格尔（ Heidegger 1977)所说 

的 “关于技术的问题” （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本章 

随后概述了在该领域需要进一步采取的步骤。我们需要更多的哲 

学家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对政治哲学/技术哲学的联结进行更多 

的研究，希望能进一步促进对政治与技术的“共同思考" （ thinking 

together )。我们还需要更多地思考如何使人工智能政治对全球环境 

和文化差异更具参与性、公共性、民主性、包容性和敏感性。本书 

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技术来塑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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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奴役

导言：历史上的自由宣言与当代奴役

自 由 （freedom或 liberty, 本书将交替使用这两个词）被 

认为是自由民主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原则之一，这些国家的宪法 

旨在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例如，1791年通过的作为《权利法 

案 》 （ Bill o f Rights ) —部分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宗教自 

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等个人自由。1949年通过的德国《基本 

法 》 （ Gnm处從你）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 2 条 ）。历史上， 

1789 年的法国《人权宣言 》 （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 itizen) 影响深远。它植根于启蒙思想家卢梭（Rousseau) 和 

孟德斯鸠（Montesquieu)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征询了托马斯•杰斐 

逊 （ Thomas Jefferson ) 的意见。杰斐逊是美国开国兀勋之一，也 

是 1776年 美 国 《独立宣言 》 （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 的主 

要起草人。《独立宣言》在其序言中就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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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 

追求幸福的权利”。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规定，“人生来就是 

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虽然该宣言仍然排 

斥妇女，也没有禁止奴隶制，但它是权利和公民自由宣言历史的 

—部分。这一历史始于1215年的《大宪章 》 （ Magna Carta, 自由 

大宪章），终于1948年 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 D H R),该宣言规定“人 

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 1条 ）和 “任何人不 

得使为奴隶或奴役”（第4 条 ） （ UN 1948)。

然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们仍然遭受着威胁或侵犯其自由 

的专制政权的压迫，其也不断地进行着抗争。但抗争往往会带来 

致命的后果。例如，看看一些国家是如何对待政治反对派的。虽 

然奴隶制是非法的，但新形式的奴役今天仍在延续。据国际劳工 

组织 （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 估计，全球有超过 

4000万人从事某种形式的强迫劳动或强迫性剥削，例如从事家政 

工作或色情行业（IL0  2017)。它发生在各国国内，也通过贩运 

发生。妇女和儿童尤其受到影响。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些不发达国 

家，但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也存在。根据全球奴役指数 （ Global 

Slavery Index ), 2018年美国估计有40.3万人在强迫劳动条件下工 

作 （ WalkFreeFoundation 2018, 180)。西方国家还进口大量可能 

在生产地涉及现代奴役的商品和服务。

但是，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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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下，政治自由又意味着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 

们来看看对自由的一些威胁，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不局类型自 

由的威胁。让我们来看看政治哲学家提出的一些重要的自由观 

念：消极自由 （ negative freedom )、自主意义上的自由 （ freedom 

as autonomy )、自我实现和解放意义上的自由 （ freedom as self- 

realization and emancipation )、政治参与自由 （ freedom a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以及言论自由 （ freedom of speech )〇

人工智能、监控和执法：剥夺消极自由

正如我们在导论中所看到的，人工智能可用于执法。它还可 

以用于边境警务和机场安全。在世界各地，机场和其他边境口岸 

都在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和其他生物识别技术，如指纹和虹膜扫 

描。除了可能产生偏见和歧视（见下一章）以及对隐私的威胁 

(UNCRI and INTERPOL 2019)之外，其还可能导致各种侵犯个 

人启由的干预措施，包括逮捕和监禁。如果人工智能技术出现错 

误 （比如对一个人作了错误归类、无法识别一张脸），个人可能会 

被错误逮捕、被拒绝庇护、被公开指控等等。一 个 “小”的误差 

可能会影响成千上万的旅客 （ Israel 2020)。同样，利用机器学习 

“预测”犯罪的所谓“预测性警务"（predictivepolicing)，除了（再 

次 ）歧视之外，还可能导致不公正的剥夺自由的司法判决。更广 

泛地说，它可能会导致“卡夫卡式”的情形：不透明的决策过程 

和恣意、不公正的和无法解释的决定，严重影响被告的生活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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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法治 （ Radavoi 2020，111-113;另见 Hildebrandt 2015 )。

这里受到威胁的自由就是政治哲学家所说的“消极自由”。伯 

林 （Berlin) 曾给消极自由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即不受干涉的

自由。它涉及的问题是：“在什么范围内，主体------个人或一群

人—— 可以或应该不受他人干涉地做她能够做的事或成为她能够 

成为的人？ " （ Berlin 1997, 194)。因此，消极自由是不受他人或 

国家的干涉、胁迫或阻碍。当人工智能被用来识別那些构成安全 

风险的人、被认为无权获得移民或庇护的人或者犯有罪行的人时， 

这种自由就受到了威胁。受到威胁的自由是不受干涉的自由。

鉴于监控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将这一自由观念扩展为不受 

干扰的风镫的自由。当人工智能技术被用于监控从而使人们处于 

奴役或剥削状态时，这种消极自由就岌岌可危。技术制造了无形 

的锁链和不间断监视的非人之眼。摄像头或机器人始终在那里。 

正如人们经常观察到的那样，这种状态类似于边沁（Bentham) 以 

及后来的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 : 囚犯被监视 

着，但他们看不到监视者（另见第五章“权力”）。像早期的监禁 

或奴役形式那样的人身限制或直接监督已不再必要，只要有技术 

在那里监控人们就足够了。从技术上讲，它甚至不需要真正发挥 

作用。与测速摄像头相比：无论它是否真正发挥作用，它都已经 

影响—— 特别是规训—— 了人们的行为。而这正是摄像头特有设 

计的一部分。知道自己一直被监视着或者可能一直被监视着，就 

足以规训自己的行为了。只要有被干扰的风险就足以让人产生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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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自由会被剥夺的恐惧。这可以用在监狱和集中营，也可以用在 

工作环境以监控员工的表现。监控通常是隐藏的。我们看不到算 

法、数据以及使用这些数据的人。布鲁姆 （ Bloom 2019)将这种 

具有隐藏性的权力称为“虚拟权力" （ virtual power) 是有些误导 

的。事实上权力是真实存在的。

人工智能监控不仅用于执法和政府管理、企业环境以及其他 

工作场所中，也被用于私人领域。例如，在社交媒体上不仅存 

在 “纵向”监 控 （来自国家和社交媒体公司），还存在同伴监控或 

“横向”监控：社交媒体用户在算法的促成下相互监视。还有一种 

逆/^监视（sousveillance)( Mann，Nolan, and Wellman 2002):人 

们使用便携式设备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可以列出各种各样的原 

因来说明这是有问题的，但其中一个原因是它威胁到了自由。这 

里 的 “自由”指的是拥有隐私的消极自由，即个人领域不受干涉 

的自由。隐私权通常被视为自由社会中的基本权利。但是在一个 

鼓吹共享文化的社会中，这可能会面临危险。正如贝利斯（V61iz 

2020)所说：“自由主义要求，除了保护个人和培养健康的集体生 

活所必需的东西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事物应受到公众的监督。曝 

光文化要求一切都要与公众分享并接受公众监督。”因此，完全透 

明威胁着自由社会，而大型科技公司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 

过社交媒体，我们自愿创建了关于自己的数字档案，其中包含我 

们自愿分享的各种个人详细信息，没有任何政府“老大哥" （ Big 

Brother) 强迫我们提供这些信息，其也没有费尽周折以隐蔽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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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获取这些信息。相反，科技公司却公开地、无耻地获取数据。 

像脸书（F a c e b o o k) 这样的平台是专制政权的梦想，但也是资本 

家的梦想。人们创建档案并跟踪启己，例如出于社交目的（会 

议 ），也包括健康监测。

此外，这些信息还可以并已经被用于执法。例如，美国警方 

根据对一名妇女的Fitbit设备（一种活动和健康追踪器）数据的分 

析，指控她谎报强奸（Kleeman 2015 )。Fitbit数据还被用于一起 

美国谋杀案（B B C  2018)。来自社交网站和手机的数据可用于预 

测性警务，这可能会对个人自由造成影响。然而，即便不受干涉 

的自由没有受到威胁，问题也仍然存在于社会层面，并影响着不 

同类型的自由，例如自主意义上的自由（见下一节）。正如沙勒夫 

(Solove 2004)所说：“这是一个牵涉我们正在形成的社会类型、 

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在更大社会秩序中的位置，以及我们对自 

己生活进行有意义控制的能力的问题。”

话虽如此，但是当涉及技术对消极自由的威胁时，问题可能会 

变得非常实际。机器人可以用来对人们进行人身限制，例如出于安 

全或执法目的，也可以是为了“人们自身利益”和安全考虑。试想 

—下，当一个幼儿或有认知障碍的老人在没有人看管的情况下冒险 

横穿一条危险的马路，或有从窗户坠落的危险：在这类案例中，可 

以使用机器来限制这个人，例如阻止他离开房间或离开家。这是一 

种家长式管理（paternalism)(下一节将详细介绍），它通过监视手 

段限制个人的消极自由，然后再以物理形式进行干预。夏基和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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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key and Sharkey 2012 ) 甚至认为，使用机器人限制老年人的 

活动是“走向专制机器人的滑坡”。这种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 

术监控和限制人类的情景似乎比遥远的、科幻小说中的超级人工智 

能接管权力的情景更加现实—— 后者也可能导致自由的剥夺。

任何人利用人工智能或机器人技术来限制人们的消极自由， 

都必须证明为什么有必要侵犯如此基本的自由。正如密尔（Mill 

1963 ) 在 19世纪中叶提出的观点，在涉及强制时，举证责任应该 

由那些主张限制或禁止的人来承担，而不是那些捍卫其消极自由 

的人。在侵犯隐私、执法或家长式限制行动的情况下，限制者有 

责任证明存在相当大的伤害风险（密尔），或者存在比自由更重要 

的其他原则（如公正）—— 无论是在一般情况下还是特定情况下。 

而当技术出错（如导论中提到的错误匹配的案例）或技术本身造 

成伤害时，证明这种使用和干预的合理性就变得更加困难了。例 

如，人脸识别可能导致不合理的逮捕和监禁，或者机器人在限制 

他人时可能会造成伤害。此外，除了功利主义和更普遍的结果主 

义框架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义务论的角度强调自由权，例如国家 

和国际宣言中规定的自由权。

然而，考虑到这些技术产生（非预期的）有害影响的案例，显 

然除了自由之外还存在着更多的危险。自由与其他政治原则和价值 

之间存在着紧张与权衡。消极自由非常重要，但可能其他政治和道 

德原则也非常重要，而且他们（应该）在特定案例中发挥作用。我 

们并不总是清楚哪项原则应当优先。例如，为了防止某种特定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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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害 （如从窗户坠落）而限制一个小孩的消极自由是合理的，这一点 

可能非常清楚，但对于一个患有痴呆症的老年人或者被认为是“非 

法”居住在某个国家的人来说，这种对自由的限制是否合理就不那 

么清楚了。为了保护其他人的消极自由和其他政治权利而限制一个 

人的消极自由（例如通过监禁的方式）是否合理呢？

应用密尔的伤害原则（harm principle) 也是出了名的困难。在 

一个特定的案例中，究竟什么构成伤害，谁来界定对谁造成了哪 

种伤害，谁的伤害更重要？到底什么才算对消极自由的限制？例 

如，考虑一下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在特定场所戴口罩的义务 

引发了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议：谁需要更多保护以免受伤害（风 

险），戴口罩剥夺了消极自由吗？这些问题也与人工智能的使用相 

关。例如，即使某项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作中不会出错，但机场安 

检程序中的扫描和人脸识别本身是否侵犯了我不受干涉的自由？ 

用手搜查是否也是一种侵犯，如果是，是否比扫描器的侵犯更 

大？人脸识别错误本身是否构成伤害，还是取决于安保人员的潜 

在伤害行为？如果所有这一切都以恐怖主义风险为理由，那么这 

种小概率（但影响大）的风险，是否就能证成当我跨越边境时有 

理由采取干涉我的消极自由的措施，就能证成我遭受技术带来的 

新风险，包括由于技术错误而剥夺我的消极自由的风险？

人工智能与人类行为的操纵：规避人类的自主性

但是，如果这些问题涉及消极自由，那么什么是积极自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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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自由有多种定义方法，但伯林定义的一个核心含义与自主或自 

治 （autonomy or self-governance) 有关。这里的问题是，你的选择 

是否真的是你的选择，而不是别人的选择。伯林（ 1997)写道：

“自由”这 个 词 的 “积极”意义源于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 

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和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 

任 何 形 式的外部力量。……最 重 要的是，我希望意识到自己 

是 一 个 有 思 想 、有 意志、积 极 主 动 的 存 在 ，对自己的选择负 

责 ，并能够根据我自己的想法和目的来解释自己的选择。

第 二 贵 自 由 ：人工智能操纵与机器人奴役

这 种 自 由 不 是 与 监 禁 或 阻 碍 意 义 上 的 干 涉 形 成 对 比 ，而 是 与  

家 长 制 形 成 对 比 ： 由 别 人 来 决 定 什 么 是 对 你 最 好 的 。 伯 林 认 为 ， 

专 制 统 治 者 区 分 了 高 阶 的 自 我 （ a higher se lf) 和 低 阶 的 自 我 （ a 

lower s e lf) , 声 称 知 道 你 的 高 阶 自 我 真 正 想 要 什 么 ，然 后 以 那 个 高  

阶 自 我 的 名 义 压 迫 人 民 。 这 种 自 由 并 不 存 在 外 在 限 制 或 身 体 上 的  

规 训 ，它 其 实 是 对 你 的 欲 望 和 选 择 心 理 的 干 涉 。

这 与 人 工 智 能 有 什 么 关 系 呢 ？ 要 理 解 这 一 点 ，不 妨 考 虑 一 下  

“助 推 " （midging) 的 可 能 性 ：改 变 选 择 环 境 ，从 而 改 变 人 们 的 行  

为 。 助 推 的 概 念 利 用 了 人 类 决 策 心 理 ，尤 其 是 人 类 决 策 中 的 偏 差 。 

塞 勒 （Thaler) 和 桑 斯 坦 （Sunstein)( 2 0 0 9 ) 提 出 了 助 推 的 方 案 以  

解 决 以 下 问 题 ：不 能 相 信 人 们 会 做 出 理 性 决 定 ，相 反 其 往 往 利 用  

启 发 式 和 偏 见 来 做 出 决 定 。 他 们 认 为 ，我 们 应 该 通 过 改 变 人 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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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环境，从而影响人们的决策，使其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与 

其强迫人们，不如改变他们的“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 

例如，我们不禁止人们购买垃圾食品，但是会在超市的显眼位置 

摆放水果。因此，这种干预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它针对的是我 

们与蜥蜴都具备的那部分大脑构造。现在，人工智能可以而且已 

经被用于这种助推了。例如，亚马逊（A m a z o n ) 会向我推荐它认 

为我应该购买的产品。同样，当声破天（Spotify) 推荐特定音乐 

时，它似乎比我更了解我自己。这些推荐系统并不限制我对书籍 

或音乐的选择，而是根据算法建议的方向影响我的购买、阅读和 

收听行为，因此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政府也可以使用或鼓励同 

样的技术，例如引导人们的行为向更环保的方向发展。

这类干预措施不会剥夺人们的选择自由或行动自由，并不存 

在任何强迫。这就是为什么塞勒和桑斯坦将助推称为一种“自由 

主义的家长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 )。它不违背人们的意愿。 

因此，它不同于德沃金（Dworkin 2020)所定义的典型的家长制： 

“国家或个人违背他人意愿，以被干涉者将获得更好的生活或免受 

伤害的主张作为理由或进行辩护，从而对他人进行干涉。”典型的 

家长制显然侵犯了消极自由，而助推则引导人们作出符合其最佳 

利益的选择，而不会像德沃金所描述的那样限制他们的自由。或 

者用伯林的术语来说：助推并不违反消极自由，因为其不存在外 

部限制。例如，政府想要促进公民的公共健康，可以要求烟草生 

产商在香烟包装上标明“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或者要求超★

022



第 二 贲 自 由 ：人工智能操纵与机器人奴役

在收银台等醒目位置撤下香烟。这项政策并不禁止香烟，而是要 

求生产商和零售商釆取助推措施，以影响人们的选择。与此类似， 

人工智能驱动的推荐系统不会强迫你购买特定的书籍或收听特定 

的音乐，但可以影响你的行为。

然而，尽管这并不威胁消极自由，因为没有人被迫去做什么 

或决定什么，但人工智能的助推却对积极自由构成了威胁。人工 

智能通过利用人们的潜意识心理来操纵他们，毫不尊重他们作为 

一个希望设定自己目标并做出自己选择的理性人。广告和宣传等 

潜意识操纵形式并不新鲜。但助推自诩是自由主义的，其在人工 

智能的加速作用下，很可能会产生无处不在的影响。助推可以由 

企业进行，也可以由国家进行，例如为了实现一个更好的社会。 

但是，与伯林（ 1997)的观点一样，人们可以认为，以社会改革 

的名义侵犯积极自由是有辱人格的：“操纵人们，推动他们实现你 

(社会改革者）看到而他们可能看不到的目标，这是否定他们作为 

人的本质，把他们当作没有自己意志的客体，从而贬低了他们。” 

伯林认为，家长制是“对我作为一个人的侮辱”，因为它没有尊重 

我作为一个自主的人，我希望做出自己的选择、安排自己的生活。 

这一指控似乎也适用于所谓的“自由主义”家长制的助推，在这 

种情况下，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选择受到了影响，比如在超 

市里购头商品时。

这就使得通过人工智能进行的助推至少是非常可疑的，而 

且—— 就像所有侵犯消极自由的行为一样—— 初步看起釆就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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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除非另有证明）。如果有人仍想以这种方式使用人工智能 

技术，他就必须提出比积极自由更重要的原则和利益。例如，我 

们可以说，一个人的健康和生命比尊重其自主权更重要，或者 

说，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存续比那些不了解自己对气候的影响或不 

愿为解决这一问题贡献力量的人的积极自由更为重要。尽管人们 

认为对积极自由的侵犯可能比对消极自由的侵犯争议要小，但重 

要的是要理解这里的利害关系和风险：为了人们自身利益或社会 

利益把人当作操纵的对象（如抑制肥胖），无视他们自主选择和 

理性决策的能力，把他们当作达到目的（如达到气候目标）的手 

段，而这些目的是其他人（如政府、绿色改革者）独立于他们 

所设想的。目的（如良好的目标）何时以及为何能证明手段的 

合理性，如果有的话，如何证明这种贬低的合理性？谁来决定 

目标？

把人理解为主要或根本上是非理性的，且不容讨论，这也是 

—种对人性和社会非常悲观的看法，这与霍布斯（H o b b e s ) 的政 

治哲学一脉相承。霍布斯（ 1996)的 《利维坦》 写 

于 17世纪中叶的英国，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只存在竞争和暴 

力的恶劣状态。他认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需要一个政治权 

威—— 利维坦—— 来维持秩序。同样，自由主义家长制对于人们 

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和社会的社会秩序的能力持悲观态度。这种 

社会秩序必须通过操纵手段自上而下地强加于人，例如使用人工 

智能。其他政治哲学家，如 18世纪的卢梭、20世纪的杜威和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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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马斯，则对人性持更为乐观的看法，他们相信民主政治的形式， 

认为人们能够自愿地致力于共同利益，理性地进行讨论，并通过 

争论达成共识。根据这种观点，人既不应该被控制（限制消极自 

由、专制主义），也不应该被操纵（限制积极自由、家长制）；他 

们完全有能力克制自己，理性思考，超越自身利益，相互讨论什 

么对社会有益。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不是原子化个人的集合，而 

是以实现共同利益为目标的公民共和国。与其他捍卫哲学共和主 

义 （philosophical republicanism ) 的人一样，卢 梭 （ 1997 )回顾 

了古希腊城邦，认为共同利益可以通过积极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来 

实现，公民应服从“公意 " （general will) ,形成一个平等的共同 

体。卢梭认为人应该被道启由（forced to be free) , 即被迫“在 

听从 [自己的 ]欲望之前，先要请教[自己的]理性”并服从 

公意，虽然这是一个臭名昭著（notorious) 的观点，但他反对专 

制主义，总体而言他对人性的看法是乐观的：自然状态是好的 

并且早已具有社会性了。他还同意柏拉图（Plato) 和亚里士多 

德 （Aristotle) 等古代哲学家的观点，即在个人层面上，通过运用 

理性和克制激情，自主意义上的自由是可以实现的，也是可取的 

(我们也可以在德性伦理学中找到这种观点）。根据这种理想，人 

工智能可以发挥什么作用，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第 

四章中，我将进一步概述关于民主的可能性和相关理想的不同观 

点，而在关于权力的第五章中，我将进一步阐述人工智能和自我 

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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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我实现和解放的威胁：

人工智能的剥削和机器人奴隶的问题

对自由的另一种威胁不是来自对个人消极自由的干涉，也不 

是来自助推，而是来自对一种不同的、关系性更强的自由的侵犯： 

在资本主义背景下其他人通过劳动进行压迫和剥削，甚 至 （公开 

地 ）通过强迫他人陷人奴役和支配的关系之中。虽然这可能涉及 

对个人消极自由的限制一 当我是奴隶时，我当然不能做我想做 

的事，甚至连我想做什么都不重要，因为我首先就不被视为一个 

政治主体一 虽然压迫也可能与侵犯积极自由（剥削）结合在一 

起，但这些现象也提出了有关启我实现、自我发展和解放的问题， 

并与公正和平等问题有关（另见下一章），这关乎人类社会关系的 

质量、劳动的价值及其与自然和自由的关系，以及如何构建社会 

的问题。这里所威胁的自由是一种关系性的自由，因为它不是关 

于内心欲望的管理，也不是关于将他人视为外部威胁，而是关于 

建立更好的社会关系和社会。

对于这种自由观念，黑格尔和马克思是灵感的源泉。黑格尔 

认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会带来自我意识和自由。这可以追溯到 

其 《精神现象学》( 尸 〇/取>77 ) 中著名的主奴辩证 

法 （raaster-slave dialectic) :主人依赖于自己的欲望，而奴隶则通 

过劳动获得自_ 意识。马克思借用了这一思想，即劳动带来自由。 

在他的手中，自由不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概念，即包括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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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自由）或心理上的自主（积极自由）；而是一个更具社会性、 

唯物主义和历史性的概念。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看来，自由是以社 

会互动为基础的，它与依赖性并不对立。劳动和工具扩展了我们 

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有历史的，它也是一部社会和政治史，（我们 

可以补充说）也是一部技术史。马克思认为，通过技术手段，我 

们可以改造自然，同时创造我们自己。通过劳动，我们发展了自 

己，锻炼了我们的人类能力。

然而，马克思也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已经变得不 

太可能，因为工人被异化和剥削。工人非但没有解放和实现自 

我，反而变得不自由了，因为他们与他们的产品产生了异化，与 

其他工人产生了异化，最终与他们自己产生了异化。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五co/io/mc a m / /Th'/o j o/j/i/c M w n w c r ㈣ 5 

1977, 68-69)中写道，工人本身成了商品，成了他们 

生产的物品和占有这些产品的人的奴隶。工人们非但不是肯定自 

己，反而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使劳动成为被迫的 

而非自愿的。当他们的劳动变成了“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 

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时，他们与自己就产生 

了异化。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不仅不会带来自由，反而会成为异 

化的工具。与之相对，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将实现人的自由， 

将 （再次）被理解为自我实现和自由人的联合。

这种自由概念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意味着什么？

首先，人工智能及其所有者都需要数据。作为社交媒体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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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需要我们数据的应用程序的用户，我们就是生产这些数据的工 

人。福克斯 （ Fuchs 2014)认为，社交媒体和谷歌（G oogle) 等 

搜索引擎不但没有带来解放，而是被资本主义殖民了。我们在为 

社交媒体公司及其客户（广告商）提供免费劳动：我们生产商 

品 （数据）并将其出售给企业。这是一种剥削形式。资本主义要 

求我们不断工作和消费，包括使用电子设备生产数据。我们大多 

数人都生活在一个全天候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我们唯一能找到 

' 的 “自由”就是睡觉（Crary2014; R hee2018，49)。即使我们躺 

在床上，也会关注手机里的动态。此外，我们使用的设备往往是 

在 “奴隶般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 （ Fuchs 2014，120)。因为它们 

依赖于生产者的辛勤劳动，以及从矿石中提炼矿物质。人工智能 

服务也依赖于低薪工人，他们负责清理和标记数据、训练模型等 

(Stark, Greene, and Hoffmann 2021，271)。然而，根据马克思关 

于自由即自我实现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使用社交媒体的问题不仅 

在于我在从事免费劳动，其他人被剥削来满足我在社交媒体上的 

乐趣[这可以根据马克思《资本论》（〇少/如/)中的政治经济学方 

法进行分析：工人创造的超过其自身劳动成本的价值被资本家占 

有]，还在于这并没有带来我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进而获得自 

由。相反，我自己成了一个对象：一个数据集合（另见第五章)。

其次，机器人是一种经常被用在自动化中的技术，其产生的 

影响可以用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的观念来描述。首先，机器人以 

机器的形式出现，助长了马克思所描述的异化现象：工人仅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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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机器的一部分，失去了通过工作实现自我的机会。这种情况已 

经在工业生产中出现，不久可能会出现在服务业，例如零售业或 

餐饮业（如日本）。此外，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使用机器不 

仅会导致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工人的身心衰退，还会导致失业。使 

用机器人来取代人类工人，会产生一个失业阶层，他们只能出卖 

自己的劳动力（无产阶级）。这不仅对失去工作的人不利，还会降 

低仍在工作的人的工资（或将工资保持在法律允许的最低水平）。 

此外，有些人认为自己的工作被贬低了：他们的工作也可以让机 

器人来做（Atanasoski and Vora 2019，25 )。其结果是在剥削和缺 

乏自我实现的机会的意义上是不自由的。

虽然如今人们普遍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可能导致失业问 

题 （Ford 2015)，但学者们对这些发展的预计速度和程度存在分 

歧。斯蒂格利茨（Stiglitz) 等经济学家预测会出现严重混乱，并 

对转型的人力成本提出警告。例如，科里内克（K o r i n e k) 和斯

蒂格利茨（2019)预测劳动力市场将受到严重破坏，导致更严重
/

的 收 人 不 平 等 、更 多 的 失 业 人 数 和 更 分 裂 的 社 会 ，除 非 个 人 对 这  

些 影 响 有 充 分 的 保 险 ，并 且 有 正 确 的 再 分 配 形 式 （如 欧 洲 社 会 福  

利 民 主 国 家 所 特 有 的 形 式 ）。 此 外 ，人 工 智 能 所 产 生 的 社 会 经 济  

后果在所 谓 的 先 进 社 会 与 全 球南方之 间 可 能 会 有 所 不 同 （Stark, 

Greenev， and Hoffmann 2021 )。 从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观 点 来 看 ， 这 些  

问 题 可 以 从 平 等 的 角 度 进 行 概 念 化 ，也 可 以 从 自 我 实 现 的 自 由 的  

角 度 进 行 概 念 化 。 低 工 资 和 失 业 的 坏 处 不 仅 是 因 为 它 们 威 胁 到 人

029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们的实际生存，还降低了人们的政治自由度，因为他们无法实现 

自我。

针对这种观点，有人认为，机器将人类从肮脏、繁重、危险或 

枯燥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腾出时间休闲和实现自我。因此，人们欢 

迎因被机器取代而导致的失业，将其视为通往自由之路的一步。这 

并不像黑格尔和马克思那样将劳动视为通往自由的途径，而是采用 

了古代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自由就是将自己从生活必需中解放出 

来。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忙于生活必需是奴隶的事情，而不是 

自由人的事情。然而，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不同意这利《劳动观，而且 

指出亚里士多德的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的：政治精英只有 

通过剥削他人才能享受特权生活。通常所说的“休闲社会”的捍卫 

者可能会说，技术将终结人类的奴役，失业的后果可以通过社会保 

障体系来解决，例如通过全民基本收人来确保没有人会贫穷，包括 

那些因为机器而失业的人。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认为，人工智 

能资本主义实际上可能根本不再需要人类：在这种情况下，资本 

获得了“摆脱了阻碍其积累的人类这一生物屏障的自* ' ( D y er- 

Witheford, Kjosen, and Steinhoff 2019, 149 )〇 •

这些问题引发了更多的哲学问题。例如，从黑格尔的角度来 

看，人们可能会担心，如果所有的人类都成了主人（机器的主 

人），他们就会缺乏自我实现的机会，只能任由欲望摆布，届时可 

能会被资本家操纵和剥削。主人反过来又会成为被剥削的消费者: 

一种新的、不同类型的奴隶。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情况似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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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如 此 了 。正 如 马 尔 库 塞 （ Marcuse 2 0 0 2 ) 所 言 ，消 费 社 会 带 来 了  

新 的 统 治 形 式 。 主 人 不 仅 依 赖 于 他 们 所 控 制 的 机 器 ，作 为 消 费 者 ， 

他 们 也 再 次 受 到 支 配 。此 外 ，考 虑 到 “主 奴 辩 证 法 ”，一 旦 机 器 取  

代 了 奴 隶 ，主 人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是 我 们 所 有 人 ）就 再 也 没 有 机 会  

得 到 认 可 ，他 们 不 可 能 从 机 器 那 里 得 到 认 可 ， 因 为 这 些 机 器 缺 乏  

必 要 的 自 我 意 识 。 因 此 ，如 果 黑 格 尔 认 为 主 人 依 赖 奴 隶 才 能 得 到  

认 可 是 正 确 的 ，那 么 问 题 就 在 于 ，在 这 里 主 人 根 本 得 不 到 认 可 。 

换 句 话 说 ，在 一 个 由 人 类 主 人 和 机 器 人 奴 隶 组 成 的 社 会 中 ，作 为  

主 人 的 消 费 者 根 本 没 有 自 由 ，更 糟 糕 的 是 ，他 们 甚 至 没 有 机 会 获  

得 自 由 。作 为 奴 隶 一 般 的 消 费 者 ，他 们 在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下 受 到 支  

配 和 剥 削 。 作 为 机 器 的 主 人 ，他 们 得 不 到 认 可 。 正 如 我 在 早 先 关  

于 这 一 主 题 的 著 作 中 所 强 调 的 那 样 ，他 们 也 变 得 高 度 依 赖 技 术 ， 

从 而 变 得 非 常 脆 弱 （ Coeckelbergh 2 0 1 5a )。

但 是 ，为 什 么 要 从 主 人 和 奴 隶 的 角 度 来 思 考 问 题 呢 ？ 一 方 面 ， 

从 马 克 思 主 义 甚 至 更 普 遍 的 启 蒙 观 点 来 看 ，用 机 器 人 取 代 人 类 奴  

隶 或 工 人 可 以 被 视 为 一 种 解 放 ：人 类 不 再 被 卷 人 这 些 剥 削 性 的 社  

会 关 系 之 中 。 另 一 方 面 ，从 仆 人 或 奴 隶 的 角 度 来 思 考 ， 即 使 是 机  

器 人 ，似 乎 也 有 问 题 。 拥 有 机 器 人 奴 隶 是 可 以 的 吗 ？ 从 主 人 和 奴  

隶 的 角 度 来 思 考 社 会 是 可 以 的 吗 ？ 这 不 仅 仅 是 关 于 思 考 的 问 题 。 

如 果 我 们 用 机 器 取 代 人 类 奴 隶 ，那 么 我 们 的 社 会 结 构 仍 然 是 以 奴  

隶 制 为 基 础 的 社 会 ，尽 管 其 中 的 奴 隶 是 人 造 的 ：一 个 网 络 版 的 古  

罗 马 或 古 希 腊 城 邦 国 家 。 这 并 不 违 反 《世 界 人 权 宣 目 》第 4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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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该条只适用于人类（它是涉及乂权），而机器人并不是人类意 

义上的奴隶，因为它们缺乏意识、知觉、意向性，等等。但是， 

机器人取代人类仆人或奴隶的设想，仍然反映了主奴思维和等级 

森严的“剥削性”主奴社会。错误的是，这些技术所帮助维护的 

社会关系和社会类型（第三章将进一步论证)。

现在，我们可以试图绕过这些问题，认为这与自由无关，而 

是与其他问题有关。压迫、剥削和奴役的问题不是启由问题（至 

少如果我们以个人主义和前面章节中阐述的更加形式的方式来理 

解自由的话），而是公正或乎等的问题。根据这种观点，问题并不 

在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威胁到了自由，而是我们生活的社会从根 

本上说是不平等或不公正的，而我们有可能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 

人来维持或加剧这些不平等和不公正。例如，如果我们用机器取 

代工人来“解放”他们，却不改变我们现有的社会结构（通过全 

民基本收入或其他措施），那么我们很可能会制造更多的不平等和 

不公正。我们需要更多的公开讨论，探讨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社会, 

想要什么样的社会。平等和公正等政治哲学概念和理论可以对此 

有所帮助。例如，与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样，全民基本收入反 

映了一种特定的分配正义和公平正义观念。但究竟是哪一种呢？ 

在第三章中，我将阐述一些关于公正的观念。

不过，从自由的角度来讨论这些问题也很有意思。例如，在 

《人人享有真正的自由》 也m y b r j //)( 1995 ) —书中， 

范•帕里斯（Van Parijs) 基于公正、平等和房由的理念，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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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无条件的基本收人辩护。他认为，自由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的形式权利（这通常是自由主义者的自由概念，如哈耶克），而是 

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实际能力。因此，自由是根据机会来定义的。 

就机会而言，拥有更多优势（如获得更多资产）的人比其他人更 

自由。无条件的收入将使最不具优势的人在这种机会意义上更加 

自由，同时尊重其他人的形式自由，从而为所有人创造自由。此 

外，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善的观念来使用这些机会。自由主义 

者应该（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人们善的观念保持中立。举一个 

范•帕里斯自己的例子：如果人们想花很多时间冲浪，这很好; 

他们有机会这样做。他称之为“真正的自由主义”。根据这一观 

点，人们可以说，当机器取代人类的工作时，全民基本收入不仅 

是创造更多公正和平等的一种方式，也是尊重和促进所有人的自 

由的一种方式。人们可以工作，也可以冲浪，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他们将拥有机会自由意义上的真正自由。

然而，正如有关全民基本收人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人工智 

能和机器人技术的政治和社会维度上还有许多超越自由的问题需 

要讨论。我们还需要讨论平等和公正，以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 

术如何使现有形式的偏见和歧视永久化或加剧（见第三章)。

谁来决定人工智能？

参与自由、选举中的人工智能和言论自由

自由的另一个含义是政治参与。同样，这一思想有着古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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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源，具体地说是源自亚里士多德。正如阿伦特在《人的境况》 

(77丨e //wman )( 1958 ) —书中所解释的，古人的自由不

是选择自由的自由，而是政治行动的自由，她将其与“积极生活” 

(vita activa)(劳动和工作）中的其他活动区分开来。根据哲学共 

和主义，一个人只有通过政治参与才能行使自由。虽然对古希腊 

人来说，这种自由只属于精英阶层，而且事实上是建立在对那些 

劳动人民的奴役之上的，因此他们剥夺了劳动人民的政治自由。 

但政治参与自由这一理念在现代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并 

启发了人们对民主的一些重要解释和理想（见第四章）。正如我 

在本章前文中所述，政治参与自由这一理念的一个著名的当代表 

述来自卢梭，他早在康德（K a n t ) 之前就认为，自由意味着给自 

己制定规则。这种自我统治可以被解释为个人自主（见上文关于 

“助推”的部分），但卢梭也赋予了自我统治以政治含义：如果公 

民自己制定规则，他们就是真正的自由，而不是受制于他人的暴 

政。无论卢梭对“公意”的进一步思考如何引起争议，政治参与 

是而且应该是自由民主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却已深人人心，并影响 

着我们今天许多人对民主的看法。

作为自我参与的自由观念对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自由问题 

意味着什么？根据这一观念，我们可以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 

的政治问题提出一些规范性论点。

首先，关于技术及其使用的决定往往不是由公民作出的，而 

是由政府和企业作出的，包括政治家、管理者、投资者和技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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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者 。 人 工 智 能 和 机 器 人 技 术 也 是 如 此 ，它 们 往 往 是 在 军 事 背  

景 （政 府 资 助 ）和 科 技 公 司 中 开 发 出 来 的 。 基 于 政 治 参 与 自 由 的  

理 想 ，人 们 可 以 对 此 提 出 批 评 ，并 要 求 公 民 参 与 有 关 人 工 智 能 和  

机 器 人 的 公 共 讨 论 和 政 治 决 策 。 虽 然 人 们 也 可 以 根 据 民 主 原 则 提  

出 这 一 论 点 ，但 从 哲 学 共 和 主 义 的 角 度 来 看 ，这 可 以 在 自 由 的 基  

础 上 得 到 合 理 解 释 • .如 果 自 由 意 味 着 政 治 参 与 和 政 治 自 治 ，那么  

目 前 公 民 对 技 术 的 使 用 和 未 来 几 乎 没 有 或 根 本 没 有 影 响 力 的 状 况 ， 

实 际 上 使 他 们 处 于 不 自 由 和 专 制 的 状 态 。公 民 在 这 些 决 策 方 面 缺  

乏 自 治 。 以 参 与 自 由 的 名 义 ，人 们 应 该 要 求 对 我 们 的 技 术 未 来 作  

出 更 加 民 主 的 决 策 。

此 外 ， 除 了 要 求 改 变 通 常 的 政 治 制 度 外 ，人 们 还 可 以 要 求  

创 新 过 程 本 身 应 考 虑 作 为 利 益 相 关 者 的 公 民 及 其 价 值 观 。 过 去  

的 十 年 间 ，人 们 一 直 在 争 论 负 责 任 的 创 新 和 对 价 值 敏 感 的 设 计  

( Stilgoe, Owen, and Macnaghten 2 0 1 3； van den Hoven 2 0 1 3； von 

Schomberg2 0 1 1 ) : 其 理 念 是 将 社 会 参 与 者 纳 人 创 新 过 程 ，并 在 设  

计 阶 段 考 虑 伦 理 价 值 。但 这 不 仅 是 一 个 道 德 责 任 问 题 ：基 于 自 由  

即 参 与 的 理 想 ，我 们 也 可 以 将 其 视 为 一 种 政 治 要 求 。 自 由 不 仅 是  

指 我 作 为 技 术 用 户 或 消 费 者 的 选 择 自 由 —— 将 我 使 用 的 技 术 视 为  

既 定 事 实 ，还 包 括 我 参 与 有 关 我 所 使 用 的 技 术 的 决 策 和 创 新 过 程  

的 自 由 。 行 使 这 种 自 由 尤 为 重 要 ，因 为 正 如 技 术 哲 学 家 们 不 断 强  

调 的 那 样 ，技 术 会 产 生 意 想 不 到 的 影 响 ，并 塑 造 我 们 的 生 活 、社  

会 和 我 们 自 己 。 如 果 说 作 为 自 治 的 自 由 是 一 项 重 要 的 政 治 原 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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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人工智能等技术而言，重要的不仅是我作为用户和消费 

者在使用技术方面获得个人自主权（和责任），而且我作为公民 

在有关技术的决策方面也要拥有发言权和政治责任。如果缺乏这 

种参与自由，那么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未来一 也是我的未 

来一 仍然掌握在技术官僚政客和专制的首席执行官、所有者和 

投资者手中。

其次，即使作为政治的参与者，我们也有可能受到人工智能 

的操纵。人工智能在竞选活动和整个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 

的作用。例如，有证据表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 r u m p ) 在 

2016年的总统竞选中，人工智能被用来操纵公民（Det r o w 2018): 

数据科学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 ) 根据对选民心理的 

分析，利用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消费模式和人际关系等数 

据，针对个别选民精准投放广告。而脸书和推特（Twitter) 等社 

交媒体上的机器人伪装成人类账号，可以用来向特定人群传播错 

误信息和假新闻（Polonski 2017)。这不仅是民主的问题（见第四 

章），也是自由的问题。它涉及对自主意义上的自由的威胁和监控 

问题，同时也影响到政治参与自由。

但是，操纵问题不仅是指狭义的政治操纵，即在通常情况下 

在政治环境中出于政治目的的操纵。当我们在工作和家庭中无处 

不在地使用智能设备时，我们正越来越多地在智能环境中工作, 

在这种环境中，自动智能体建构了我们的选择环境。希尔德布兰 

德 （Hildebrandt2015)认为，这与支配我们心率的自主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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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与自主神经系统调节我们的内部环境（我们的身体）类似， 

自主计算机系统现在可以调节我们的外部环境，“以便做它认为对 

我们自身福祉必要或可取的事情”。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意识 

不到的情况下，就像我们无法知道我们的生命机能究竟是如何被 

控制的一样。这对自主意义上的自由和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个问 

题，因 为 “社会环境不再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期望而形成，而 

是完全由数据驱动的操纵目标来驱使”（Couldry and Mejias 2019, 

182 )。但这也促使我们思考我们想要和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参与。 

从技术逻辑上讲，我们如何才能（重新）获得对发生在我们身上 

和我们所处环境的更多控制权？我们如何才能获得哲学共和主义 

和启蒙思想所提出的自我统治？

在第四章中，我将进一步论述参与式民主，但关于自由，我 

们可以说，政治参与自由的一个条件是教育。卢梭不会为我们这 

种政治参与与教育脱钩的政治制度辩护；相反，他像柏拉图一样 

提出了公民的道德教育。对卢梭来说，这是我们实现政治参与自 

由理想的唯一途径。如果认为公民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每隔 

四五年投一次票，而在其余时间里，他们只能随心所欲地在社 

交媒体中寻找自我，那么他会对此表示反对。他和其他启蒙思 

想家也会对以下观点感到震惊，即在公共行政“以客户为导向” 

( Eriksson 2012, 691 ) 的 “自助政府”和电子政务中，公民是一 

种消费者，甚 至 是 “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者—— 尽管后者肯定 

是参与式的，并赋予公民更积极的角色。相反，卢梭与柏拉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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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认为教育应使人们少一些利己主义，多一些同情心，少一些 

对他人的依赖，从而获得道德尊严和尊重，正如登特（Dent 2005, 

150)所说，“在相互关系中充分展现人性”。这种道德和政治教育 

将引导公民服从公意，即他们将“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想做的事”。 

这种政治自由的理想是建立在教育基础上的道德自由，它受到了 

由操纵和错误信息主导的公共领域的威胁，而人工智能在创建和 

维护这样一个领域中发挥了作用。

这就引出了这一领域中另一个与自由相关的重要问题：社交 

媒体是否应该受到更严格的监管或自我监管？为了创造更高质量 

的公共讨论和政治参与，是否应该以牺牲一些消极自由为代价？ 

或者说，被理解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意见自由和0 论启由 

形式的消极自由，比作为政治参与和政治行动的自由更重要？传 

播错误信息和仇恨到底算不算一种政治参与和政治行动？这是否 

可以被接受，因为它尊重了消极自由（言论自由）；还是说其与 

自由背道而驰，因为它可能导致极权主义（因而缺乏消极自由） 

以及政治自由的堕落？根据亚里士多德和卢梭的观点，我们可以 

支持后一种观点，批评自由主义观点（或至少是他们对自由主义 

的解释)。我们认为言论自由并不包括发表旨在破坏民主的言论自 

由，公民应该接受教育成为更有道德的人，并以实现其人性的方 

式参与政治。由此，第一个论点作为限制言论自由的理由在我们 

当前的民主政体中已经非常成熟，而第二个论点—— 公民的道德 

教育和政治参与—— 则更具争议性。这需要对以人工智能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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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为媒介的公共领域进行监管，同时对教育和政治机构进 

行实质性改革。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可以由人类施加，也可以由人工智能施加。 

推特等数字社交媒体平台，甚至传统媒体（如报纸的在线论坛） 

都已将人工智能用于所谓的“内容审查" （content moderation) ,即 

自动检测可能有问题的内容并自动删除或降级这些内容。这可以 

用于阻止那些被视为有问题的观点或删除那些用来对受众进行政 

治操纵的错误信息和假新闻（如文字或视频的形式）。针对这种人 

工智能的使用，人们可能会问，这种评价的准确性如何（与人类 

评价相比），以及人类评价是否正确。还有人担心，如果缺少了人 

类的判断，就会放任人工智能用于传播错误信息，而编辑决策的 

自动化也会引发问责问题（Heiberg et al. 2019 )。

但究竟缺少了什么呢？这个问题涉及关于人类判断与人工智 

能 “判断”的大讨论，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对政治判断的讨论来 

探讨这个问题。例如，阿伦特[对康德美学理论（interpreting 

Kant’s aesthetic theory) 的途释 ]认为，政治判断与“共通感” 

(sensus communis ) 或常识（common sense ) 有关，与拥有一个 

共同的世界（共享一个世界）有关，也与运用想象力去理解他人 

的立场有关。她还提到亚里士多德的phronesis通常被理解为实钱 

智，蒙 （practical wisdom )。这一概念在美德伦理学中广为人知，其 

关注人的道德品质和习惯，并被用于对机器人技术的思考（例如， 

Coeckelbergh 2021; Sparrow 2021 )， 但在阿伦特的著作中，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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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也发挥着政治作用。她认为，政治判断需要深思熟虑和想象 

力。或许政治判断也包含情感因素，正如受阿伦特影响的阿维茨

兰 （Aavitsland 2019 ) 所论证的---这一观点触及了关于理性和

情感在政治中的作用的长期讨论。试想，人工智能缺乏意识，也 

不属于任何意义上的“世界”，不具备任何主体性，更不用说主体 

间性、想象力、情感等，那么它怎么可能获得这种政治判断能力 

呢？另外，人类的政治判断能力有多强？很显然，他们往往无法 

行使这种常识、政治想象力和判断力，除了维护私人利益之外， 

就裹足不前了。此外，与阿伦特相反，那些持有理性主义和自然 

主义判断观念的人可能会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比人类做得更好， 

可以提供更加“客观”的判断，不受情感和偏见的影响。一些超 

人类主义者讨论了这种人工智能从人类手中接管权力的情景，认 

为这将是智能发展史上的下一步。但是，客观或无偏见的判断到 

底有没有可能？毕竟，人工智能有时也会有偏见—— 如果不总是 

这样的话。我将在下一章再讨论这个问题。当然，和人类一样, 

人工智能也会犯错：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这一点，无论在政治领域， 

还是在医疗领域（如诊断、疫苗接种决定）或在道路上（如自动 

驾驶汽车）？无论如何，在某些情况下，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显示数 

据中的模式以及根据概率计算提供建议和预测来帮助乂类作出判 

断，这是一回事；而声称人工智能的所作所为构成了判断，则是 

另一回事。

然而，就本章的主题而言，这里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与自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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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工智能对内容的审查是否构成对言论自由的损害，以及 

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对此有许多警告。兰 索 （Llans6 2020)认 

为，“无论机器学习如何进步，过滤内容都是对表达自由的威 

胁”，因此也是对人权的威胁。例如，一些人权倡导者呼吁关注 

人工智能的影响，在联合国层面，一位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 

运用人权法，评估了那些对数字平台上内容进行控制和管理的人 

工智能对言论自由的影响（U N  2018)。该报告与《世界人权宣 

言》第 19条相联系。除了借鉴狭义表达自由的言论自由原则外， 

人们还可以认为，人们有知情权和讨论权。例如，联合国教科文 

组 织 （U N E S C O ) 声称要促进“通过文字和图像自由交流思想” 

( M a c K i n n o n  et al. 2014, 7 )〇

在自由民主社会中，自由讨论和思想交流尤为重要。人们可 

以运用政治哲学与密尔提出相同的观点，即剥夺言论自由有可能 

扼杀思想辩论。在 《论自由》（O n  中，密尔为自由表达

意见辩护的理由是，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会陷入“思想绥靖” 

(intellectual pacification) ,而不是敢于将论点推向其逻辑极限的 

思想。然而，在密尔看来，意见自由并不是绝对的，从这个意义 

上说，应该防止人们对他人造成伤害（著名的伤害原则）。在英语 

国家的自由主义传统中，这通常被解释为对个人权利的伤害。在 

密尔看来，这就是不伤害其他个人，最终实现个人幸福的最大化。 

然而，在哲学共和主义的传统中，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会对个人 

造成伤害。问题在于，仇恨言论、操纵和误导会危及政治参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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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我实现的自由、人的道德尊严和共同利益。因此，所造成 

的伤害是对政治本身造成的可能性的伤害。这种哲学共和主义似 

乎至少在一个面向上与密尔的论证相吻合：言论自由的意义不在 

于表达本身，而在于政治论证和思想辩论。这才是应该受到尊重 

的自由。如果我们允许言论自由，我们实质是在尊重人的尊严， 

并 且 （我们可以从共和主义的角度补充）促进讨论，从而实现共 

同利益和进一步实现人性。

密尔认为，讨论将形成真理。他认为，为了通过辩论找到真 

理，言论自由是必要的。真理是宝贵的，人们可能是错的，每个 

人都会犯错。思想的自由市场会增加真相浮出水面的机会，教条 

式的信仰有可能受到挑战（W arburt〇n 2009)。然而，操纵、误导 

和反民主宣传并不能实现这些目标。它们既不会带来良好的政治 

辩论（密尔所认为的我们想要的那种政治参与），也不会支持自由 

主义的启蒙运动和共和主义的道德与政治进步的目标。如果人工 

智能的使用会导致公共领域变得很难实现这些目标，那么人工智 

能要么就不应该在这一领域使用，要么应该以支持而不是破坏这 

些政治理想的方式加以规范。

但是，如果要进行这样的监管，仍然很难明确规定由谁来监 

管谁，以及需要制定哪些保障自由的措施。关于社交媒体的作用 

有很多讨论。 一 方面，以脸书和推特等公司为代表的大型科技公 

司决定对谁进行审查以及何时审查，这可能被视为不民主；更广 

泛地说，人们质疑它们为何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例如，人们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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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问，既然这些平台、基础设施和出版商在当今民主社会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为什么还要掌握在私人手中？由于它们主导了媒体 

格局，压倒了公共广播服务（最初是为了通过教育支持民主而设 

立的）和传统媒体，它们已经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从这个角 

度看，监管是最起码可以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扮演审 

查者的角色，这是否合理？它应该使用什么确切的标准？民主政 

府通常会对言论自由施加限制，但作为哲学家，我们必须质疑这 

一角色的合法性和所使用的标准。如果政府被一个反民主政权接 

管了呢？如果我们现在任由言论自由受到侵蚀，这将使专制政权 

更容易摧毁民主。

还要注意的是，报纸和电视等传统媒体，至少或多或少是具 

有独立性的高品质媒体，都已经不得不在言论自由与审查之间寻 

求平衡，以便促成良好的讨论。然而，无论是推特这样的私营社 

交媒体公司，还是传统的老牌报纸，这种节制和审查的0 的、原 

厨、方式和对•豪都不完全透明：我们往往不知道哪些声音没有被 

听到，这一决定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有的话），遵循什么程序（如 

果有的话），以及谁是版主和审查员。此外，我们还看到，如今国 

家新闻媒体也像脸书和推特一样，越来越多地使用自动内容审查 

功能。这就引发了类似的言论自由问题以及公平问题。尽管今天 

大多数人似乎认为不存在绝对的言论自由，并在事实上接受一些 

审查，但在自由以及其他价值观和原则方面仍然存在严重问题。

例如，当代批判理论批评了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将言论自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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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免受干涉的消极自由联系起来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忽视了 

结构性不平等、权力、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另见第三章）。蒂特 

利 （Titley 2020)分析了极右翼政治如何操弄言论自由传播种族主 

义思想，以及肤浅的言论自由观念如何忽视了不同发言者之间的 

结构性不平等。除了假新闻现象，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美国 

当前的政治背景下，许多自由主义者要求脸书和推特等公司对仇 

恨言论、种族主义思想和错误信息等言论实施更多的监管和限制， 

并认为对言论自由的呼吁先验地存在问题。对此，有人可能会说， 

言论自由原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这些问题表明，我们需要一种 

不同的、更加丰富的言论自由观念，尤其是在数字通信时代：一 

种更具包容性的、促进真理的、多元主义的和批判性的观念，并 

将当代政治思想的经验教训纳人考量，同时仍保留密尔某些方面 

的观点，如自由思想辩论的信念。然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在 

自动化新闻、人工智能审査和假新闻（包括假视频和人工智能的 

其他生成物）时代，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

其他与政治相关的自由观念和其他价值

还有更多的自由观念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例如，博斯特罗 

姆 （B o s t r o m)、索格纳（Sorgner) 和桑德伯格（S a n d b e r g) 等超 

人类主义者（见第六章）提出在传统的个人自由权利之外增加 

“形态自由" （morphological f r e e d o m)。这种观点是，通过先进的 

技术—— 人工智能，但也包括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 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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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超越目前的生物限制，重新形塑人类形态，并控制我们自身 

的形态（Ro d e n 2015)。这既可以理解为人类整体层面的自由，也 

可以理解为个人的自由。例如，桑德伯格（2013)认为，改造自 

己身体的权利对于任何未来的民主社会都至关重要，因此应将其 

视为一项基本权利。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论点来论证改变个人思 

想的权利，例如借助人工智能。在这里，需要根据新技术的发展 

重新审视和讨论的与其说是传统的自由观念，不如说是新技术赋 

予了我们一种新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我们以前所没有的。不过, 

请注意，这种自由仍然非常接近于古典的自由主义观念，即自主 

意义上的自由（积极自由），特别是不干涉（消极自由）：其理念 

是由我而不是他人来决定我的生活、身体和思想。

总之，马克思和当代批判理论以及受亚里士多德哲学启发的 

哲学共和主义，都对古典自由主义和当代自由主义的观点—— 自 

由主要是指不受他人干涉、与他人分离，以及（仅仅）以心理方 

式定义的个人自主—— 提出了挑战。相反，他们捍卫的是更具关 

系性和政治性的自由观念，根据这种观念，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 

己是政治存在，成为实现自我统治的平等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 

并为这种平等、包容和参与创造条件时，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 

由和解放。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工智能 

(及其人类用户）在阻碍或促进实现这种自由和政治观念及其条件 

方面的作用是什么？此外，这些思考方向都以自己的方式质疑整 

个社会的引导和组织，而不是关注对个人本身的伤害。尽管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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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和行使个人内在自主权被滥用，但它们仍然是当今自由民主 

国家的重要原则和价值观，而上述哲学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替代 

框架，用以讨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会带来或威胁什么样的政 

治自由，以及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政治自由和社会。

然而，自由并不是人工智能政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正如我 

已经提出的，自由还与其他重要的政治价值、原则和概念相关, 

如民主、权力、公正和平等。例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 2000) 

在 19世纪30年代写道，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权衡（trade-off) 和 

根本性的紧张关系；他警告说，过于平等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相比之下，卢梭则认为两者是相容的：他的政治自由理想建立在 

公民道德和政治平等的基础上，同时也要求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 

平等。在当代政治哲学和经济思想中，诺齐克（N o z i c k )、哈耶 

克、伯林和弗里德曼（F r i e d m a n) 等自由主义者遵循权衡的观点， 

并且认为自由需要得到保护；而哈贝马斯、皮凯蒂（Piketty) 和森 

(S e n ) 等思想家则认为，过多的不平等会危及民主，而民主既需 

要自由，也需要平等（Giebler and Merkel 2016 )。第三章将重点讨 

论平等与公正原则，并讨论它们与人工智能政治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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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与歧视

导言：偏见与歧视是平等和公正问题的焦点

数字技术和媒体不仅影响自由，也影响平等（equality) 与公 

正 （justice，又 译 “正义”）。梵 •迪 克 （Van Dijk 2020)认为，网 

络技术在提高生产和分配效率与效益的同时，也导致了不平等的 

加剧：“在全球范围内，它促使各国综合和不平衡的发展……就当 

地而言，它推动形成了与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直接相关的地区与那 

些不相关的地区之间的二元经济。”经济发展的这种差异造成了社 

会发展的不同“速度”。一部分人和国家从这些技术和媒体中比其 

他国家获益更多；这种批评也适用于人工智能。正如前一章所述， 

机器人技术中的人工智能可能会造成失业，从而加剧不平等。至 

少从 18世纪末开始，自动化的发展就一直在进行。人工智能是 

这场自动化革命的下一步，它为少数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 

的拥有者）创造了利益，而给多数人带来了失业的风险。这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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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由和解放的问题，也是不平等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 

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对收人不平等和社会分裂的加剧提出了警 

告：人工智能会影响整个社会。除非采取措施减少这些影响一  

例如，皮凯蒂及其同事建议对超过一定（高 ）门槛的人群征收高 

税收（Piketty, Saez, andStantcheva2011);还有人建议普及基本 

收人—— 否则将产生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等结果。

一个经常与人工智能具体相关并引发平等和公正议题的问题 

是偏见。与所有技术一样，人工智能也会产生开发者无意造成的 

后果。其中一个后果是，机器学习形式的人工智能可能会引入、 

保持和加剧偏见，从而使特定个人或群体处于不利地位并受到歧 

视，例如以种族或性别界定的人。偏见可能以各种方式产生：训 

练数据、算法、算法应用的数据以及技术编程团队都可能存在 

偏见。

一个著名的案例是COMPAS算法，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在决 

定缓刑时使用的一种风险评估算法：用计算机程序预测再犯风险 

(再犯倾向）。一项研究 （ Larson et al. 2016 ) 发现，COMPAS对黑 

人被告的再犯风险预估高于实际情况，而对白人被告的再犯风险 

预估则低于实际情况。据推测，该算法是根据过去的判决数据进 

行训练的，因此再现了历史上的人为偏见，甚至加剧了这种偏见。 

此外，尤班克斯 （ Eubanks 2018)认为，人工智能等信息科技和 

“新数据机制”对经济平等和公正产生了不良影响，因为它们往往 

不能使穷人和工人阶级受益或增强他们的能力，反而使他们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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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更加艰难。新技术被用于操纵、监控和惩罚穷人以及弱势群体， 

例如以自动决策的形式决定领取福利的资格及其后果，从而导致 

“数字济贫院”（digital poorhouse )。通过自动化决策和数据预测分 

析，穷人被管理、被道德化，甚至受到惩罚：“数字济贫院阻止穷 

人获得公共资源；对他们的劳动、消费、性行为和养育子女进行 

管理；试图预测他们未来的行为；并对不遵守其规定的人进行惩 

罚和定罪。”正如尤班克斯认为，这不仅破坏了自由，还造成并 

维持了不平等。一些人一 穷人—— 被认为经济或政治价值较低。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在获取和使用网络信息方面也普遍存在不平 

等现象（即所谓的“数字鸿沟”）。例如，较少的互联网接人导致 

“较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机会”（Segev 2010, 8)，这也可以被视 

为一个偏见问题。尤班克斯（2018)的分析还表明，数字技术的 

使用与特定的文化有关，在这个案例中体现了美国文化中“对贫 

困的惩罚性和道德化的观念”。而在政府使用人工智能中实行，则 

助长了偏见的持续。

但人工智能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除了在司法系统、警 

务和社会福利管理等国家机构之外，也会出现在数据科学的应用 

之中。例如， 一 家银行需要决定是否发放贷款：它可以通过算法 

来自动作出决定，算法会根据申请者的财务和就业历史以及邮政 

编码等信息和以往申请者的统计信息来计算金融风险。如果拥有 

特定的邮政编码与不偿还贷款之间存在统计相关性，那么居住在 

该地区的人可能不是根据对其个人风险的评估，而是根据算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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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模式而被拒绝贷款。如果个人风险很低，这似乎是不公平的。 

此外，该算法可能会重现银行经理之前作出决定时的无意识偏 

见，例如对有色人种的偏见。针对自动信用评分的情况，本杰明 

(2019b , 182)警告说，“‘评分社会’（the scored society) 中，以 

某种方式被评分是不平等设计的一部分”；分数较低的人会受到惩 

罚。或者，举一个性别领域的（非标准）例子，根据性别与事故 

之间的相关性，算法决定年轻男性驾驶员的车祸风险更高，那么 

是否每个年轻男性驾驶员都必须支付更多的汽车保险，仅仅因为 

他是男性，即使特定个人的风险可能很低？有时，数据集也是不 

完整的。例如，一个人工智能程序是在缺乏足够多的女性数据的 

数据集上进行训练的，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残疾女性和工薪阶 

层女性。正如克里亚多•佩雷斯（2019)所言，这是一个令人震 

惊的偏见和性别不平等的案例。

即使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非常普通的事情，比如使用基于 

人工智能的搜索引擎，也可能存在问题。诺布尔（2018)认为， 

谷歌等搜索引擎强化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这应被视为“算法 

压迫" （algorithmic oppression) ,它源于人类作出的决定，并由

; 企业控制。她声称，算法和分类系统“嵌人”并影响着社会关

i 系，包括地方和全球的种族权力关系。她指出，企业从种族主义
!
! 和性别歧视中赚钱，并提请人们注意非裔美国人在身份、不平等I

； 和不公正方面受到的影响。例如，谷歌的搜索算法曾将非裔美国

: 人自动标记为“猿”，并将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 b a m a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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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一词联系在一起。诺布尔认为，这些案例不仅具有侮辱性和 

攻击性，还 “展示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是如何成为技术架构和 

语言的一部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程序员有意使用这种偏见编 

码。问题在于，他 们 （以及算法的使用者）假定算法和数据是中 

立的，而各种形式的偏见却可能存在于其中。诺布尔警告说，不 

要将技术过程视为是非语境化的（decontextualized) 和非政治化的 

( apolitical )，这种观点只符合一种个人在自由市场中作出自己选择 

的社会观念。

因此，问题不仅仅在于特定的人工智能算法在特定情况下存 

在偏见并产生特定后果（例如，通过记者施加政治影响，而记者 

也使用谷歌等搜索引擎；参见 P u s c h m a n n 2018);主要问题在于， 

这些技术与社会中现有的等级结构以及助长这些结构的有问题的 

观念和意识形态相互作用，并为其提供支持。虽然用户没有意识 

到这一点，但这些技术却支持着特定的社会、政治和商业逻辑, 

并以特定的方式界定世界（Cotter and Reisdorf 2020 )。就像线下分 

类系统反映了社会中最强大的话语一样（Noble 2018, 140)，人工 

智能可能因此导致思想边缘化以及对人的歧视和压迫。更有甚者: 

通过其范围和速度，它可以极大地放大这些现象。诺布尔指出， 

与其他数字技术一样，人工智能也“卷人” 了争取“社会、政治 

和经济平等”的斗争中。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已经存在，有时还 

在加剧，而且有些话语比其他话语更有权力，拥有更多权力的人 

以特定的方式代表受压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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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紧张关系和斗争，有关人工智能与偏见、歧视、种 

族主义、公平、公正、性别歧视、（不 ）平等、奴役、殖民主义、 

压迫等问题的公开辩论，往往会在特定背景下（如美国有关种族 

主义的辩论）引发或很快成为高度两极分化的意识形态辩论。此 

外，尽管计算机科学家和科技公司一直专注于偏见和公正的技术 

定义，这是必要的，但不足以解决所有的社会技术问题（Stark, 

G r e e n e, and Hoffmann 2021，260-261 )。如前所述，诺布尔、尤 

班克斯和本杰明等研究人员已经正确地指出了更大范围的偏见和 

歧视问题。

然而，作为哲学家，我们必须问一问，在这些关于人工智能 

偏见的公开讨论、技术实践和通俗读物中使用的规范性概念意味 

着什么？例如，我们必须问一问公正或平等的含义是什么？因为 

这决定了对涉及人工智能案例的问题的回答。在某一特定案例中， 

是否有什么地方错了？如果错了，那到底为什么错了，我们能做 

什么，应该做什么，每标是什么？为了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解释有效的论据，并更好地讨论有偏见的人工智能，我 们 （不仅 

是哲学家，还有公民、技术开发者、政治家等）必须对概念和论 

据进行研究。本章表明，特别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些概念和讨论, 

可以为此提供很大的帮助。

首先，我将概述英语世界的情况。本章将从关于平等与公正 

的政治哲学讨论中，揭示人工智能产生的偏见与歧视可能存在的 

问题。我会问，这里涉及的是什么样的平等与公正，以及我们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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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什么样的平等与公正。我希望读者思考平等与公正的不同概念。 

然后，我将转向对这些问题的自由主义哲学的两种批评。马克思 

主义者和身份政治的支持者主张从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形式化 

的抽象思维转向基于阶级、群体或身份的思维（如关于种族和性 

别的思维）。他们还更加关注具体生活中的歧视现象。在这两种情 

况下，我的目的并不是概述政治哲学讨论本身，而是说明这对于 

思考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中的偏见和歧视问题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偏见是错误的？（ 1 )

英语世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平等与公正

当人工智能被认为存在偏见时，人们通常会对它为什么有偏 

见以及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等问题作出不明确的假设。哲学家们可 

以阐明并讨论这些论点。其中一种论点是基于平等的：如果基于 

人工智能的建议或决策是有偏见的，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人们遭 

受不平等对待。然而，在政治哲学中，关于平等的含义存在很大 

分歧。平等的一种观念是杌会乎等。在普遍主义的自由主义“色 

盲”（blind) 的平等观念中，这可以表述为：人们应该享有平等的 

机会，无论其社会经济背景、性别、种族背景等如何。

就人工智能而言，这意味着什么？想象一下，一个人工智能 

算法被用于选择求职者。成功的两个标准很可能是学历和相关工 

作经验：在这两项上得分较高的求职者将有更大的机会获得算法 

的录用推荐。因此，算法会歧视学历和相关工作经验较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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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通常不会被称为“歧视”或 “偏见”，因为我们假定这里尊重 

的是机会平等，即所有申请者都有机会获得适当的教育和相关的 

工作经验并申请工作，而与社会经济背景和性别等标准无关。算 

法对这些特征都是“色盲”的。

然而，一些哲学家对这种机会平等的观念提出了质疑：他们 

认为，实际上有些人（如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人）获得相关教育 

背景和经验的机会较少。根据这些观点，真正的机会平等意味着 

我们要创造条件，让这些条件较差的人有平等的机会获得理想的 

教育和工作经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算法就会歧视他们，其决 

定就会因为这种机会不平等而被称为有偏见。如果这些批评者坚 

持普遍主义的自由主义“色盲”平等观，他们就会要求所有人获 

得平等的机会，无论他们来自哪里、长相如何等等。如果人工智 

能一 尽管可能是出于好意一 无助于实现这一点，那么它就是 

有偏见的，就需要纠正。从非色盲的观念出发（见下文），我们可 

以要求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人们还可以说， 

只要情况不是这样，算法就需要以一种积极性差别待遇的方式作 

出决定，以有利于来自这些（阶层）背景的人和这种性别的人, 

等等。从机会的角度来理解，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可能威胁平等的 

不同理由。

这些论点已经指出了两种不同的平等观：一种是基于阶级或 

身份的平等（见下一节），另一种是基于结果（这里指工作）而 

非机会的平等。希望算法对这些特定阶层或群体进行积极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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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的人，心中都有一个特定的结果：对所选候选人进行特定分 

配 （例如，5 0 % 的女性候选人），最终营造一个工作分配更加平 

等、历史上的不平等能得以终结的社会。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实现 

这一结果。这不再是机会平等，而是结果平等。但结果平等意味 

着什么，分配应该是什么样的？它是指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同样的 

东西，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最低限度的东西，还是指应避免严重的 

不平等？此外，正如德沃金（2011, 347)所问的：平等本身是一 

种价值吗？

在英语世界的政治哲学中，平等并不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 

许多经典的政治哲学导论甚至都没有关于这一主题的章节（Swift 

2019是个例外）。表达偏见及其错误原因的一种更常见的方式是依 

赖于正义概念，尤其是作为公子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 )(Rawls 

1971; 2001 ) 和分配正义（distributivejustice)。通常的说法是，算 

法产生的偏见是不公乎的。但是，作为公平的正义意味着什么？如 

果有什么东西需要重新分配，怎样才算公平分配？这里也有不同的 

观念。再以人工智能招聘为例。除了考虑教育和工作经验等标准 

外，还发现邮政编码是一个与统计相关的类别：想象一下，成功找 

到工作与居住在（社会经济）“好的”富人区之间存在相关性。结 

果可能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例如，所有求职者的教育水 

平相同），来 自 “差的”贫困社区的求职者被算法选中的概率较低。 

这似乎是不公平的。但究竟什么是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

首先，可以说以邮政编码来区别对待是不公平的，因为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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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上的相关性，但没有因果关系。虽然许多居住在该社区的

人找到工作的概率较低（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缺乏良好的教

育），但这个人并没有也不应该仅仅因为他属于这个统计类别（拥

有某邮政编码）就降低其找到工作的概率，虽然他确实受过良好

的教育，而且在其他指标上也表现出色。这个人受到了不公平的

待遇，因为作出决定所依据的标准与本案无关。其次，我们也可

以想一想，该社区的许多其他人实际上接受的教育更差、相关工

作经验更少等，他们获得工作的机会也更少，这是否公平？我们
<

为什么允许在这方面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这个问题也可以从机会 

平等的角度来解释。但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作为公平正义的问题: 

教育的分配、工作机会的分配以及工作的实际分配都是不公平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不公平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根据作为公平的正义的观念，即乎等主义和再分配的观念， 

需要的是每个人都得到同样的东西。这意味着社会政策和人工智 

能算法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工作，或者每个人都能获 

得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就不需要选择算法）。虽然这是 

在厨房餐桌上或在朋友之间处理分配正义的一种流行方式（如需 

要分配蛋糕时），但它在政治、工作聘用等方面往往不那么受青 

睐。很多人似乎认为，在社会中完全平等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功 

绩才是最重要的，有才能的人应该得到更多，而 且 （在我看来, 

令人惊讶的是）继承的财富和资助根本不会造成公正问题。例如， 

诺齐克（ 1974)认为，人们可以对自己拥有的东西为所欲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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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通过自愿转让获得的，他们就有权拥有。他为保护生命权、 

自由权、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最小国家辩护，反对再分配正义的 

概念。

但是，由于天赋和继承钱财并不受个人控制，而是运气问题。 

因此，有人可能会说，这些因素不应该在公正中发挥作用，基于 

这些因素的不平等是不公平的。功绩主义（meritocratic) 的公正 

观会将成功的选择限制在与人们的实际工作有关的因素上，例如 

努力工作以获得就业岗位。因此，一种公平的算法应该是一种将 

优点考虑在内的算法。然而，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学位和其他 

结果等外在标准并不一定能告诉我们，一个人为了获得这一结果 

付出了多少努力。我们怎么知道例子中的人是通过什么努力获得 

学位的呢？例如，考虑到申请人的教育和社会背景，他可能很容 

易就获得了学位。我们又如何知道那些生活在“差的”社区中的 

人的优点呢？当我们考虑到他们的背景并从糟糕的结果（这里指 

的是没有学位）来看待这一点时，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没有做太 

多的工作来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因此他们 

应该得到远远多于在所谓功绩观念下得到的东西。从功绩的角度 

来理解公正可能是公平的，但却不那么容易实现。

然而，即使人们拒绝将公正视为绝对的分配平等或基于功绩 

的公正，也还有其他关于公正的观念。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每个 

人都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特定物品（这里指的是获得工作的机会）, 

那就是公正的。根据这种充足主义（sufficitarian) 的正义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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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Frankftirt 2000; N u s s b a u m 2000 )，我们需要设立一个门滥。 

在这样的社会中，住在富人区的人仍然有更多的机会被算法选中。 

但生活在贫困社区的人，无论其他因素如何，都会有一个最低艰 

度的机会去获得工作。居住在特定社区与获得工作之间的相关性 

仍然存在，但其在决策过程中的相关性会减弱。之所以会出现这 

种情况，要么是因为在算法运作之前或之后有不同的政策带来了 

这种变化，要么是因为算法的调整方式使其给每个人提供了最低 

机会（成功的临界值），其他因素有可能增加这种机会，但不可能 

低于临界值。或者，每个人都可能获得最低限度的工作时间（和 

收入）或最低限度的金钱。

然而，根据优先主义（prioritarian) 的公正观，这仍然是不公 

平的。来自好社区的人仍然会有更大的机会获得工作，而当他们 

获得工作时，他们的工作将是全职的，收入也会高得多。优先权 

论者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优先考虑最弱势的群体。在此这可能指 

的是一种政策，其重点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工作机会（不考虑其他 

标准），或者显著增加已经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工作机会：例如, 

通过一种算法增加生活在贫困社区的人的工作机会，即使他们在 

教育和工作经验等相关因素上得分较低。

罗尔斯为优先主义立场提供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哲学论证，该 

论证也回应了天赋是运气问题的观点，并建立在机会平等的基础 

之上。在 《正义论》 如 〜 ）（1971)中，他 在 “原初状 

态”（original position) 中使用了所谓“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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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实验。试想一下，你不知道自己是否天资聪慧，不知道自 

己的父母是穷是富，不知道自己是否拥有平等的机会，不知道自 

己将生活在“好的”社区还是“差的”社区等等，也不知道自己 

将在社会中处于何种社会地位，那么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正义原则 

(进而选择什么样的社会）？罗尔斯认为，人们会提出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给予所有人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是在安排经济 

社会的不平等时，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并创造机会平等。 

如果不平等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最贫困者的地位，那就没有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差别原则（the difference principle )。

根据罗尔斯的这些原则，基于邮政编码进行选择的有偏见 

的算法问题，并不是说它的建议反映了社会经济资源的不平等 

分配，也不是说它反映了一个社会中一些人的收人低于最低标 

准，而是说它反映和揭示了一个社会既无机会平等，也没有通过 

不平等最大限度地提高最贫困者的地位。如果这些原则在政策中 

能得到贯彻，那么我们就不会看到邮政编码与获得工作的机会之 

间存在如此高的相关性。居住在该地区的其他人会有更多的机会 

找到工作，也不会处于如此不利的社会地位。因此，算法只会发 

现微弱的相关性，而邮政编码在其推荐中也不会发挥如此重要的 

作用。受过良好教育、有良好背景但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其社 

会地位与自己相差甚远的情况将不复存在，或者至少问题不会那 

么明显，因此也就不会出现算法歧视这一具体问题。此外，即使 

目前的情况非常不公正，我们也可以改变算法使最贫困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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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根据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这种积极性差别待遇会改变实 

际的处境。我们可以把这称为“设计的积极性差别待遇" （positive 

discrimination by design )，是 “公平设计”（fairness by design ) 的一 

种具体形式。

请注意，这种形式的积极性差别待遇首先需要程序员和设计 

师意识到潜在的偏见，尤其是无意的偏见。更广义地说，他们必 

须意识到，即使没有歧视或其他政治相关后果的意图，设计选择 

也可能产生诸如公正和平等方面的后果。在提高对潜在政治后果 

的认识、识别偏见以及更广泛地在设计中贯彻政治和道德价值观 

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当训练数据中没有明确提及性 

别、种族等标准时，识别偏见可能会很困难（Djeffal 2019, 269)。 

而当问题没有被认识到时，就不可能有解决方案，包括积极性差 

别待遇。算法公平性方面的技术工作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它 

试图在使用人工智能算法时识别、衡量和改善公平性（例如， 

PessachandShrmieli2020)。结合法律框架中的权利类型，这可能 

会导致哈克（Hacker 2018, 35 ) 所说的“设计的平等待遇’’（equal 

treatment by design)。但正如我们所见，平等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 

方式。此外，设计也可以被用来进行积极的差别待遇。在这种情 

况下，算法公平性的目的和定义并不是算法结果独立于性别、种 

族等变量，从而避免负面偏见，而是对一个或多个此类变量产生 

正面偏差，从而纠正历史上或现有的不公平。

然而，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积极性差别待遇的措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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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不是由那些在自由主义哲学传统中工作的人提出的，而是由那 

些批评自由主义哲学传统的人提出的，或者至少是批评其普遍性 

的人提出的。

为什么偏见是错误的？（2)

阶级和身份理论对普遍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自由主义哲学关于公正与平等的论述只 

注重形式和抽象的原则，没有触及基本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根 

据这种结构，形式上自由的个人自愿订立契约（另见诺齐克），但 

实际上却在两个阶级之间制造并维持着分化和等级制度：一个阶 

级拥有生产资料，另一个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受到前者的剥削。 

我们不应该想象假设的立场和契约，而应该着眼于造成不公正和 

不平等的物质和历史条件，并改变它们。我们不应将生产和分配 

问题分开，而应改变我们组织生产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共 

产主义社会将超越正义（Nielsen 1989)，至少如果正义被理解为再 

分配正义的话。我们不应该像自由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首先进 

行资本主义生产，然后根据正义原则进行再分配，而是应该废除 

资本主义本身。我们不应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评价社会，而应 

维护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我们不应谈论适用于个人和个人集合体 

的正义原则，而应关注阶级和阶级斗争。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有偏见的算法及其应用的社会之所以 

造成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并不是因为它们未能适用和体现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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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公正或平等理念，而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创造和维持一种社会 

经济制度一 资本主义，这种制度在两个阶级之间创造了等级森 

严的社会关系：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和不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 

自由主义理论提出的问题都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框架下产生的。 

再考虑一下贷款的例子或雇佣的例子：这两种情况都发生在资本 

主义社会和经济结构中，在这种结构中，让一个阶级的人负债并 

处于不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受到剥削，这符合资本家的利益。 

因此，偏见不仅存在于算法或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资本主义本身 

也存在一种偏见和动力，这种偏见和动力对某些人（作为生产资 

料所有者的资本家）有利，而对另一些人（成为无产阶级的工人 

阶级）不利。人工智能被用作一种剥削手段，机器人被用来取代 

工人，并创造出一个由失业者组成的无产阶级，这使得剥削那些 

仍在工作的人变得更加容易。问题不在于人工智能，而在于我们 

可以称之为“人工智能资本主义”的上面一一这是一个比祖博夫 

(2019 ) 的 “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 ) 更一'般化的 

术语，其突出了人工智能的作用。除非这一根本问题得到解决， 

否则就不会有公正与平等。我们可以调整算法，让弱势群体受 

益，但最终这些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真正的问题在于，人工智能 

和机器人技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的，资本主义制度使用这 

些技术不是为了解放人民，而只是为了让资本家变得比现在更富 

有。此外，认为自由市场会逐渐消除算法歧视的想法是“站不住 

脚的”，因为那些使用算法的人没有动力将偏见降到最低（H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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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7)。在这个例子中，银行和雇人的公司都在资本主义逻辑 

下运作，他们并不认为减少歧视是他们的工作。如果不改变这种 

状况，采取针对性措施也无济于事。资本家甚至没有动力真正改 

变技术及其使用，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从这一角度看，工人必须和其他人一起抵制这一系统，并与 

人工智能驱动的资本主义进行抗争。然而，一个问题是，他们往 

往不知道人工智能正在被使用，更不知道它进行了分类和歧视。 

人工智能的运作及其对偏见产生的作用都是隐性的。此外，人工 

智能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有些工作比其他工作更 

不稳定。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工作都变得更加不稳定。阿兹曼诺 

娃 （A z m a n o v a  2020，105)谈 到 了 “不稳定资本主义”（precarity 

capitalism)，声 称 “经济和社会不安全已成为我们社会的核心特 

征”，这导致了焦虑和压力（M o o r e 2018)。即使是那些拥有熟练 

技能和高薪工作的人也没有安全感。然而，有些工作显然比其他 

工作更不稳定，有些工人和个体比其他人更加可量化（见第五 

章 ）。这也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心理后果分布不均：一些 

人比其他人更容易“自我焦虑，他们已经把执行任务的必要性内 

化了" （M o o r e  2018, 21); —些人比其他人更害怕被机器取代。地 

位低的工人受到的监控程度极高，且无法选择退出，而地位高的 

工人则受到更多保护，尽管他们的数据也会被利用（Couldry and 

Mejias 2019，191)。每个人在生存、社会经济和心理上都是脆弱 

的，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脆弱。此外，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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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文化差异：有些文化对人工智能（以及一般技术）的态度比 

其他文化更积极（这也影响到对人工智能监管的挑战，尤其是在 

全球层面一 我将在结论中再次谈到这一点。）综上所述，这意味 

着，如果一些人意识到与技术相关的问题，他们会比其他人更有 

动力反抗人工智能资本主义。这就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在一个 

阶级（意识）的保护下结成广泛联盟的理想提出了疑问。

然而，社会变革不只是人们及其他们的行动和劳动，包括人 

工智能在内的技术也是该系统的重要组成。戴尔-维特福德（Dyer-

Witheford )、克约森（Kj0sen ) 和斯坦霍夫（Steinhoff) ----几

位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技术分析家一 在他们的《非人的力量》 

P o w e r, 2019) —书中认为，人工智能应被视为资本主义 

下工人异化的顶点：人工智能代表着自主资本（autonomous capital) 

的权力，导致了商品化和剥削。这可以被视为自由问题（见第四 

章），也可以被视为资本主义造成深刻不平等和不公正的问题，或 

者可以被视为其他政治价值观问题。例如，法兰克福（Frankflirt 

2015)所言，经济不平等也是一个民主问题：“那些经济条件好得 

多的人比那些不那么富裕的人拥有更多优势—— 他们可能倾向于 

利用这种优势对选举和监管过程施加不适当的影响”。

法兰克福等自由主义者认为，不平等“本身不能成为我们最 

重要的抱负”。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问题不仅在于对民 

主的影响，还在于与资本主义剥削相关的不平等本身。此外，（左 

翼）自由主义思想家会进而要求重新分配，却对生产资料（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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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人工智能）只字不提，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关键 

点。例如，戴尔-维特福德认为，社会变革需要改变整个社会经济 

制度以及技术，因为人工智能与资本是如此的紧密相连。那么矛 

盾的是，如果无产阶级想要釆取行动反对资本就必须使用人工智 

能，而这恰恰是其需要反对的（Dyer-Witheford 2015，167 )。或 

许我们可以根据马尔库塞（2002)关于马克思认为有必要对生产 

资料进行重组的观点来理解这一点。马克思认为，生产应由直接 

生产者组织。但马尔库塞认为，当技术“成为包含劳动阶级的政 

治世界中的控制和凝聚的媒介时”，我们就需要“改变技术结构 

本身”。

这表明技术本身需要改变。然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只关 

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从不质疑技术本身。福克斯（2020)认 

为，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这意味着信息应 

该是一种共同财产，而不是商品，应该共同控制交流的条件。资 

本试图吞噬公有财产。福克斯提出，工人应“集体控制作为经济 

生产手段的通信手段”，脸书等平台应成为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合 

作社。福克斯从公正与平等的角度阐述了“信息作为共同财产与 

作为商品之间的对立”：“如果商品形式意味着不平等，那么一个 

真正公平、民主和公正的社会就必须是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 

会。对于通信系统而言，这意味着通信系统作为公有财产与人类、 

社会和民主的本质相对应”。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人工智能和 

数据被理解为通信技术和信息，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应

065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该被共同拥有，而不是由资本控制。此外，我们还可以质疑超人 

类主义人工智能愿景（福克斯称之为“后人类主义”）中的技术乐 

观主义和技术逻辑决定论，它们似乎假定“社会和人类会因为新 

技术的兴起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必然是好的。福 

克斯警告说，这忽视了阶级和资本主义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导致 

机器人取代人，权力集中，而不是民主和平等。此外，有人主张， 

认为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必然是进步的，那就等于否认其出现的 

“对抗状态”（antagonistic conditions) 以 及 “其嵌人全球资本主义 

的残酷性”（D e a n 2009, 41 )。

目前在美国非常流行一种作为批评古典自由主义哲学方法的 

公正与平等的替代方法，其不关注社会经济类别，而是与身份 

有关的类别，如种族和性别。这种方法有时被称为“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虽然这个短语本身在政治上充满争议，但它指 

的是“在某些社会群体成员共同经历的不公正中发现的广泛的政 

治活动和理论” （ Hees 2020)。如果身份政治使用自由、公正和平 

等等政治原则，那么它就是要为特定群体确保这些原则，而这些 

群体是根据其身份和历史定义的。自由主义哲学传统的理论家采 

取普遍主义的立场（如要求人人享有公正或平等），而坚持身份政 

治思想的人则认为，这不足以阻止特定社会群体（如妇女、有色 

人种、LGBT+ 人群、原住民、残疾人等）被边缘化或受压迫。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将（群体）身份认同置于政治关注的中心。 

可以说，他们揭开了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他们没有对抽象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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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由这些个人组成的社会进行遥远的思想实验，而是要求我们关 

注具体现实和历史。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希望改变产生不 

公正的社会结构、关注具体的历史现实，而不是诉诸抽象的普遍 

主义观念。然而，他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不是因为某个 

特定的社会经济阶层处于不利地位，也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存在问 

题，而是因为特定身份的群体在当前和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此 

外，如果与差异政治相结合，我们就需要公正的价值，但其目的 

不是不分身份和差异地涵盖全人类，而是尊重这些身份和差异本 

身。这也意味着承认特定群体和属于这些群体的人，而不是谈论 

一个普遍的“我们”。正如福山（Fuk u y a m a 2006 ) 对这一观点的 

解释：自黑格尔以来，政治一直与承认（recognition) 联系在一 

起，但 现 在 “莶于共同人性的普遍承认是不够的，尤其是对过去 

受到歧视的群体而言。因此，现代身份政治围绕着承认群体身份 

的要求而展开”。这些身份认同是历史性、地方性的，往往是在特 

定形式的压迫和不公正中产生的。

如今，这种政治形式在自由派左翼中很受欢迎。被戴尔-威特 

福德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驳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 

性和简化性，声称它无视父权制和种族主义，否认文化多样性。 

相反，后马克思主义者关注差异、话语和身份，不谈革命，只谈 

民主（Dyer-Witheford 1999, 13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后 

现代政治的延续。许多人没有反对资本主义，也没有提出团结一 

致的愿景，而是开始强调差异和身份。这并没有真正挑战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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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反而往往很容易与资本主义共存，例如以时尚的形式（D e a n， 

2009, 34)。同样，后现代强调流动和高度个性化的身份认同，这 

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高度契合。但部分原因还不止于此：人们 

意识到了历史上各种形式的不公正，马克思关于斗争、抵制和系 

统变革的一些论述也被重新提及，尽管不再关注阶级和社会经济 

类别，也拒绝普遍主义。

关于人工智能中的偏见与歧视，相关的规范性问题是：这些 

技术和使用这些技术的人歧视哪些特定群体？哪些争取承认的斗 

争受到人工智能的威胁？是否存在对妇女的偏见？对变性人有偏 

见吗？对黑人有偏见吗？对残疾人呢？本 杰 明 （2019a ; 2019b ) 

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领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种族论点，他认为 

这些技术在政治上不是中立的，而是加深了种族歧视、不平等和 

不公正。她以美国种族歧视的历史（不幸的是，现在也经常如 

此）为背景，声称不公正是针对黑人这一特殊群体的。从这个角 

度看，算法偏见受到质疑的问题是它们不是中立的，而是系统性 

地不利于黑人，从而再现了既有的不平等，助长了 “相互交织的 

歧视形式"（ Benjamin 2019b )，尤其是种族偏见。李 （ Rhee 2018, 

105)则声称，许多陪伴机器人和智能玩偶的出现“使白色成为 

标准” （ normalizes whiteness)。因此，这些论点化解了认为技术是 

中立的工具主义的观点，并且从根本上反对关于中立技术，反对 

关于数字技术是“公平竞争的地方”甚至是“纠正不平等的地方” 

(Benjamin 2019b, 133)这样的论述—— 这些论述往往来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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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在这里，是以种族和身份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而不是脱离现 

实的普遍主义立场。

再想想本书开头的那个被无理逮捕的案件。本杰明和其他持 

类似身份观点的人认为，本 案 （以及其他类似案件）中的错误之 

处不在于抽象的“人”或 “公民”被不公正地逮捕，而在于一个 

黑乂厨为他是黑乂而被逮捕：这就是种族主义。或者用美国十年 

来抗议种族暴力的流行口号来说：这种基于身份的争论的焦点不 

是 “大家的命都是命”（All lives matter),而是“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本杰明等思想家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理论 

中崇高的“白人”视角并不适用，他们更愿意从种族的角度来审 

视当地发生的真实情况。他们指出，普遍主义思想并不能有效地 

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等的社会，并声称这种思想只服务于特定群体 

(如白人、男性）。例如，本杰明（2019b ) 没有诉诸于普遍主义原 

则，而是呼吁通过“一种建立在黑人种族传统基础上”的 “解放 

想象力”来 想 象 “技术现状—— 当涉及技术科学时一切如常——  

的替代方案”。在这里，政治想象以特定（群体和身份的）历史为 

基础，而不是诉诸抽象的公正或平等观念。

身份认同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历史背景相关。例如，在 

谈到种族身份时，身份政治的捍卫者会指出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 

恐怖历史。这至少可以通过两种兼容的方式来实现。一种方式是， 

现今对美国黑人的伤害不仅植根于种族主义（仿佛这只是一种抽 

象的信仰体系），而且是这些具体的、令人震惊的压迫和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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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历史形式的延续，尽管其在形式上没有被正式承认为奴隶制 

和殖民主义。因此，修复人工智能中的偏见是一种有助于打击种 

族主义和彻底（而不是部分）废除这些压迫形式、防止其在未来 

继续存在的形式。对 （新 ）殖民主义的批评也从这一历史角度出 

发。例如，库尔德里（Couldry) 和梅西亚斯（Mejias)(Couldryand 

Mejias 2019)谈到了“数据殖民主义”，表明了当前的不平等是历 

史上帝国和剥削形式的延续，至 少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通过使 

用我们创造的数据而受到剥削”。人们的数据、劳动以及最终的社 

会关系都被资本主义所占有。此外，人工智能在某地（特权阶层） 

的使用依赖于远在别处的劳动和剥削。例如，机器学习的训练就 

涉及这种剥削形式。

历史的视角还将我们带人殖民主义的主题。在历史殖民主义 

的背景下，我们可以通过新殖民主义的危险（或现实）来批判性 

地看待当前的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实践。例如，有人担心，自由 

主义理论在实践中所涉及的人类和个人是指生活在富裕的西方社 

会中的人，而南半球的利益和特殊性却因此被忽视了。虽然这种 

担忧也可以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提出，例如指出社 

会经济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或在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工人压迫和地缘 

政治，但这也可以从身份认同和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解释。例如， 

一篇评论文章谈到“数字殖民主义”（digital colonialism) 是强大 

的硅谷科技公司对贫穷国家的帝国主义剥削（K w e t  2019)。同样， 

有人认为（Birhane 2020), “人工智能对非洲的人侵与殖民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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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相呼应”，忽视当地的需求和利益，延续历史偏见，使少数群 

体处于不利地位（例如，没有证件的人被排除在国家生物识别系 

统之外），这相当于对非洲大陆的“算法殖民”（其中一些问题也可 

以从技术转让的角度来谈论，因为技术转让往往会使某些发展中 

国家的不民主做法永久化。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殖民主义和对特定 

群体的不公正，但也可以从侵犯人权的角度加以阐述)。

另一种引人历史的方式是利用历史来警告人们，目前的不公 

正很可能不如历史上的不公正那么糟糕，但在未来可能会导致更 

严重的压迫形式，必须在达到这一点之前加以制止。在这种情形 

下，种族主义和当前的压迫形式被认为必然会导致一个对特定种 

族背景的人进行系统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基于 

殖民和奴隶制思想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制止人工智能中的 

种族主义以及通过人工智能实施的种族主义。另一个例子是性 

别：人工智能中的性别偏见被视为历史形式的压迫和父权制的延 

续，并互被视为可能导致新形式的压迫和父权制的问题。例如， 

互联网上的语言和特定语料库中可能存在偏见（如将医生等特定 

职业与男性联系在一起的偏见），如果这种偏见被输人到用于自然 

语言处理的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工具中（Caliskan，Bryson, and 

Narayanan 2017; Sun et al. 2019 ),那么这将延续文本中存在的历 

史偏见，并五有可能在未来加剧这种偏见。

然而，关注的焦点往往是历史偏见的延续。例如，在评论预 

测性警务时，克劳福德（Crawford ) 和卡洛（Calo )( Crawfor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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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o 2016)使用了身份政治的语言，他们在《自然》（A ^ w r e) 期 

刊中的文章中说，我们需要调查“人工智能系统如何对已经因种 

族、性别和社会经济背景等因素而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造成不相 

称的影响”。还有人经常声称，人工智能可能反映出对女性的偏 

见，这是因为在通常以男性为主的技术开发者团队中存在偏见, 

而这些开发者又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了这种偏见。因此，参照点 

是历史上和现在对特定群体的歧视形式，这些歧视是以身份（种 

族、性别等）为特征的，而不仅仅是社会经济标准等。此时此地 

的歧视和压迫案例，是从历史上对特定群体的歧视角度来看待的， 

这些歧视和压迫是以身份为特征，并寻求着对这一身份和历史的 

承认。历史的角度与马克思主义相同，但重点已从维护特定社会 

经济阶级的利益和促进全人类解放的目标（马克思主义）转移到 

根据其身份界定的特定群体的当前关切、历史和未来。

类似的基于历史的论点也可以用来反对将机器人作为“奴隶” 

来使用和理解。支持将机器人作为奴隶使用的论点是，这样可以 

停止对人类的剥削。布莱森（Bryson 2010)在反对赋予机器人权 

利时声称，机器人在法律上应被视为奴隶。这样，人们就可以按 

照弗洛里迪（Floridi 2017)的建议，用罗马法来处理法律问题， 

即奴隶的主人要对损害负责。然而，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所说，从 

奴隶的角度来思考机器人似乎有些不妥。身份政治的观点现在提 

供了一个论据，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这个论据可以代替 

马克思的反对意见，也可以作为马克思反对意见的补充。从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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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歧视特定群体的历史背景来看，人们可以反对将机器人视为 

奴隶，认为这延续了从主人和奴隶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历史，以及 

边缘化和排斥特定群体的历史。虽然机器人被用作奴隶时人类并 

没有受到伤害，但有关社会关系的话语和思维方式却被视为存在 

根本问题。因此，反对将机器人视为奴隶的观点可以得到普遍的 

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支持，例如反对霸权和资本主义社 

会关系的论点；或者得到身份理论的支持，其将机器人的奴役与 

特定群体（人类）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的边缘化联系起来。今天， 

机器人是奴隶；但也许明天，这就会延伸到另一个群体？此外， 

我们可以将这一论点的范围扩大到动物：我们对待某些非人类动 

物的方式难道不是一种奴役形式吗？关于非人类的政治问题，我 

将在第六章中详细论述，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批评都 

认为，无论是古希腊或古罗马关于奴隶的思想，还是后来哲学史 

上假设或支持这类社会等级制度的发展，都不是对技术进行规范 

性评价的良好来源，因为它们延续了一种簕权和殖民思想。因此， 

对那些伴随着人工智能的使用和发展而出现的政治排斥和统治的 

论述进行批判性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在政治哲学和其他领域，身份认同思想仍存在争议。即使在 

女性主义理论中，也有关于女性身份的讨论。例如，女性身份 

是一种本质上的身份，还是一种必须从行为相关角度来理解的 

身份（Butler 1999)。当代女权主义者呼吁建立后身份政治（post­

identity politics), 其 超 越 “狭隘的承认政治”和基于受害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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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难政治（politics of suffering)，转而关注“更广泛的多样性政 

治" （M c N a y  2010, 513)和创造赋能自由的生活形式。例如，麦 

克内伊（M c N a y  2008)反对将政治简化为身份认同问题。但正如 

所料，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也提出了批评。马克思主 

义者指责身份政治的支持者只关注上层建筑（文化），而不关注潜 

在的经济学，因此只关注边缘化群体，却忽视了产生不平等现象 

并仍然维持着资本主义逻辑的一般经济结构，他们更愿意用“阶 

级”这一范畴来分析和挑战资本主义下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而福 

山 （2018a ) 则警告说，以身份为导向的社会使商议和集体行动 

变得困难，因为它们会分裂成身份的各个部门。他还指出，右派 

使用同样的语言，例如使白人男性成为受害者，而左派则分裂 

为 “一系列身份群体”（Fu k u y a m a 2018b , 167)。他提出，在这 

样的民主社会中，我们需要“努力回到对人类尊严更普遍的理解 

之上”。

对于偏见和人工智能的思考，此类讨论与政治背景（如 “黑 

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仍然是关系密切。如何界定偏见和歧视非 

常重要，不仅在哲学上如此，在实践中也是如此。我们是应该在 

算法中加入普遍主义的公正原则，.还是应该通过技术和其他方式 

关注对特定群体的偏见并采取积极性差别待遇的措施？我们应该 

接受语料库中存在的历史偏见（例如，声称从互联网导入的数据 

反映了社会的现状，数据和算法应该是“中立”的 ），还是坚持认 

为算法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是有偏见的，并纠正这种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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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有效地促进社会减少对历史上弱势群体的偏见？这两类论点 

是否可以结合起来，或者它们是否不可通约？这两种规范性理论 

的某些方面能否在实践中实施？如果可以，会出现哪些潜在的紧 

张关系？

结论：人工智能并非政治中立

从技术哲学中，我们知道技术在道德和政治上不是也不可能 

是中立的。 一 般来说（对于所有技术都是如此），人工智能和数 

据科学也是如此。虽然有些人认为，如马茨纳（Matzner 2019，

109)所 说 的 “如果人类不持续地用他们的偏见来破坏算法，算 

法就可以是中立的”，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相反，人类与机器之 

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人类与人工智能也是如此。人工智能算法 N

从来都不是中立的，社会中的偏见以及算法和数据科学过程中产 

生的偏见都需要进行评估。同样，正如吉特尔曼（G i t d m a n ) 和 

杰 克 逊 （Jackson )(Gitelman and Jackson 2013 ) 所言，数据本身 

也不是中立、客 观 或 “原始”的。相反，它们是“由知识生产的 

运作产生的”，涉及解释、整理和感知—— 包括感觉（K e n n e d y，

S t e e d m a n, and Jones 2020)。如前所述，人工智能使用的语料库可 

能存在偏见。语言本身也存在偏见，例如性别偏见。如在使用英 

语单词“m a n ”时，它不仅指男性，也指整个人类（Criado Perez 

2019, 4)。此外，正如我已经提出的，处理数据的团队也不是中 

立的。人们可能会有偏见，团队可能缺乏种族和性别的多样性。

075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例如，当他们主要由白人男性组成时，他们就会分享特定的政治 

观点，包括关于身份政治的观点（Criado Perez 2019，23)。技术 

官僚制（technocracy) 也不是中立或非政治性的。仅靠技术专长 

无法解决伦理和政治争论。科技公司也有自己的政治。例如，根 

据默里（Murray 2019, 110)的说法，谷歌等硅谷公司在政治上 

偏左（更准确地说：左翼自由主义者），并对其员工抱有这样的期 

待—— 即使他们所宣扬的并不总能得到践行，例如当涉及他们自 

身工作团队的多样性问题时。亚马逊或优步（U b e r ) 等科技公司 

也通过人工智能和算法来监控员工的表现：亚马逊利用人工智能 

自动解雇生产效率低下的员工（T a n g e r m a n 2019)，优步的算法会 

对司机进行排名，从而决定他们的工资水平，甚至决定他们是否 

会被解雇（Bernal 2020)。只要这些做法具有剥削性，就会与他们 

的政治话语形成鲜明对比，而且这些做法本身在道德或政治上就 

不会是中立的。最后，正如我在前一章中所指出的，除了科技公 

司及其市场的直接环境，人工智能服务还依赖于南半球的人类劳 

动力。后者并没有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得公平的回报。

鉴于人工智能、数据以及处理该技术的人员和组织的这种非 

中立性，我们需要对这些技术操作、实践、解释和感知进行评估。 

然而，“如何评估’’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在什么基础上 

进行这种规范性评估。因此，讨论规范和相关概念至关重要。在 

本章中，这意味着我们要讨论偏见和歧视、（不 ）公正、（不 ）平 

等等概念的含义，以及它们为什么会产生问题。我介绍了评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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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的规范性政治哲学概念框架的另一部分：一 +基于平等和 

公正等观念的框架。这可能为那些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的地方讨 

论人工智能政治问题提供信息。

此外，这也提出了由谁来评估并采取措施的问题。技术开发 

人员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他们也需要对其技术的效果 

负责。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承担了这个角色：作为员工，他 

们受到其工作的公司和组织的激励，这些公司和组织至少在口头 

上支持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作为追求利润的企业家；或者作 

为自己有动力改变社会的公民，例如黑客。正如韦伯（A m y  W e b b  

2020)所指出的，为了应对数字革命及其带来的大规模监控、权 

力集中和独裁统治，一场颠覆和改变现状的斗争正在进行。因此， 

黑客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是一种将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激进 

主义的新形式。作为公民，黑客们为“夺回民主”而战，或许也 

是为了维护自由，实现更多的公正与平等。除此之外，我们还可 

以就人工智能的政治影响开展更广泛的公民教育。这就提出了如 

何衡量这种影响的问题，但其往往是难以预测的（Djeffal 2019, 

271)。此外，政治意义和影响本身也可能存在争议。需要开发更 

多新工具来探索人工智能未来与潜在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及后果, 

并为高质量地讨论这些可能性创造条件。这对人工智能开发者和 

公民都有帮助。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考虑到关于基本政治问题的讨论广泛 

而富有挑战性，不应让科技工作者、公司、组织、政府、教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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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独自应对人工智能挑战中的政治问题，而应就这一话题展开 

更广泛的公开讨论。在民主社会中，我 们 （公民们）应该决定政 

治方向。在专家的协助下，这可以帮助技术开发者建立一个视角 

并以此来分析人工智能中的偏见，必要时，在技术中通过技术来 

纠正偏见。政治哲学中的概念工具一 在本章中是关于公正与平 

等的讨论一 有助于提高这些民主讨论的质量，找到规范方向, 

并重新设计技术。第四章将进一步讨论人工智能与民主之间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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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人工智能对民主的威胁

民主与人权和法治一起，通常被视为西方自由主义制度 

( N e m i t z 2018, 3 ) 和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核心要素之一。世界上 

许多政治制度都以民主理想为诉求。人工智能会加强民主，还是 

会削弱民主？从其普遍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来看，人工智能对民主 

有何影响？

如今，许多批评家警告说，人工智能威胁着民主。正如美国 

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 1 G o r e ) 在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次演 

讲中谈到计算机网络时所说的那样（Saco 2002, xiii),人工智能 

并没有帮助建立“一个新的雅典民主时代”（a n e w Athenian A g e of 

democracy ) ,也没有迎来一个由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型政 

治公共空间（a g o r a) 的时代，相反，人们担心人工智能技术会导 

致一个更不民主的世界，甚至是一个反乌托邦（dystopia)。批评 

者质疑技术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或怀疑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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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一定会带来进步。例如，在 《监控资本主义时代》（77ze>4g e 〇/ 

5*1^^7/训£：6(̂ /7/如//5//1)(2019) —书中，祖博夫认为，使用大规模 

行为改变技术（behavior modification techniques ) 的监控资本主义 

不仅是对个人自主的威胁，也是对民主的威胁，因为它推翻了人民 

的主权。为了论证监控资本主义为什么是反民主的，她引用了潘 

恩 （Paine) 的 《人的权利》（77ie 妙炫 o/ Mz/i ) —书。该书警告人 

们要提防贵族政治（aristocracy) ,因为这样的一群人不对任何人负 

责。然而，这一次的暴政不是来自贵族，而是来自监控资本主义， 

一种原生的资本主义形式，它剥夺了人类的经验并强加了一种新的 

控制：知识的集中意味着权力的集中。韦伯在《九巨头》（77^ 5攻 

M n e )( 2019)中表示同意：我们无法控制自己，因为我们的未来是 

由大公司决定的。这不是民主。或者如戴蒙德（D i a m o n d  2019)所 

说：对大科技公司有利的事情“不一定对民主有利，甚至对我们个 

人的身心健康都不利”（21)。此外，不仅公民，国家也越来越依赖 

于企业以及它们对公民掌握的信息（Couldry and Mejias 2019，13 )〇 

然而，祖博夫（2019)仍然相信通过民主进行改革是可能的。受汉 

娜•阿伦特的启发，她认为新的开端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重新将 

数字未来作为人类的家园”（525 )。相比之下，赫拉利（Harari) 在 

《未来简史》(价 m 〇D e u5)(2015) —书中认为，未来民主可能会衰 

落并彻底消失，因为它无法应对数据：“随着数据量和速度的增加， 

选举、政党和议会等古老的制度可能会过时”（ 373 )。技术变革日 

新月异，政治已无法追赶。现在，影响我们生活的关键选择，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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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互联网的选择，都没有经过民主程序。即使是独裁者也会被技 

术变革的速度所淹没。

本章将通过探究有关民主及其条件的政治哲学理论（包括知 

识 /专业技能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和极权主义的起源，进一步探讨 

人工智能对民主的影响。本章概述了柏拉图式和技术官僚式的政 

治观念与杜威和哈贝马斯式的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理想之间的紧 

张关系，前者强调统治者的知识、教育和专业技能，后者则提出 

了一种不同的、激进的和论争式的民主和政治理想（这也受到了 

墨菲和朗西埃的批评）。本书探讨了人工智能如何威胁或支持这些 

不同的民主理想和观念。例如，人工智能可以用来实现直接民主， 

但它也可能支持专制的技术官僚政治：由专家来统治，或如赫拉 

利所言，由人工智能来统治。如果民主要求我们了解彼此的观点 

并为达成共识而参与协商，那么数字技术可以促进这一点，但也 

有一些现象会导致公共领域的分裂和两极分化，从而威胁到这一 

民主理想。最后，人工智能可能会被那些试图摧毁民主本身的人 

所利用：成为柏拉图式的哲学王或哈贝马斯式民主的工具，被用 

来推动从理性主义和技术解决主义（technosolutionist) 的角度来 

理解政治，而这种理解忽视了政治固有的辩论性维度，并有可能 

排斥其他观点。

此外，本章探讨了人工智能是否会为极权主义创造条件。根据 

阿伦特（2017)关于极权主义起源的研究，本章考虑了人工智能是 

否会支持一个孤独和缺乏信任的社会，而这为极权主义倾向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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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沃的土壤。如果人工智能被企业和官僚机构用作通过数据对人进 

行管理的工具，那么这就把人当成了物，并可能一 通过那些;^是 

做着他们工作的人们的非预期结果—— 导致阿伦特（2006 ) 所说的 

“平庸之恶”。当我们的数据掌握在科技公司和政府管理部门的人手 

中时，这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构成了当前的危险，因为他们可 

能会听从管理者和政客的吩咐行事，并停止思考。

人工智能对民主、知识、协商和政治本身的威胁

从柏拉图开始：民主、知识和专业技能.

要想知道人工智能是否以及如何威胁民主，我们首先要知道 

什么是民主。让我们看看关于民主及其条件的不同观点，包括知 

识/专业技能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民主是对一个古老问题的回答：谁应该统治？柏拉图反对民 

主，认为统治需要知识，尤其是关于善和正义的知识。在 《理想 

国》 中，他将民主与无知联系在一起，认为民主会导致 

暴政。他以航海作类比，提出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是知识渊博的， 

因为作为船长，他应当能够控制国家这条航船。柏拉图使用的另 

一个比喻是医生：如果你生病了，你需要专家的建议。统治国家 

是一门手艺，需要专业知识。因此，哲学家应该统治国家，因为 

他们具有智慧，追求现实和真理。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并非指 

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他在《理想国》中明确指出，他的护卫者还 

将接受音乐、数学、军事和体能训练（W o l f f 2016, 68)。相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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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将权力交给人民就意味着让无知、歇斯底里、享乐和懦弱统 

治一切。如果没有适当的领导，政治冲突和无知会让人们渴望拥 

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甚至是一个暴君。

这种观点在现代发生了变化，新出现的人性论和政治观念认 

为，多数人而不仅仅是少数人能够自我统治。例如，卢梭的思想 

也旨在避免暴政，但在他看来，柏拉图式的权威问题的解决办 

法，不是让受过教育的少数人来统治，而是对全体公民的教育： 

只要全体公民都接受道德教育，自治就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 

(Rousseau 1997)。卢梭因此奠定了政治理论中另一种思想的基础， 

其信任民主，将自治扩大到所有公民身上，弁为自治增加了一些 

条件。但这种自治应具备哪些条件，采取何种形式呢？他指出， 

民主社会不应该由哲学王统治是一回事；具体说明民主需要哪些 

知识（如果有的话），以及确定民主应该采取的确切形式又是另一 

回事。例如，民主是否应该包括协商和参与？人工智能与这种民 

主形式有什么关系？

让我们从有关知识与民主的问题开始。在政治理论中，与我 

们的讨论相关的一个讨论是技术官僚制/民主的争论。这一争论始 

于柏拉图（如果没有更早的话），随着现代官僚机构的兴起而具有 

了新的意义。近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呼吁数据驱动决策、智能 

治理以及科学、循证政策，这与呼吁参与式治理和更激进的民主 

形式形成了矛盾。这些不同论点和语言之间的分歧（ Gilley 2016) 

反映了我们对知识和专业技能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的对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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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通常被视为坚定地站在技术主义一边。它为产生有 

关社会现实的知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一 -也可以说为建构社会现 

实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统计科学早已用于现代治理，但随着机器 

学习的发展，预测分析的可能性也在扩大。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 

(2019)谈到了一种新的、由人工智能赋能的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人工智能为技术官僚所主导的社会创造了新的权 

力，这与民主理想形成了鲜明对比。人工智能似乎是一个专家的 

领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理解范围。例如，帕斯奎尔（Pasquale 

2019, 1920)认为，为了公平分配专业知识和权力，需要制定激励 

措施，让个人了解人工智能及其供应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 

很可能会完全依赖人工智能和运用人工智能来控制我们的官僚。赫 

拉利等超人类主义者甚至认为，未来人工智能将统治我们。拋开科 

幻小说不谈，但可以说我们已经被大公司统治了，他们利用人工 

智能来操纵我们—— 正如祖博夫所指出的，这完全超出了民主的控 

制。当我们已经被谷歌、亚马逊和其他大公司统治时，谁应该统治 

只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反 

民主的。此外，人工智能提供的用于决策的知识是否充足？可以 

说，一个需要人类判断与民主协商的间隙一直存在着。人工智能所 

展示的智能也常常与人类的社会智能形成对比，后者似乎是民主社 

会中政治话语和建构社会意义所必需的。但是，人工智能是否也能 

支持更民主的政府和治理形式？为了展开讨论，我们需要进一步研 

究民主是什么，以及民主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这一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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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多数人统治和代议制

许多人认为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并认为民主是一种代议 

制形式。但是，这两种民主观点都有争议。首先，我们并不能明 

确作为多数乂统治的民主是否一定是好事。正如德沃金（2011) 

所言：“为什么在数量上更多的人赞成一种行动方案而不是另一种 

行动方案，就意味着这种政策更公平或更好呢”？例如，在善于 

煽动民意的领导者的影响下，多数人可能会决定废除民主，建立 

专制政府—— 柏拉图早已对此提出过警告。至少，作为多数人统 

治的民主似乎并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也许它是必要的，但还需 

要更多。有些人会补充自由或平等的必要性：这些价值常常被写 

人自由民主的宪法之中。另一些人则会添加一些柏拉图式的元素， 

比如要求政治决定是好的（因为多数人统治并不能保证结果是好 

的），这当然会引发“什么是好的决定和结果”的问题，或者要求 

统治者需要具备一定的技能和知识。他们是否应该像柏拉图和卢 

梭所说的那样，在道德上是好的呢？无论如何，人们可以说，即 

使在民主国家，某些领导素质也是必要的。贝尔（Bell 2016)声 

称，政治功绩由三个属性决定：政治领袖的智力、社交能力（包

括情商----参见 C h o u，Moffitt，and Bryant 2020 ) 以及美德。后

者与柏拉图的观点一致。而埃斯特伦德（Estlund 2008)与柏拉图 

的观点相反，其认为柏拉图将政治权威作为专业知识的观念混淆 

了专家与领导。他称之为“专家/领导谬误”：有些人比其他人拥 

有更多的专业知识，但 “从他们的专业知识并不能推断出他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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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权威，或者说他们应该拥有权威”。但是，如果我们把政 

治权威问题与专业知识问题分开，这是否意味着专业知识和个人 

素质在民主制度中根本不应该起任何作用？在我们所熟知的民族 

国家中，•官僚操纵是否完全不可避免？而在某些情况下，使用人 

工智能来影响行为是否也是允许的，甚至是可取的，还是说这必 

然会导致专制主义？对技术官僚制的否定留下了一个问题，即专 

家、专业知识和技术究竟应该在民主中扮演什么角色？

此外，我们所熟知的代议粼民主也受到了质疑：有人认为, 

只有直接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然而，在 （大型）民族国家的背 

景下，这似乎很难实现。古代的民主是在城邦中实现的，卢梭心 

目中的城邦（日内瓦）也是如此。这是不是一个更高水平的治理， 

还是说即使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直接民主也是可能实现的？人工智 

能能否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如果能，具体如何？

除了代议制民主和多数人统治之外，还有其他的民主方式, 

它们同时也能避免柏拉图式的政治权威观：参与式和协商式、以 

共识为导向的民主理念。有时，这些民主观念是作为对民粹主 

义 （populism) 的一种回应而提出的，民粹主义被指控无视公共 

辩论的宝贵准则，“比如说出真相、听取他人的理由和尊重证据” 

(Swift 2019, 96)。这就假设了，作为多数人统治和代议制的民 

主还需要增加更多条件，其理念是，民主对公民的要求不仅只是 

偶尔投一次票或是少数服从多数那样而已。例如，民主的一种含 

义是作为公共辩论和协商的民主：在平等者之间自由而合理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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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旨在促成公民之间合理的共识（Christiano and Bajaj 2021 )。 

这种民主观念可以在哈贝马斯、罗尔斯、科恩（C o h e n ) 和奥尼尔 

(O ’Neill) 等人的著作中找到，他们相信民主与使用公共理性和协 

商之间存在联系。例如，与哈贝马斯的观点一致，古丁（Goodin) 

在 《反思性民主》 A ?w o m 7c_y )(2003 ) —书中提出了一  

种民主协商的形式，即人们将自己想象成他人的立场。他建议不 

要把民主局限于人们投票这一 “外部"（external)行为，而要关注 

作为民主基础的“内部"（internal) 行为和过程，特别是人们经过 

反思和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判断，以及共同决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他所说的“反思”，特别是指人们通过设身处地的想象，“对他人 

的困境感同身受”，也包括对那些远在他方、有着不同利益的人。 

事实和信念也很重要，而不仅仅是（相互冲突的）价值观。

因此，我们可以区分“浅薄" （t h i n )的或过程性、形式上的 

民主理念与“厚实”（t h i c k )的民主理念。“浅薄”的或过程性、形 

式上的民主理念是指通过投票赋予人们发言权，而 “厚实”的民 

主理念则包括一些条件，如协商、知识/专业技能和想象力，这 

使得民主比“仅仅是人们选票的集合”更加丰富（Goodin 2003, 

17)。然而，从启蒙运动的角度来看，为了避免精英或柏拉图式的 

专制民主，支持参与式民主，必须让所有公民参与进来并对他们 

进行教育。但提高参与度是一项挑战。例如，让人们直接投票并 

不一定会提高他们对政治的参与度（Tolbert, McNeal, and Smith 

2003 ) ,而且公众可以参与多种形式的政治活动，包括在线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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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例如通过社交媒体。无论如何，参与式民主认真对待人民 

自己作出政治决策的潜力，而不是将其委托给哲学王或精英集团。 

参与式民主反对由“暴民”来统治的柏拉图式的悲观主义，受卢 

梭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参与式民主更加信任普通公民及其 

协商和政治参与的能力。

这对人工智能来说意味着什么？这种民主规则排除了非参与 

性的治理形式，例如由专家和人工智能进行排他性的技术官僚治 

理，以及盲目地完全依赖人工智能的算法和推荐。不过，这也为 

专家和在人工智能协助下所获得的知识能以某种方式参与民圭进 

程留下了可能性，只要公民自己有最后决定权并能依靠他们自己 

的判断和讨论。然而，人工智能确切的潜在参与形式尚不明确。 

在实践中，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已经参与到民主决策中，但由于 

大多数现有的民主类型并不是高度协商和参与式的，因此很难说 

这种结合将如何发挥作用。而且，人类判断与机器计算和预测之 

间仍然存在矛盾。

让我们仔细看看协商式和参与式民主理论，以及对其激进的 

批评。
9

协商式、参与式民主与论争式、激进式民主

在协商式民主中，公民在平等的公共协商中运用实践智慧， 

他们不仅关心自己的目标和利益，也对他人的目标和利益作出回 

应 （Estlimd 2008)。在这里，民主就是自由的公共推理和讨论，并 

为这种讨论创造条件（Christiano 2003 )。哈贝马斯认为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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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政治沟通过程，即以理性为指导的沟通。他的论述以“理 

想言语情境" （ideal speech situation) 而闻名，在这种情境中，协 

商的过程只受理性力量的指导，不受非理性的强制性影响，以 

达成共识为动机。后来，这种论证的预设构成了他的商谈伦理 

学 （discourse ethics ) 的 莲 础 （Habermas 1990 )。根据埃斯特伦 

德 （2008)的观点，这种方法引人了超越民主本身的价值观，因 

为它超越了对民主的程序性理解。但协商民主的支持者可能会回 

应说，民主不能简化为投票程序，而是需要纳人理性的公共使用。 

因此，论辩和协商并不是民主理念的“附加物"（extra)— 比如 

说，另一种价值或原则—— 而是民主概念的本质部分。此外，考 

虑到古丁及哈贝马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还可以增加换位思 

考 （perspective-taking) 和团结的概念。我们还可以将“实践智 

识”（practical intelligence ) 与古代的“实践智意”（phronesis ) —词 

重新联系起来：这样，公民就需要发展实践智识，包括—— 如阿 

伦特所言---他们的政治想象力。

还有其他一些民主理论，它们超越了作为投票或代议的民主， 

强调了交流的重要性。例如，杜威的参与式民主理念要求公民积 

极参与并再次强调了知识要求：人们需要接受教育才能参与政治。 

在 《民主与教育》（ 少 ) ( 2001 ) —书中，他 

主张民主的理念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而且还是一种特定的社会： 

“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府形式，它主要是一种共同生活的模式，一 

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模式”。更一般地说，政治的意义在于建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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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然而，在杜威看来，要使一种关系成为真正的社会关系，仅 

靠彼此接近或为共同目标而努力是不够的。他反思了机器的类比： 

机器的各个部分共同工作以达到一个共同的结果，但这并不是一 

个社会团体或社区。这样还是太机械。对于真正的社会团体和社 

区而言，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共同的目标并达 

成共识，我们就需要交流：“每个人都必须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并 

且必须拥有某种方式让对方了解自己的目的和进展。”此外，参与 

还需要教育，“教育使个人对社会关系和控制产生切身的兴趣，并 

使个人养成确保社会变革而又不引起混乱的思维习惯”。

杜威承认这种民主理念听起来像是柏拉图式的，但此种理念 

反对后者的阶级专制主义。他说，柏拉图的理想“由于将阶级而 

非个人作为社会单位而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了妥协”，而且它没有改 

变的余地。他还反对19世纪的民族主义。杜威的民主观念更具包 

容性；民主应该是所有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交流经验，而不仅 

仅是某个特定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交流经验。他认为，个人可以通 

过教育形成可接受的行为模式。因此，在杜威看来，民主是关于 

个人作为相互联系、相互沟通的存在。民主是通过互动和交流的 

方式产生的。它需要努力：虽然我们生来就是社会人，与他人联 

系在一起，但社区和民主需要创造。社区和民主是由全体公民创 

造的，而不仅仅是由少数代表创造的。

然而，以达成共识为目标的参与式民主观念受到了杨（Y o u n g )、 

墨菲和朗西埃等激进思想家的批评。例如，杨 在 《包容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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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lu sion  a n d  D e m o c ra c y ) ( 2000 ) 一 书中特别批评了哈贝马斯 

的观念：在她看来，政治不仅仅是争论或冷静的表达，民主应该 

更具包容性和沟通性，也应该吸纳新的声音以及其他的说话风格 

和方式。以最佳观点为基础的协商忽视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行 

自我表达的演讲风格和说话方式。对话的准则可能会将人们排除 

在外。人们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例如公开讲述故事 

( Y o u n g 2000;另见 Martinez-Bascufidn 2016 )〇 杨 （2000 ) 为一种 

超越投票、强调沟通的政治包容观念辩护：“民主决策的规范合法 

性取决于受其影响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被纳入决策过程。”这需要的 

不仅仅是投票权：杨认为，我们需要考虑沟通、代表和组织的模 

式，我们不应将政治沟通的观念局限于争论。在协商民主中，特 

定的表达方式更受青睐，这就排除了其他表达方式和特定人群。 

虽然哈贝马斯（和康德）的解释方式为情感和修辞留出了空间 

( Thorseth 2008 ) ,而杨则承认情感和其他政治行为方式的作用。

墨菲通过强调政治对抗和差异来回应哈贝马斯和其他以协商 

和共识为导向的民主理念：差异会永远存在，而且应该永远存 

在，从冲突中得到救赎是没有希望的。与柏拉图和理性主义的政 

治与民主理想相反，她认为所有冲突都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政治解 

决方案。相反，冲突是民主制度有生命力的标志。这就是她所说 

的政治的论争性维度（the agonistic dimension)。她将政治理解为 

“所有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对抗维度”（Mmiffe 2016;另见 Mouffe 

1993; 2000; 2005 ) : 无论具体的政治实践和制度如何，对抗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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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无法消除。这也意味着排斥是不可避免的。没有排斥的理性 

共识、没 有 “他们”的 “我们”是不可能的。民主社会中的冲突 

不应被根除。政治认同是以划分“我们”与 “他们”的方式产生 

的 （另见第六章）。此外，与杨一样，墨菲也承认情感与理性并 

存：“激情”也同样发挥着作用。然而，冲突并不意味着战争：他 

人不应被视为敌人，而应被视为对手和竞争者。这种对民主的理 

解承认了社会生活中纷争的现实（Mouffe 2016)。组织化的社会并 

不存在理性或客观的方式，因为这种解决方案也是权力关系的结 

果。理性的共识是一种幻想。相反，墨菲提出了论争性多元主义 

(agonistic pluralism): —种基于建设性分歧的制度。正如法卡斯 

(Farkas 2020)所指出的，墨菲受到了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的影响，后者认为任何意见上的一致都必须依赖于生活形式上的 

一致。不同声音的融合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共同生活形式的产 

物 （Mouffe 2000, 70)。墨菲反对哈贝马斯以及一般的协商和理性 

主义方法，主张培养“一种作为民主公民的多元形式”。如果我们 

不能建立起这种论争性多元主义，那么另一种选择就是专制主义， 

即由领导者作出客观真实的决定。

朗西埃也反对柏拉图式的，以及以共识为导向的民主理念， 

反对专家管理和代议制民主。受特定版本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他 

认为拒绝直接民主就是对缺乏教育的阶级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 

相反，他建议听取工人的意见。他的政治和民主观点倾向于植根 

于歧义和歧感的政治行动。在 《歧义》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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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感》 两部著作中，他认为，当现行秩序 

中的不平等被阻断或重构时，平等就会展现出来。而这正是我们 

需要的。朗西埃质疑代议制与民主是否相辅相成。他认为，我们 

的制度具有代表性但不民主；它们是寡头政治。但是，“没有充 

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一些人应该统治另一些人”（RariCî *e 2010, 

53)。统治阶级的权力应该受到质疑。代议制的不稳定性不应归咎 

于民主。他批评区分无知的大众与理智的精英。即使是危机也不 

能成为专家统治的理由。他在一篇访谈（Confavreux and Ranci占re 

2020)中说：“我们的政府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以危机迫在眉睫为借 

口，阻止将世界事务托付给普通居民，并要求将其交由危机管理 

专家处理。”相反，他认为普通人完全有能力获取知识。在 《无知 

的教师》（77ie /g /iorflrt/ Sc/ioo/wfl对e r )( 1991 ) —书中，他提出“所 

有人都有同等的智慧”，穷人和被剥夺权利的人可以自学成才，我 

们的知识解放不应受制于专家。

受墨菲和朗西埃的影响，法卡斯（Farkas) 和舒尔（S c h o u ) 

(2020)在假新闻和“后真相”的争论中，反对将民主理念等同 

于 “在一种先验的方式之下的理性、合理性和真理”。他们对威胁 

民主的仅仅是谎言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与哈贝马斯相反，他们 

与墨菲和朗西埃一致，认为民主是不断发展的，是政治和社会斗 

争的目标。他们还质疑代议制民主：民主不仅仅是投票，理性无 

法拯救民主。他们反对以真理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反对政治共同 

体的单一模式，反对理性共识的理想，反对将共识建立在真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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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基础上。相反，民主总是产生不同的真理（而不是大写的 

“T ”的真理），而且有多种依据或基础；如果说民主与真理有关, 

那这种真理就是差异性、多元性和多样性：

对于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政体而言，其应有之义并不在 

于它能够以理性和真理为导航，而在于它能够包容不同的政  

治计划和团体，并让它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民主是关于社会 

应当如何组织的不同愿景。它涉及情感、情 绪 和 感 受 （ Farkas 

and Schou 2020, 7 )〇

法卡斯（2020)警告说，“假新闻”可能会成为攻击对手的 

一种修辞武器，他问道：谁来划定假新闻和真新闻的界限？谁能 

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如果政治、真理和“后真理”的意义是被 

演绎和建构出来的，那么我们就应该问：谁在演绎哪一种真理论 

述，又是为什么？与德里达（Derrida) 的观点一致，法卡斯和舒 

尔 （2018)认为，意义的封闭依赖于排斥，论述始终是“一种政 

治斗争导致的特定意义的固定结果，这些政治斗争长期压制了其 

他替代路径”。这种做法并不意味着专业知识在民主制度中不再有 

任何地位；相反，这种紧张关系仍然是自由民主国家的一种动力， 

民主必须平衡这些力量。此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有助于实现这 

一民主理想。法卡斯和舒尔（2020, 9 ) 认为，将数字技术与更具 

参与性和包容性的民主形式相结合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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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在下一章再次讨论情感问题。就目前而言，很明显，那 

些诉诸专业知识、真理、理性和共识的人（从柏拉图到哈贝马斯） 

与那些将民主视为斗争和/或直接参与的人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 

正如法卡斯和舒尔（2020, 7 ) 所说，民主是人民的统治而非理性 

的统治。协商一参与式民主理想和论争式民主理念都不同意普通 

人可能偏爱专制或人民可能是冷漠的警告[参见例如D a h丨1956或 

Sartori 1987,如萨托利（Sartori) 所说：选民很少行动，他们只是 

“做出反应” ]，也不同意熊彼特（S chumpeter) 等人所捍卫的观 

点，即 “普通人根本没有力理解政治决策背后的问题，因此他 

们乐于将这些决策交给那些他们认为更有资格处理这些问题的人” 

(Miller 2003, 4 0 ;米勒的强调）〇

但人们如何才能获得这种能力呢？是像朗西埃认为的那样，自 

我教育就足够了，还是像杜威提出的那样，我们需要普遍教育？杜 

威的民主理念是非代议制的。但即使在代议制中，我们也可以说， 

人们需要接受教育以便更好地选择他们的代表。此外，教育还能抵 

御专制主义的危险。重点不是像密尔所提议的那样，把更多的选票 

投给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这也与柏拉图式的观点不谋而合），而 

是要教育每一个人。科学技术能否通过这种教育帮助人们克服无 

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利用科学技术以及提供什么样的知 

识。事实是必需的，但未必能改变人们的思想，正如我们将在下文 

看到的，仅有信息是不够的。此外，还存在以科学技术和良好管理 

取代政治的危险。在政治上使用人工智能往往会得到一些人的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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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支持，他们认为政治斗争和混乱的复杂性可以简化为理性决策， 

并往往寻找着在客观上比其他选项更好的结果。有一种柏拉图式的 

诱惑，即把政治变成一个关于哲学真理和专业知识的问题。在 “两 

种自由概念”（T w o  Concepts of Liberty )(见第二章）一文中，伯林 

已经警告，不要把所有政治问题都变成技术问题：如果每个人都同 

意某个目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只是手段问题了，这些问题可以 

“由专家或机器来解决”，政府就变成了圣西门（Saint-S i m o n ) 所说 

的 “事物的行政”（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ngs )( Berlin 1997, 191 )。 

此外，科学知识可能是政治判断的必要条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条 

件。马格纳尼（Magnani 2013)认为，我们在道德方面所需的知识 

不应仅仅是科学知识，“还应该是蕴含在重塑的‘文化’传统中的 

人文和社会知识”；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新的全球条件下人类 

生活”的道德，这需要将那些在空间或时间上往往非常遥远的结果 

纳人考量，而这需要想象力。政治知识也是同样道理。此外，有人 

可能会争辩说，正如杜威所提出的那样，让政治更具包容性、减少 

技术官僚主义并依靠集思广益，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法，因 

为它带来了社会和政治知识：这些知识嵌人在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背 

景之中并由其塑造，而科学是无法（轻易地）提供的。这可能有助 

于政治想象力。

但是，如果民主需要更多的协商和参与，那么人工智能的作 

用是什么？它能否有助于本章讨论的理论家们所设想的那种协商、 

沟通、参与和想象力？或者它仅仅是操纵选民的工具，更广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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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是 “把人变成物（数据）”的工具？它能否有助于公共推理， 

抑或是对这种理想的一种威胁？因为它提出的建议以及提出建议 

的方式可能并不透明，而且—— 至少就机器学习而言一 它的工 

作方式与推理或判断毫无关系。人 们 （包括政治家）是否有足够 

的知识和技能来处理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提供的信息，还是说我 

们掌握在技术精英的手中，他们知道什么对我们有利？用斯坎伦 

(Scanlon) 的话说，如果人工智能提出了一条“任何人都无法合理 

拒绝”的规则怎么办（Scanlon 1998，153)?人工智能主要是为柏 

拉图式的治理模式创造环境，还是有可能实现哈贝马斯或杜威式 

的民主？人工智能是否会被用于理性和客观的一方，从而有可能 

对抗被认为过于感性的人们？它是否也能在论争式的激进民主中 

发挥作用，包括保持差异和促进所有人的解放？进一步讨论这些 

问题的一种方法是指出信息气泡和回音室的问题，我们现在来谈 

谈这些问题。

信 息 气 泡 、回音室和民粹主义

基于这些协商式民主和论争式民主的理念，我们可以提出， 

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应有助于通过社交媒体实现更加广泛的、更 

具包容性的政治参与。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些技术在知识方 

面的挑战和局限性。

互 联 网 和 社 交 媒 体 的 一 些 问 题 在 媒 体 研 究 中 早 已 广 为 人 知 。 

例如，桑 斯 坦 （2001 ) 分 析 了 与 个 性 化 、碎片化和两极化相关的 

问题，帕 里 泽 （ P a r i s e r 2011 ) 认 为 个 性 化 会 产 生 过 滤 气 泡 （ f i l t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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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bble)，限制我们的视野。但现在，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的结合 

加剧了这些趋势。这个问题被表述为信息气泡和回音室 （ Niyazov 

2019):个性化算法向人们提供他们可能会感兴趣的信息，其结 

果是人们被隔离在气泡中，在那里他们自己的信念得到了强化， 

而不会接触到相反的观点。这使得古丁 （ Goodin 2003 ) 所设想 

的政治想象力变得更加困难：它似乎会阻碍而不是促进移情政治 

( empathic forms of politics )。政治两极分化也更加严重，这使得达 

成共识和采取集体行动成为不可能，存在着社会分裂和瓦解的风 

险。人们认为社交媒体问题尤为严重：虽然印刷出版物、电视和 

广播都有自己的回音室，但它们仍然“实行一定程度的编辑控制” 

(Diamond 2019, 22)。而社交媒体的回音室缺乏这种控制，从而 

导致两极分化和仇恨语言。

如果你想要按照哈贝马斯那样进行理性的、以共识为导向 

的辩论，这就有问题了。但是，如果人们无法接触到相反的观 

点，即使是论争式民主也很难实现。埃尔-贝尔马维（E l-B erm aw y  

2016)认为，地球村已被“日渐疏远的数字孤岛”所取代，隔离 

现象正逐渐严重。在脸书上，我们消费的大多是与我们观点相似 

的政治内容。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形成一孔之见。阮 （ N gu yen  

2 0 2 0  ) 对 “认知气泡”（ep istem ic bubbles ) 和 “回音室”进行了 

区分。“认知气泡”排除了相关的声音（通常是无意的），而 “回 

音室”则是一种持续的主动排除其他相关声音的结构，在这种结 

构中，人们开始不信任所有外部来源。例如，搜索引擎可能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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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其运作方式将用户困在过滤气泡和回音室中，这威胁到多样性， 

进而威胁到民主（Granka 2010)。这无疑是一种风险，尽管实证研 

究发现，社交媒体也会让用户接触到相反的观点，但只有一小部 

分用户会刻意寻求跳出回音室式的舆论环境（Pusch m a n n 2018 )。 

社交媒体还能让人们发表在主要新闻媒体上会被审查掉的观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有机会实现意见的多样性。

然而，根据协商民主的理念，民主不仅仅是交换意见，而且 

超越了短暂的忧虑。例如，协商民主的理念是关于理性的公共使 

用，包括商议如何在更长的时间内共同生活及承担义务。本哈比 

( Benhabib )(在 2008年 W a h l -Jorgensen的采访中）反对将民主简 

化为通过互联网“不受约束地交换意见”的观点，也反对忽视长 

期 “行动承诺”的观点，例如将部分收入捐献给社区。人工智能 

还可能威胁到哈贝马斯、阿伦特等人所设想的沟通理性和公共领 

域。本哈比认为，“如何将这些传播、信息和舆论建构的网络与公 

众决策性表达之间的互动进行概念化”是一个挑战。

从知识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回音室威胁着民主的认知基 

础—— 至少根据协商式民主、参与式民主和共和式民主是如此。正 

如金基德（K i n k e a d) 和道格拉斯（Douglas)( 2020)所阐述的那样: 

从卢梭、密尔到哈贝马斯、古丁和埃斯特伦德等政治思想家都相信 

民主的认知力量、美德和正当性，因为自由的公开辩论允许我们追 

踪真相，分享和讨论各种观点。然而，社交媒体与大数据分析的结 

合改变了政治传播的本质：现在不再需要通过广播将自己的观点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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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在公众的讨论和监督之下，而是可以向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发送极 

具针对性的信息，从而在全球范围内“窄 播 （narrowcast) 政治信 

息”。这将带来认知上的影响：

民主的认知美德面临的一个风险是，封闭的社交网络占 

据了公共空间，使之成为私人领域 。 一 旦成为私人领域并只 

在相似的人之间进行分享，政治论述就会失去某种认知上的 

稳 健 性 （epistemic robustness )， 因为各种思想不再受到多元  

观点的挑战。

此外，在私下讨论中，更容易使用操纵手段而不被参与者察 

觉。密尔认为，在开放的思想市场中会出现更好的想法和真理: 

但现在这种开放性受到了回音室、过滤气泡和窄播的威胁。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人们可以说，从民主的角度来看，这种公 

共领域的私有化是很成问题的，因为民主需要一个公共领域，政治 

是关于公共事务的；回音室等现象会危及这一点。但公共领域到底 

是什么，在当前的数字技术条件下，“公共”又是什么？当人们在 

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最私密的想法和感受时，公共与私人的区分似 

乎已经过时，而基于身份认同的技术和政治也给这种区分带来了压 

力。尽管如此，基于协商民主理论所提出的理由，保留并捍卫“公 

共”的观念还是有好处的。此外，人们还可以指出集体的问题需要 

集体解决方案。库尔德里（Couldry)、利文斯通（Livingstone)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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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卡姆（M a r k h a m  )( 2007)写道，正如公民身份不仅仅是一种生活 

方式的选择一样，公共议题和政治“涉及的不仅仅是‘社会归属’ 

或身份认同的表达[另见反对身份政治的论点]。尽管后现代主义 

思想家对公共/私人区分的瓦解感到兴奋，但这一区分仍然至关重 

要”。他们认为，民主需要一些公共议题的观念，这些议题需要共 

同的定义和集体的解决方案。但技术可能不容易区分公共和私人问 

题。政治批评可能经常被排除在被称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之外， 

而在艺术和社交媒体等其他领域进行，这些领域可能是公共的，也 

可能不是公共的，或者只是在某些方面是公共的。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民粹主义，它可能以各种方式与人工 

智能联系在一起。例如，民粹主义政治家利用人工智能分析选 

民偏好的数据。在民主社会中，政治家知道公民需要什么固然 

是好事，但这种人工智能的使用“可能会变成煽动性的大众呼 

吁，而不是美国开国元勋等人所设想的理性的协商过程”（Niyazov 

2019)。一些理论家对民粹主义持比较积极的态度。拉克劳（Laclau 

2005 ) 认为，民粹主义不仅是一种本体式经验现实（一种特殊的 

政治），而且是政治的同义词；这就是政治本身。他看到了一种重 

新启动政治计划的可能性。但本章所讨论的大多数理论以及诸如 

占领（O c c u p y ) 等社会运动都与民粹主义保持距离。无论如何， 

在社交媒体中我们看到了对非精英们评论的推崇和美化，以及对 

专家知识的否定（Moffitt 2016)，这被称为“认识论的民粹主义”

( epistemological populism)( Saurette and Gunster 2011 )〇  莫菲特（Moff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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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认为这有积极的一面，例如揭露腐败现象，但也指出了回 

音室的问题。社交媒体会助长民粹主义的传播，加剧意识形态的 

分裂，并偏好病毒式传播和即时性，而不是讨论和理解的政治性。 

虽然社交媒体并不一定由人工智能驱动，但人工智能可能会通过 

过滤和管制信息的方式并以机器人的形式在其中发挥作用，从而 

影响政治传播并有可能影响选民的偏好。这可能会让社会为一个 

专制领导人做好准备，他自称体现人民意志，其个人执念成为国 

家执念。人工智能通过社交媒体可以促进民粹主义的兴起，并最 

终导致专制主义的兴起。

更多问题：操纵、替代、责任和权力

人工智能可以用来操纵人。我已经提到了“助推”的可能性, 

它可以影响决策（见第二章）。与其他数字技术一样，人工智能 

甚至可以用来塑造人类的经验和思想。正如拉尼尔（Lanier 2010) 

以技术专家的名义所说：“我们通过直接操纵你们的认知经验来摆 

弄你们的哲思，而不是间接地通过争论。只需一小部分工程师就 

能以惊人的速度创造出塑造整个人类经验未来的技术。”在代议 

制民主及其投票程序的情形下，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技术可以通 

过个性化广告等方式引导选民支持某个政治家或政党。尼亚佐夫 

(Niyazov 2019)认为，这可能会导致少数人（摇摆不定的选民） 

的暴政。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Analytica)(见第二章）是一个 

众所周知的操纵他人的案例，该公司在未经脸书用户许可的情况 

下获取了他们的私人数据。据称，这些数据被用于影响政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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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的总统竞选活动。看看贝尔（2016) 

的政治领导力标准，人工智能的操纵性使用也可能反映出一种远 

离了智力、社交技能和美德的转变。据他的看法，如果人工智能 

要接管政治领导权，那么人工智能是否具备所需的智力、社交技 

能和美德是值得怀疑的。

无论如何，用人工智能取代人类领导都是危险的和反民主的。 

危险不仅在于接管人类的人工智能可能会毁灭人类，还在于它的 

统治或它所声称的统治是为7 乂类的最大利益。这是科幻小说的 

经典路数[例如电影《我，机器人》（/,及〇以〇 或尼尔•阿瑟尔 

(Neal A s h e r ) 的小说《政体》（〜///>〇],也是所有民主理想的危 

险所在：正如达姆尼亚诺维奇（Damnjanovi6 2015)所言，它摧毁 

了自由民主，因为它摧毁了公民自主意义上的自由，最终它也使 

我们失去了政治本身。只有对柏拉图进行非常特殊的诠释才可能 

会去支持这种设想，在这种诠释中，人工智能将扮演人工哲学王 

的角色（或许结合现代功利主义论点，旨在实现全人类效用最大 

化，或结合霍布斯的论点，旨在实现人类的生存与和平）。这样， 

国 家 之 船 的 船 长 或 掌 蛇 人 届 时 变 成 了 自 动 驾 驶 员 。 

或许它甚至可以为整个人类和地球导航。我们在此讨论的所有民 

主理论都对这种设想提出了正确的批评。我们也不清楚这样的人 

工智能是否会拥有实尽元t 的权威，无论其是否正确和公正。

从技术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情景和讨论表明，人工智能不 

仅仅是一种技术，而且始终与道德和政治可能性相关联。它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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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人工智能的非工具性：人工智能不仅是政治的工具，而且会 

改变政治本身。此外，即使人工智能是在民主框架内使用的，当 

决策是基于人工智能的建议时，也会出现责任和合法性问题，特 

别是如果这些决策的作出并不透明，或者在决策过程中引入或复 

制了偏见。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人工智能帮助美国法官处理 

刑事判决、假释和获得社会服务资格等事项（见第三章提到的 

C O M P A S 案例)。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公共责任至关重要：对 

公民作出决定的公职人员应该承担责任，如果他们高度依赖人工 

智能作出决定，如果人工智能作出决定的方式既不透明也不中立, 

那么如何保持这种责任感就不清楚了。后者也很重要，因为正如 

第二章末尾提到的，人们可以将平等视为民主的一个条件。从这 

个角度看，如果我们被一个垄断的科技行业所控制，其控制了数 

据及其流动，从而最终控制了人民，这也是非常有问题的。尼米 

兹 （ Nemitz 2018)对当今的数字权力集中提出了批评。他认为, 

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不能仅靠人工智能伦理来解决，而是需要通 

过一种经由民主进程产生的具有强制力和正当性的规则来应对。 

他呼吁建立一种民主的人工智能文化。

在处理假新闻和虚假信息时，大型科技公司的权力也会带来 

问题。虽然假新闻—— 以新闻形式呈现的虚假或误导性信息——  

也被用在那些对数字媒体技术的技术决定论、过度悲观的批判之 

中 （ FarkasandSchou 2018, 302),但这些现象也对民主构成了严 

重的政治问题。什么算“假新闻”，由谁来决定？推特和脸书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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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媒体公司是否应该成为审查者，决定哪些内容是允许的，哪些 

是不允许的，而不是说由民选机构来审查？如果是，它们应该如 

何处理？如前所述，互联网公司采用的是内容审核一 即审查制 

度。鉴于当前社交媒体平台的规模和时间窗口的短暂性，釆取部 

分或完全自动化的内容审核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意味着，公 

共言论的规则（以及什么是事实和真相的规则）是由一小部分硅 

谷精英制定的。这相当于一种隐性治理，远离了民主制度下媒体 

和公众的注目。同样，其也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复杂的公正问 

题如何处理也不清楚，甚至有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 的风险 

(G o r w a , B i n n s，a n d K a t z e n b a c h2020)。此外，算法可能会让仇恨 

言论盛行，但也可能会限制用户获取内容和表达意见的自由。目 

前尚不清楚用户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保护。算法对言论的管制 

也并不一定反映了社会的取舍。缺乏制衡机制无法确保权力的行 

使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Elkin-Koren 2020 )。在有效应对这一问题 

以及所有其他复杂的政治问题时，人工智能的能力是有限的。此 

外，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言论自由本身已成 

为一种商品， 一 种在数据经济中转化为经济价值的东西。在这种 

情况下，政治自由和政治参与意味着什么？谁来定义进行公共讨 

论的条件？少数有权势的行动者设置了定义和条件。所谓的用户 

“协议”—— 用户同意脸书或推特等平台设定的条款—— 并非民主 

章程，而是命令。这个问题再次强调，人工智能并不仅仅是人类 

手中政治中立的工具，而是改变了游戏本身，改变了政治得以运

^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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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条件。人工智能影响并塑造了民主本身。尼亚佐夫（2019) 

认为，开放社会可以应对民主与平等方面的挑战，因为它们为批 

判性思考提供了途径。但如果开放社会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一种 

更不透明、更不利于批判性思考的东西呢？

还要注意的是，在民主政体中需要在不同的政治价值观之间 

作出艰难的权衡，例如自由与平等。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 

的，托克维尔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他担心过多的 

平等会削弱对个人自由和少数人权利的保障，从而可能导致暴政。 

卢梭则认为，民主和真正的自由需要政治和道德上的平等，而这 

需要最低限度的社会经济品质。如今，政治理论界关于平等的争 

论仍在继续，例如对皮凯蒂著作的回应。在第三章中，我们已经 

看到，人工智能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平等。民主政体的成功及正当 

性还取决于能否协调和平衡不同的政治原则，而人工智能不透明、 

不公开的方式已经影响了这些不同政治原则和价值的实现，这可 

能会对民主政体产生冲击。例如，如果正如卢梭所主张的那样， 

民主需要道德上的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一个减少社会不平等的 

充分理由，而不管其他价值如何。如果人工智能增加了不平等， 

例如因为它导致失业或增加偏见，那么根据这一推理，这就是不 

民主的，因为它增加了i f德和政治J ：的不平等。然而，民主也需 

要维护自由，例如包括充分程度的消极自由。如果商品的再分配 

会导致消极自由的减少，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自由与平等之间找到 

一个可以接受的平衡点。一旦我们考虑各种公正的观念，这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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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这些观念可能并不总是以平等本身为 

目标，而是例如以（现在或以前的）弱势群体的优惠待遇为目标。 

因此，论证人工智能不民主的理由可能不得不依赖于平等和公正 

等其他价值，而这些价值之间可能存在紧张关系。在讨论人工智 

能和其他问题吋，诉诸民主是无法回避有关于这类协商和平衡行 

为的政治难题的。

总之，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仅是人工智能可被用作直接破坏 

民主的工具，它还会产生预期之外的副作用，例如使协商民主的 

理想更难实现、强化民粹主义、威胁公共责任以及加剧权力集中。 

此外，有关人工智能的政策必须平衡不同的、暗藏着冲突的政治 

价值。

人工智能与极权主义的起源：来自阿伦特的教训

人工智能与极权主义

民主的定义也可以与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相对照。后者不仅 

是专制主义，因为它拥有强大的中央权力，严重违反了今为止 

任何意义上的民主（投票、公民参与、多元化和多样性等），而且 

还深度干预公民的公共和私人生活。它的特点是政治压迫、新闻 

审查、大规模监控、国家恐怖主义以及完全没有政治自由。历史 

上，希特勒（Hitler) 统治下的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Mussolini) 

统治下的法西斯意大利等都是极权主义政权的例子。如今，数字 

技术为监控和操纵提供了新的手段，这可能支持或导致极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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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人工智能就是这些技术之一。它不仅可以帮助专制统治者及 

其支持者操纵选举、传播错误信息、控制和镇压反对派，还可以 

帮助建立一种特殊的监视和控制：全面监视和全面控制。布鲁姆 

( 2 0 1 9 ) 警告说，“极权主义 4.0” 的威胁会导致“每个人都将被 

全面分析和计算。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控，他们的每一个 

偏好都会被了解，他们的整个生活都会被计算出来并变得可以预 

测”（vii )。如果通过人工智能的监控手段可以了解每个人的情况， 

那么就可以说人工智能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了。这就为家长制 

(第二章）和专制主义开辟了道路。正如麦卡锡-琼斯（McCarthy- 

Jones 2020 ) 所说：

个 人 主 义 的 西 方 社 会 建 立 在 这 样 一 种 理 念 之 上 ：没有人 

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想法、欲 望 或 快 乐 …… 而人工智能将改 

变这一切，它将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拥有人工智能的政 

府可以声称其知道人民真正想要什么。

人工智能实现了数字版的“老大哥”（Big Brother) ,每个公民 

都 受 到 “电幕"（telescreens) 的持续监控。这在今天听起来相当 

耳熟，尤其是在具有专制和极权倾向的国家，但不限于这些国家。 

在技术上，几乎没有什么能阻挡国家利用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进 

行大规模监控。一些国家建立的社会信用体系就是基于个人留T  

的数字足迹。国家可以使用监控摄像头拍摄的视频、人脸识别车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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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语音识别以及大型科技公司的私人数据。戴蒙德（2019, 23) 

称这是一■种“后现代极权主义”（postmodern totalitarianism )。

然而，人工智能不仅被用来支持国家极权主义，它还促成了 

一种企业极权主义。再想想祖博夫的说法：我们生活在“监控资 

本主义”（Z u b o f f 2015;2019)之下：一种通过监控和调节人类 

行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新逻辑。祖博夫（2015)没有提到“老大 

哥”，而是谈到了“大他者”（Big O ther) :我们面对的不是中央集 

权的国家控制，而 是 “一个无处不在的网络化制度体系，它将每 

天的生活进行记录、调节并使之商品化，包括从烤面包机到身体、 

从沟通到思想，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建立新的货币化和利润途径”。 

在社交媒体上，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但随着 

“物联网”和相关技术将我们的家庭、工作场所和城市转变为智 

能环境，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想象，这些地方会如何越来越多地 

转变为一切都在人工智能等电子技术监视下发生的地方。人工智 

能不仅会监视我们，还会对我们的行为作出预测。因此，人工智 

能和数据科学可以成为新形式的极权主义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 

人工智能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甚至比我们更孕地了解我们自 

己。正 如 赫 拉 利 在 接 受 采 访 时 所 说 （T h o m p s o n，Harari， 

and Harris 2018)，人类的感受和选择不再是神圣的领域。人类现 

在可以被完全操纵：“我们现在是可被破解的（hackable) 动物。” 

这为政府和企业的暴政提供了可能性。通过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 

获得的知识可以用来操纵和控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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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借用阿伦特（2017)的一句话，技术有可能成为祓权 

主义的起源之一。从民主到极权的转变，并不会（只是）因为一 

个元首（FW rer) 或主席上台接管政权并公开摧毁民主而发生，例 

如通过革命或政变的方式；相反，这个过程不那么明显，速度也 

比较缓慢，但效果却丝毫不减。通过人工智能和其他电子技术, 

权力的天平慢慢落人少数有权势的人手中—— 无论是在政府还是 

在企业—— 当然这也远离了人民，如果他们原本就拥有很大的权 

力的话。因此，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改变了游戏规则。 

当人工智能应用于政治领域时，它也会改变政治领域，例如当它 

有助于为极权主义创造一种动力时。

然而，技术并不是危及民主的唯一因素，其影响当然也不会 

脱离其运行和所依的人文社会环境。这里所说的危险不能也不应 

仅仅归咎于人工智能。人类和社会环境以及它们与技术的互动方 

式至少同样重要。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那些对历史上专 

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事例进行分析的学者那里汲取教训，他们试图 

搞清楚民主政体如何会恶化到与之相反的东西，他们从规范性观 

点出发，认为过去发生的事情不应该再次发生。在 20世纪，许多 

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切地提出了这些问题，阿伦特就 

是其中之一。

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起源和平庸之恶

《极权主义的起源》（7%e O/gzTw 〇 / )( 2017 ) 最 

初出版于1951年，是以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为背景写成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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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中，阿伦特不仅描述了极权主义的具体形式，她还探究了为 

极权主义作准备的社会条件。她认为，如果极权主义运动凭借着 

“他们通过一贯的谎言建立和维护虚构世界的无与伦比的能力”以 

及他们对“现实整体结构的蔑视”（x i)，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对社 

会的极权主义改造，那是因为现代社会已经具备了为此作好准备 

的条件。她指出，现代人无法生活在他们用愈加强大的权力为自 

己创造的世界里，也无法理解这样的世界。她特别强调了孤独感 

( loneliness ) —— “孤立并且缺乏正常的社会关系”一 是如何使 

人们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的暴力形式的影响，进而被希特勒这样的 

极权主义领袖所利用。更广泛地说，“恐怖只能对彼此相互孤立的 

人进行绝对统治”。再想想霍布斯的推论：只有当个人的生活是 

“肮脏、野蛮和短暂”的时候，当他们相互孤立、彼此竞争的时 

候，利维坦才能建立其独裁的暴力统治。问题并不在于专制和极 

权主义本身，而是更深层次的创伤：团结和集体行动的缺失，最 

终导致政治领域本身的毁灭。阿伦特写道：“孤立（isolation),是 

当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领域以及他们为追求共同关心的集体行 

动被摧毁的时候，人们被迫陷人的僵局。”它意味着一个没有信任 

的世界，一 个 “没有人可靠，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世界（628)。

如今，当我们考虑特朗普主义（T r u m p i s m )、假新闻和（非 

政府的）恐怖主义时，那些使自己及其追随者“免于真实性的影 

响”（Arendt 2017, 5 4 9 )的运动现象听起来颇为熟悉，就像谈论孤 

独和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一样。这不仅是受教育程度较低或被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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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的人们的问题。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都是中产阶级 （ Rensch 

2019)。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或曾经是孤独的，也不是所有 

的人都没有朋友。但在阿伦特的意义上，他们可以被视为政治上 

的孤独，缺乏一个团结和信任的世界。在承认偏见、剥削和新殖 

民主义等问题相关性（见第三章和第五章）以及民粹主义和右翼 

宣传与意识形态的作用的同时，我们可以说，在如今的美国，政 

治孤立和一个缺乏信任的世界为专制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理想的土 

壤。如果阿伦特是对的，那么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与其说是创建 

了一个受损的社会结构，不如说是在一个己经受损的社会结构上 

生长。从阿伦特的角度来看，严格地说，极权主义不是一场政治运 

动，而是一场破坏政治领域本身的运动。它不仅是专制主义意义上

的反民主，而且是“有组织的孤独"（ organized loneliness )(Arendt

2017, 628),是对彼此信任的破坏，是对真理和事实信仰的腐蚀。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再次提出与技术有关的问题：人工智能等当代 

技术是否会助长这些条件，如何会，又是如何助长的？

人工智能当然可以用来屏蔽人们对现实的感知或制造对现实 

的扭曲。例如，它可以制造前面提到的认知气泡或直接传播错误 

信息。但它也可以助长阿伦特所提到的极权主义的潜在社会心理 

和社会认知条件。这个论点的其中一个版本可以通过关注字面意 

义上的孤独来打造（因此与阿伦特有些不同）。特克尔（Turlde) 

认为，机器会助长孤独感，因为它们只会给我们带来陪伴的假象。 

在 《群体性孤独》( ■扣/zer )( 2011 ) —书中她写道，机器人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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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给人一种陪伴的假象，而不需要友谊”。我们被网络联结 

着，但却感到“完全孤独”。我们可能不再冒险与人类建立友谊， 

因为我们害怕随之而来的依赖。我们躲在屏幕后面，甚至给别人 

打电话也会被认为过于直接。但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错失了 

人类之间的共鸣和相互照顾，错失了对彼此需求的回应机会，错 

失了真正的友谊和爱。我们还可能把他人当作物品，利用他们来 

满足自己的舒适或娱乐。这些风险有多大，是否是社交媒体造成 

的，尚存争议；特克尔很可能过于轻视技术带来的积极的社会可 

能性。但是，“群体性孤独”的危险需要认真对待。如果阿伦特是 

对的，那么这种孤独就不只是个人层面上的悲哀；如果它导致信 

任和团结的普遍丧失，那么它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很 

危险的问题，因为它会为极权主义提供土壤。

只要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技术助长了这些现象，它们在政治 

上就是有问题的。例如，考虑一下社交媒体如何制造焦虑并可能 

导致部落化（tribalization) :我们不断受到耸人听闻的坏消息的轰 

炸，并且只相信来自我们“部落”的信息（Javanbakht 2020)。回 

音室和认知气泡进一步助长了这种部落化。焦虑加剧了孤独和分 

离，部落化不仅可能导致政治两极分化和公共领域的分别调配， 

还可能导致暴力。此外，当阿伦特（2017, 573-574)声称纳粹集 

中营以科学控制的方式将人变成了纯粹的物品时，我们也可以考 

虑，当代通过人工智能进行行为操纵的形式可能会产生类似的道 

德影响，因为它们将人变成了阿伦特所说的“行为反常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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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verted animals)，任由其非法侵人。再考虑一下监控资本主义， 

以及数据经济是如何建立在对人的剥削和操纵之上的。还有更多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过的暴行相似之处，以及更一般意义上 

的极权主义的罪恶相似之处。在 《隐私即权力》

(2020) —书中，卡丽莎 •贝利斯（Carissa V 61iz) 将当代专制政 

权掌握我们个人数据的情景与纳粹利用登记册大肆屠杀犹太人的 

情景进行了比较（115)。正如她所说：“数据收集可以杀人”。人 

工智能和数据科学可被用于此类目的，而且不那么明显地为此类 

现象创造了条件。然而，破坏、建立或维持极权主义政权的从来 

都不是技术本身，还需要人：特别是服从命令的人、不反抗的人。 

这就引出了阿伦特的另一本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五/c/mwmnVi

其因副标题而闻名：“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 

告”（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该书由阿伦特写于 1963 年， 

她分析了两年前对阿道夫•艾希曼（A d o l f E i c h m a n n ) 的审判，艾 

希曼是一名纳粹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规模屠杀犹太人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阿伦特目睹了审判过程。报告引起了巨大反 

响。阿伦特并没有将艾希曼视为怪物或仇视犹太人的人，而是认 

真分析了他自己的观点，即他是奉命行事：“只有当他没有按照命 

令行事时，他才会良心不安”。他 的 “职责”是服从命令，遵守 

纳粹德国的法律，也就是听从元首的命令。没有例外；服从是一 

种 “美德”。（247)这一分析有助于阿伦特探究极权主义的起源： 

她的结论是，服从而不反抗是罪恶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许多像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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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曼一样“只是”服从命令、追求事业的人，纳粹德国就不可能 

犯下罪行和暴行。这是极权主义邪恶的平庸、普通的一面，但其 

“可怕”程度丝毫不减。在阿伦特看来，这种服从比极权主义领袖 

的内心世界和动机更为重要。然而，她希望总会有一些人进行反 

抗：“在恐怖的条件下，大多数人会服从，但有些人不会”。

要了解人工智能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意味着我们不仅要 

关注人们的意图和动机（可能是好的、坏的—— 例如，意图操纵 

他人以搜取权力；或平庸的—— 例如，在人工智能公司以数据科 

学家为职业），而且也要考虑非预期性的后果以及只是傲好本职工 

作会如何导致这些后果。通常，偏见并不是有意造成的。例如， 

某个开发人员和数据科学家团队极有可能无意增加社会中的偏见。 

但是，在更大的公司或政府组织中工作，他们可能就会这样做。 

虽然可能有少数人（在科技公司或其他地方）怀有不良意图，但 

一般情况下并非如此；相反，只是做好本职工作和服从权威可能 

会导致偏见的产生或扩散。从阿伦特的角度来看，坏或恶在于不 

质疑、不思考，只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它存在于人们在日常技 

术实践和相关等级结构中履行“职责”的平庸之中。恶就恶在顺 

从规则的那一刻，为了避免糟糕或邪恶的结果，就必须不顺从规 

则。或者从政治角度讲：当抵抗是正确的事情时，邪恶就在不抵 

抗的那一刻。

抵抗不仅在极权主义统治下非常重要，在民主社会中同样非 

常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法律框架本身就包含了不服从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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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希尔德布兰特（Hildebramit2015)所言，“不服从和可质疑性 

是在一个法治民主政体中的法律的标志”。在法治民主政体中，公 

民可以对规范及其适用提出质疑。但是，与阿伦特一样，我们可 

以进一步提出一个更具争议性的观点，即无论（法院）法律怎么 

规定，出于道德和政治原因，抵抗都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无 

论如何，阿伦特关于盲目遵守规则和命令是危险的和有道德问题 

的这一观点，在民主政体中也是适用的。

与此相关的一个论点是缺乏思考。受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的启发，麦奎兰（McQuillan 2019)认为，由于人工智能为人们提 

供了 “风险的经验性排序，而人们却无从质疑其推导过程”，因此 

该技术“鼓励了汉娜•阿伦特所描述的那种缺乏思考的行为：无 

法对指令进行批判，缺乏对后果的反思，一 味相信正在执行正确 

的命令”（165)。人工智能所使用的统计方法的危险还在于，只要 

它是以历史数据为基础，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相同的东西，我们就 

会停留在旧的状态。阿伦特在《人的境况》（ 1958 ) 中写道：

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与统计规律及其概率的压倒性优势背 

道 而 驰 ，而统计规律及其概率对于所有实用的日常目的来说 

都相当于确定性；因此，新事物总是以一种奇迹的面目出现。 

人具有行动能力的事实意味着，可以在他那里期待着意想不 

到的事情，即他能够去展现无限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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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麦奎兰看待人工智能的方式听起来过于确定，并且没有 

必要假设人类和技术之间存在严格对立的风险（人类也发挥着 

作用），但人工智能的特定用途一 即人工智能与人类的特定组 

合一 存在着一种重大危险，即它有助于形成极权主义得以发展 

壮大的条件。

关于条件这一点很重要。为了避免人工智能极权主义（并维 

护民主），仅仅指出科技公司和政府组织中人们的责任并要求他们 

应该改进技术设计和数据等等是不够的。还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 

可以创造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来支持人们履行这一责任，并且当人 

们认为进行抵抗是正确的做法时，如何让他们更容易质疑、批评 

甚至抵抗？可以设置哪些障碍来阻止从民主到极权的转变？我们 

又该如何创造条件让民主蓬勃发展？

当然，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民主（和政治）的理想；在本 

章中，我已经概述了其中一些理想以及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但 

是，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挖掘使民主发挥作用的条件。 

在这方面，哲学和科学（以及艺术）可以进行合作。例如，受米 

森 （M i e s s e n) 和里特（Ritt)(2019)关于右翼民粹主义空间政治 

的论文集的启发，我们可以问一问民主的空间和物质条件。什么 

样的空间有利于民主协商？人工智能可以创造什么样的空间？人 

工智能如何帮助为民主创建良好的架构，无论是从字面上还是从 

隐喻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广场（agora) 和公共空间，不仅在概 

念上，而且在具体内容、物质和空间上？政治和社会与物质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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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例如，我曾在其他地方（Coeckelbergh 

2009a ) 提出过“人造物的政治" （politics of artifacts) 的含义：我 

质疑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以人类为中心的政体的定义，该定 

义假定了人与人造物之间的严格区別，但我强调政治事件的重要 

性 （她在序言中提到了人造卫星的发射），并重拾了这样一个观 

点，即对于公共领域而言我们需要一个将我们聚集在一起的共同 

世界，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一个“事物的共同体" （comnumity 

ofthings)(A r e n d t l958，52-55 )。在第六章中，我将进一步讨论 

将非人类纳入政治领域的想法以及这种混合性（hybridity) 在政治 

中的角色。更一般地说，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政治和社会与知识、 

空间和物质技术之间的确切关系。我们需要根据新技术和技术环 

境来思考民主的条件和公共领域的建设。

政治哲学和技术哲学可以为这一计划作出的贡献是，将权力 

及其与技术的关系概念化一 后者理解得更少。如果我们想更好 

地理解我们正在共同做什么，以及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影响下我 

们可以共同做什么（不仅是危险，还有机遇），我们就需要理解权 

力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与知识和技术的关系。这就是下一章的 

主题。



第五章权力：通过数据的监控与

(自我）规训

导言：作为政治哲学主题的权力

谈论政治的一种方式是使用权力的概念。权力通常被视为负 

面的，或作为事物真实情况的描述，而非理想。例如，权力被用 

来回应那些捍卫自由民主的协商式和参与式理想的人。再看杜威 

的参与式民主理想，批评者认为，这一理想是天真的，因为它避 

而不谈冲突和权力。特别是，它被认为对普通公民明智地进行判 

断和行动的能力以及达成共识的机会过于乐观，从而忽视了希尔 

德雷思（Hildreth 2009)所 说 的 “人性中的黑暗力量，包括对权 

力的渴求以及为了自身利益而操纵社会关系的意愿”。在杜威之后 

不久，米尔斯（Mills) 在 《权力精英》（27ie P o w e r现/e )( 1956) — 

书中写道，美国社会被企业、军队和政府中的人所统治，这些人 

“掌控着现代社会的主要阶层和组织”，并能获得其中的权力和财 

富。参与式民主的捍卫者可能会想象，公民通过多个自愿协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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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负责任的监督，这些协会能够将辩论的公众与决策的顶层联系 

起来，然而米尔斯看到的却是一个由精英运行的“有组织的不负 

责任的体系”。杜威所想象的公共问题解决方式在大范围内是行不 

通的。政治需要争夺权力，不能以解决问题的科学模式为蓝本。 

杜威忽视了权力在社会中是如何分配的，也忽视了社会的严重分 

化。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这种批评也与墨菲和朗西埃的 

观点一致，只不过他们提议把权力当作非共识和论争主义来进行 

检视。而马克思主义质疑社会阶级之间的权力分配，强调资本如 

何将权力赋予拥有资本的人。在这两种情况下，权力都与斗争联 

系在一起，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得到有效使用。

权力与理想对立的另一个例子与人工智能直接相关，是权力 

与同意的自由（freedom as consent )。在美国和欧洲，点击同意某 

个互联网平台的服务条款一一包括其数据处理政策，进而同意人 

工智能的工作方式一 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利，包括他们的自 

由。然而，正如比蒂（Bietti 2020)所言，这种监管手段未能考 

虑到这些个人同意行为发生的不公正背景条件和权力结构。如果 

权力失衡“影响了作出同意决定的环境”，那么同意就是一个“空 

洞的杜撰”。权力还被视为对真理的威胁（Lukes 2019)和具有 

潜在的欺骗性。权力可用于胁迫，例如在极权国家中。但它也可 

以采取各种形式的操纵，这威胁着理性和批判能力的发展。当你 

一直处于竞争环境中，没有时间放慢脚步时，思考也会变得困难 

(Berardi2017)。因此，权力被视为思考本身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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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权力并不一定是坏事。福柯提出了一种有影响力的、 

更复杂的权力观。受 尼 采 （Nietzsche) 的启发，福 柯 （1981， 

93-94)从权力特别是力量关系的角度对社会进行了概念化。但他 

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他不是自上而下地从集中化的主 

权及其统治者或精英的权力角度来分析权力，而是提出了一种自 

下而上的方法，从权力的微观机制和运作入手，这些机制和运作 

建构了主体，产生了特定类型的身体，并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他分析了监狱和医院中这些权力的微观机制。福柯（1980)没有 

将权力与霍布斯思想中的中央专制君主利维坦的首脑联系起来， 

而是关注权力的多元性和身体：关 注 “由于权力的影响而成为边 

缘主体的无数身体”以及权力的“微小机制”。权力是在社会实体 

中施行的，“而不是在它之上来施行”；它通过社会实体进行“流 

动”。此外，福柯感兴趣的是权力如何“深人到个人的纹理之中， 

触及他们的身体，并将它自身植人他们的行动和态度、他们的话 

语、学习过程和日常生活之中”。个人不仅是权力的施力点；相 

反，他们同时实施权力和承受权力；他们是“权力的载体，而不 

是权力的应用点”。个人是权力的产物。

这些不同的权力观对人工智能政治意味着什么？人工智能是 

否被那些操纵社会关系为自己谋利并欺骗我们的人所利用？它又 

是如何与福柯所描述的权力微观机制相互作用的？人工智能建构 

了什么样的个人、主体和身体？在本章中，我将提出这些问题, 

并将政治和社会权力理论应用于人工智能。首先，我将使用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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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夫提出的关于权力与技术的总体概念框架，以区分人工智能可 

能影响权力的各种方式。然后，我将借鉴三种权力理论来阐述 

人工智能与权力之间的某些关系，即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福 

柯和巴特勒，以及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的以表演为导向的方 

法。最后，我将得出一个结论，即我所称的“人工权力（artificial 

p o w e r ) ”（本书最初的书名）。

权力与人工智能：一个总体概念框架

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是当代技术哲学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主题。 

温纳（ 1980)的研究表明，技术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政治后 

果，而芬伯格（1991)的技术批判理论不仅受到马克思和批判理 

论 （尤其是马尔库塞）的启发，而且以经验为导向。然而，虽然 

在其他领域（如文化研究、性别研究、后人类主义等领域），人们 

对权力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在技术哲学领域，却鲜有对这一主题 

进行系统的哲学处理和概述。在计算伦理学中，有关于算法权力 

的研究（Lash 2007; Y e u n g 2016),但几十年来一直缺乏一个思考 

权力与技术的系统性框架。萨塔罗夫的《权力与技术》 

7^/zm7/c?g v )(2019)是一个例外，该书区分了不同的权力观念并 

将其应用于技术。虽然他的贡献主要面向技术伦理学，而非技术 

政治哲学，但对分析人工智能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很有帮助。

萨塔罗夫区分了四种权力观念。第一种观念，他称之为清景 

性 （episodic) ,指的是一个行为者通过引诱、胁迫或操纵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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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另一个行为者行使权力的关系。第二种观念将权力定义为一种 

配置（disposition): —种能力、才干或潜能。第三种是系统性观 

念，将权力视为社会和政治体粼（institutions) 的一种属性。第四 

种观念认为权力构成或产生了（ constituting or producing ) 社会行 

动者本身（Sattarov 2019，100)。因此，后两种观念更具结构性， 

而前两种观念则与行动者及其行动有关（13 )。

按照萨塔罗夫的观点，我们可以将这些不同的权力观念映射到 

权力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上。首先，技术可以（帮助）引诱、胁迫、 

强迫或操纵人们，也可以用来行使权力。我们也可以说，这种权力

委托给了技术，或者--- 套用技术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 of

technology)中常用的一个概念—— 技术的媒介作用。例如，在线 

广告可以引诱用户访问某个网站，减速带可以迫使司机减速，而技 

术也可以进行操纵。技术可以“助推”：它可以改变选择结构，使 

人们更有可能以某种方式行事，而自己却浑然不觉（另见第二章)。 

其次，技术可以赋予人们力量，即提高他们的能力和行动潜力；技 

术可以增强能力。正如乔纳斯 （ Jonas 1984)所言：技术赋予了人 

类巨大的力量。考虑一下“人类世” （Anthropocene)的概念：人 

类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一种地质力 （ geological force, Crutzen 

2006)。人类获得了一种超能动力，改变了整个地球表面（另见下 

一章)。第三，说到体制性权力，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如何支持特定 

的体制和意i只形态。例如，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技术可以支持资 

本主义的发展。这里的权力与个人行为无关；相反，它蕴含在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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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经济或社会体制中，而技术为该体制作出了贡献。例如， 

大众媒体建构了公众舆论。社交媒体也是如此，它可能支持特定的 

政治经济体制（如资本主义）。最后，如果权力不仅是个人拥有或 

行使的东西，也不仅是应用于个人的东西，而是福柯所主张的是主 

体、自我和身份的构成，那么技术就可以用来建构这样的主体、自 

我和身份。通常情况下，技术开发者和使用者都无意这样做，但这 

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例如，社交媒体可能会建构你的身份，即 

使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对于思考权力和人工智能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人工智能可以引诱、胁迫或操纵，例如通过社交媒体 

和推荐系统。与一般算法一样（Sattarov 2019 )，人工智能可以被 

设计用来改变用户的态度和行为。在不使用强制手段的情况下,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引诱和操纵人们，发 挥 “说服技术”（persuasive 

technology ) ( F o g g 2003 ) 的作用。声破天等音乐推荐系统或亚 

马逊等网站旨在通过改变决策环境来引导人们的收听或购买行 

为 （另见前述章节），例如暗示其他有类似阅读品味的人购买了 x 

和 y 书籍。脸书帖子的顺序由算法决定，例如算法可以通过“传 

染 " （contagion ) 过程影响用户的感受（Papacharissi 2015)。个人 

根据相似的兴趣和行为被归类，这可能会复制社会偏见并重申旧 

有的权力结构（Bartoletti 2020)。人们还被动态定价和其他“个性 

化”技术操纵，其利用了个人决策的弱点，包括众所周知的偏见 

(Susser, Roessler，a n d N i s s e n b a u m 2019，12)〇 与所有形式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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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一样，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而以某种方式行事。正如我 

们所看到的，这种对个人决策的隐蔽影响威胁到了自由，即个人 

自主。只要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再能控制自己的选择了，甚 

至不了解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根据自主的现代观念，我们是 

或应该是原子化的和理性的个体，虽然这一观念并不充分并受到 

了西方主流哲学的批评（参见，例如 Christman 2004和 W e s t h m d  

2009关于关系性自主的讨论），但即使作为社会人和关系人，我 

们也希望对自己的决定和生活有一定的控制权，我们不希望被操 

纵。就权力而言，上述人工智能的引诱和操纵形式（甚至更多地） 

将权力平衡转移给了那些收集、拥有我们数据并将其货币化的人。 

此外，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如种族主义群体）可能会试图通过操 

纵社交媒体上的人们来获得权力。

第二，人工智能可以增强人们的个人能力。例如，自然语言 

处理有助于翻译，从而为个人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了 

—些问题，如去技能化和对隐私的威胁)。但是，人工智能也增加 

了人类和非人类对他人行使权力的可能性，最终增加了人类对自 

然环境和地球的权力。例如，看看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那些以 

前无法获得巨额数量和带宽信息的个人可能被赋予了权力，而这 

些人可能在传统媒体中并没有发言权。与此同时，这些搜索引擎 

和提供搜索引擎的公司也被赋予了很大的权力：它们左右着信息 

流，因此扮演着所谓的“守门人”（gatekeeper) 角色。此外，这些 

公司及其算法还使用个性化技术：它 们 “按个人筛选信息”，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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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了人为和技术的偏见（Bo z d a g 2013，1)。这 种 “守门人”角 

色和这些偏见会对民主和多样性产生影响（Gra n k a 2010)。正如我 

们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在权力方面，人工智能服务于某些人的 

利益，而不是其他人的利益。人工智能也可用于国家层面实现监 

控和为专制所用。它为政府及其情报机构提供了新的监控手段和 

能力。有时，国家和私营公司会联手提高这些能力。企业技术部 

门对公民的生活了如指掌（C o u l d r y a n d M e i j a s 2019，13)。即使是 

自由民主国家也在安装人脸识别系统，使用预测性警务，并在边 

境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这里存在着萨特拉（2020, 4 ) 所说的一种 

新形式的“算法治理”将命令“普遍的人类行动”的风险。此外, 

人工智能还增强了整个人类的能力，这可能会对动物等非人类和 

自然环境造成影响。如 果 在 “人类世”的背景下，人工智能进 

一步增强了人类干预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那么它就进一步支持了 

权力的持续转移：从非人类到人类的转移。人工智能有助于从地 

球上开采自然资源，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能源消耗（见第六 

章 ），但反过来其也需要使用自然资源。人工智能赋予人类权力， 

在个人层面可能是一种赋权，但对非人类的自然界可能会产生巨 

大影响，因为人类开采和改造地球的权力增加了 ：科学知识和技 

术被用来控制自然界。在下一章中，我将详细阐述人工智能政治 

和权力在这些非人类和地球方面的作用。

第三，人工智能可以支持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专制主义 

以及其他体制和意识形态。人工智能相关的软件和硬件系统“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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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现实的一部分”（Sattar〇V 

2019，102)，其中包括社会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这些更大的体 

制会影响技术的发展，例如通过创造人工智能的投资环境，但技 

术也可能有助于维护这些体制。例如，戴尔-维特福德、克约森和 

斯坦霍夫（2019)声称，人工智能是一种资本工具，因此会带来 

剥削，并使权力集中在高科技所有者手中—— 而高科技所有者又 

集中在美国等特定国家和地区（Nemitz 2018)。因此，人工智能 

不仅是技术逻辑，还创造或维持着特定的社会秩序，这里指的是 

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再考虑一下祖博夫关于监控资本主义的 

主张：问题不仅在于一项特定技术有问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有 

助于创造、维护和扩展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一 

些人）通过收集和出售（许多人的）数据的技术来积累资本，从 

而剥削人性并将触角深人到私密领域。甚至我们的情感也会受到 

监控并被货币化（Mc S t a y 2018)。同样，人工智能技术可被用于 

支持极权主义政权或维护压迫性政治制度及其相应的叙事和形象 

(如种族主义乌托邦），尽管原则上人工智能也可以提供支持民主 

的机会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民主（见第四章） 

乃至政治。

大多数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政治学研究者支持民主和公平的 

编码方式。有些人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限制和监管。虽然有时 

人工智能会被故意用来推动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但压迫性 

影响并不总是也通常不是有意而为之的。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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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和第四章中所看到的那样，也存在有问题的非预期影响。通过 

引人对特定个人和群体的偏见，人工智能可能会支持种族主义和 

新殖民主义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或帮助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创造 

条件。再考虑一下诺布尔（2018)的论点：（搜 索 ）算法和分类 

系统可能会“强化压迫性的社会关系”。这 种 “算法压迫”的一个 

例子就是谷歌照片将非裔美国人标记为“猿”和 “动物” 一 1这 

是谷歌无法真正解决的问题（S i m o n i t e2018)。然而，人工智能的 

某一特定用途或结果是否存在偏见或不公正，并不总是像这个案 

例那样明确，它还取决于人们对公正和平等（见第三章）的理解。 

在任何情况下，决定、思想、行动和情感也可能被故意控制以支 

持特定的政治制度。在极权主义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可能会支持 

该体制无限地深人人们的思想和内心。

第 四 ，人 工 智 能 可 以 在 自 我建构和主体形成中发挥作用，即 

使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里的关键不仅在于人工智能操纵我 

们并深度干预个人的层面，因为它可以帮助推断人们的思想和情 

感—— 根 据 可 观 察 到 的 行 为 （如 面 部 表 情 和 音 乐 偏 好 ）推断人们 

的内心状态，然后由监控资本主义利用这些行为进行预测和货币 

化—— 而且还在于人工智能有助于建构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和体验。 

虽 然 鲁 夫 鲁 瓦 （ Rouvroy 2 0 1 3 )所 说 的 “算法治理术 ” （ a lg o r ith m ic  

g o v e m m e n t a l i t y ) 绕过了 “与 人 类 反 思 性 主 体 的 任 何 接 触 ”，使 

人类无法对我们自己的信念和自我进行判断和明确评价，并导致 

了 个 体 之 间 的 剥 削 关 系 （ S t i e g l e r  2 0 1 9 )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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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自我（知识）没有影响。人工智能有助于创造什么样的自我 

认知和知识呢？例如，我们是否开始将自己视为待售数据的生产 

者和收集者？当我们追踪自己并被他人追踪时，我们是否量化 

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我们是否认为自己拥有“数据替身" （data 

doubles )( L y o n 2014 ) 或自己的数字模型—— 即使人工智能并不存 

储用户的数字模型（Matzner 2019)?我们是否获得并传播了一种 

网络化的自我意识（Papacharissi 2011 ) ?人工智能带来了怎样的 

身份和主体性？

提出这样的问题超越了对人类与技术关系的工具主义理解。 

自我和人的主体性并不外在于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相反，“数字 

技术对人类主体性本身做了一些事情”（Matzner 2019, 109)。人 

工智能技术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在世界中行动的方式，导 

致了新形式的主体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主体性有不同的形式。 

例如，基于我们所属主体类型和社区类型，我们会对特定的基于 

人工智能的安全系统作出不同的反应。如果某个人没有被系统识 

别，那么基于这个人以往的经历和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紧张关系 

(如影响该人和社区的种族主义），这可能会被另一个人视为威胁； 

而另一个来自其他背景的人对此可能问题较少。用马茨纳（2019) 

的话来说，就 是 “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与先 

前存在的社会技术状况和各自的主体性形式联系在一起”。人工智 

能技术将使得不同主体性之间的不同关系得以可能，因为我们是 

情境中的主体。与福柯的观点一致，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权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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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操纵、能力和系统；它还涉及由技术塑造

的具体的情景化的权力经验和机制。我们也可以说（正如我在本 

章末尾所说的那样）：作为活生生的、运动着的、情景化的存在， 

我们表演自我和权力，而人工智能在这些表演中扮演着一个角色， 

例如通过共同指导这些表演。

我将从三个理论方向来进一步解读这一人工智能与权力的思 

考框架。首先，或许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构建、理解和 

评估人工智能对权力影响的理论资源。然后，我将通过福柯的理 

论进一步阐述人工智能使我们成为主体的观点，并提出权力是通 

K  过技术而被表演的这一主张。

马克思主义：人工智能是技术资本主义的工具

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人工智能的权力是对资本主义和特定 

社会阶级支撑的概念化。通过人工智能，大型科技公司和其他 

资本家统治着我们。我们正生活在苏亚雷斯-维拉（Suarez-Villa 

2009)所 称 的 “技术资本主义"（technocapitalism) 的新形式下: 

企业在“追求权力和利润”的过程中，不仅试图控制公共领域的 

方方面面，还试图控制我们的生活（参见祖博夫关于监控资本主 

i 义的观点）。此外，人工智能还被用于为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民族主

义目的服务。巴托莱蒂（Bartoletti 2020 ) 将人工智能与核能相提
I

I 并论：人工智能被用于新一轮国际军备竞赛。我们还可以补充说，

人工智能与核能的相似之处还在于一 至少根据这种说法——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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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人工智能，权力从中央层面自上而下地以非民主的方式行使。 

正如我们大多数人从未被问及是否需要核能一样，我们也从未被 

问及是否需要人工智能监控和生物识别、人工智能决策系统、处 

理手机数据的人工智能，等等。对公民个人而言，人工智能是一 

种权力，因为它能实现统治，对某些人而言，它还能实现压迫。

然而，并不存在“人工智能”压迫我们的情况，仿佛技术会自 

己运行似的。人工智能不应被理解为一个孤立的因素或原子化的人 

工智能体；它总是与人类联系在一起，人工智能对权力的影响总是 

与人类一起并通过人类发生。如果说人工智能“拥有”权力（例如 

支配人类的权力），那它就是通过人类和社会来获得的权力。从马 

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是人的活生生的劳 

动，而不是机器本身（Harvey 2019，109)。此外，人工智能和机 

器人旨在取代人类劳动。正如哈维（Harvey 2019)所说：“机器人 

不会（除了在科幻小说中）抱怨、回嘴、起诉、生病、行动迟缓、 

注意力不集中、罢工、加薪、担心工作条件、想要茶歇或干脆不出 

现”（121-122)，即使是诸如生产软件或虚拟世界的所谓“非物质” 

( immaterial ) 劳 动 （Lazzarato 1996;另参见 Hardt and Negri 2000) 

也需要人类。此外，关于人工智能的政治选择是由政府以及那些开 

发和使用人工智能的人作出的。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是政治性的、 

充满权力的，因为在数据经济的背景下，决策是由人作出的，并且 

在每个层面、每个阶段都以无形的方式与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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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择 研 究 哪 些 数 据 集 是 由 人 来 决 定 的 。 这是一个主观决 

定 ，也是一个政治决定。每 个 人 一 旦 被 输 入 数 据 集 ，就会成 

为他们与将其输入其中的无形力量之间新交易的一部分，并 

利 用 该 数 据 集 来 训 练 算 法 ，最 终 对 他 们 作 出 决 定 。这代表

了权力的不对称，而这种不对称 ----选择和权力的结果 ----

正是数据政治的基础，最 终 也 是 数 据 经 济 的 基 础 。数据经济 

在 各 个 层 面 上 都 是 政 治 性 的 ，尤 其 是 因 为 一 些 组 织 通 过 决  

定 谁 能 进 入 数 据 集 ，谁 被 排 除 在 外 ，从 而 对 其 他 组 织 拥 有  

巨大的权力，而 这 种 决 定 可 能 会 产 生 深 远 的 影 响 （ Bartoletti 

2020, 38 )〇

从 “多个组织”（m a n y  hands ) 参与人工智能运行来承认人工智 

能的政治和权力，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集中化的和自上而下的权力使 

用。企业和政府都以集中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正如我们在前一章 

中所看到的，这可以采取技术官僚制的形式。萨特拉（2020)对此 

进行了辩护：在优先考虑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人工智能可以实现某 

种形式的合理优化，而只要理解得当，大多数问题都是“可以用统 

计分析和优化逻辑来解决的技术问题”。与这种观点相反，根据环 

境哲学和（我补充的）技术哲学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技术问题 

也是政治问题，人类作为政治动物和具有同情心和智慧的道德主 

体，需要参与其中并承担责任。然而，萨特拉认为，如果人工智 

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它有可能为我们解决复杂的问题，因为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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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确定最佳政策方面比人类更胜一筹，尤其是在科学、工程 

以及复杂的社会和宏观经济问题等领域。然而，有人可能会反对 

说，这些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不能也不应该完全用技术官僚的方 

式来处理政治问题，因为这违反了民主原则，而且政治也需要人 

的判断（见第四章）。

然而，这些观点可以在不提及资本主义的情况下提出。从马 

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来看，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技术官僚制和缺乏 

民主本身，而是具有自身逻辑的特定社会经济体系。例如，戴尔- 

维特福德、克约森和斯坦霍夫（2019)指出，当今资本主义已被 

人工智能问题“占有”了，并认为人工智能是资本和剥削的工具。 

人工智能不仅具有技术逻辑，还具有社会逻辑，尤其是生产剩余 

价值的逻辑。它有助于创造和维持一种特殊的社会秩序：资本主 

义秩序。人工智能取代了工作，即使没有取代工作，它也强化了 

工作，而取代工作的威胁有助于恐吓工人。人们变得可有可无, 

或者让人觉得他们是可有可无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将人工智能视 

为创造一个不一样的社会的契机，例如通过全民基本收人的方式， 

而戴尔-维特福德、克约森和斯坦霍夫则将重点放在问题上：新形 

式的剥削以及没有人类的资本主义迫在眉睫的前景。

然而，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狭义的生产和劳动 

领域。人工智能不仅是生产的一部分，还能提取知识，形塑我们 

的认知和情感。从情感计算 （ affective computing)( Picard 1997) 

到情感人工智能 （ affective A I ) , 数字技术介入了个人、私密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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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层面。“情感人工智能”（Mc S t a y 2018)用于辨别情感状态、情 

感分析和衡量幸福感。例如，公司可以利用情感分析来识别、监 

控和操纵人们的情感状态：这是一种认知资本主义，但也是情感 

资本主义（Karppietal. 2016)。这 些 “针对你的人格、情绪和情 

感、你的谎言和弱点的操作”（Zuboff 2019, 199)导致了新形式的 

剥削、支配和政治操纵，例如数据驱动的竞选活动（参见 Simon 

2019; Tufekci 2018)。社交媒体也偏好情绪化的信息：情感传染 

( S a m p s o n 2012)被用来影响大众。这可能会加剧极端主义和民粹 

主义，甚至可能导致暴力和战争。

‘出于政治目的的情绪操纵，唤起了从斯宾诺莎（Spinoza) 到 

当今哲学和认知科学关于“激情”“情感”“情绪”等由来已久的 

哲学讨论，包括关于情绪在政治中的作用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例如，身体在政治中的作用是什么？什 么 是 “身体政治 " （body 

politic) ? 就政治而言，我们受影响的能力是我们的弱点吗？例 

如，哈特（Hardt 2015)认为，受影响的能力并不一定是弱点，我 

们是非完全独立的主体（non-sovereign subjects)。从这个角度来 

看，也许愤怒可以在政治上发挥积极作用。相比之下，努斯鲍 

姆 （Nu s s b a u m 2016)反对那些认为关心正义需要愤怒的人们：从 

规范上讲，愤怒是不恰当的，相反，我们需要慷慨和公正的福利 

机构。法卡斯和舒尔（2020)对 “激情”在政治中的作用提出了 

更为积极的看法，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看到的，他们认为政治 

和民主不仅涉及事实、理性和证据，还涉及不同立场的冲突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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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情绪和感受”。因此，墨菲所想象的充满活力的民主需要 

情感（见第四章）。我们可以讨论人工智能在这些条件下的作用是 

什么。这与以下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普通公民过于情绪化，无 

法参与民主辩论，我们需要的是技术主义或理性主义的公民教育, 

而不是情感。与情感和政治有关的另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归属感 

(belonging) : 归属感或许很重要，但也可能导致民族主义和民粹 

主义—— 其兴起也会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见上一章)。人工智能 

如何影响政治、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情感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当从批判的视角看待人工智能和权力时，“数据殖民主义” 

(Couldry and Mejias 2019)是另一个可用的术语，其所表达的意 

思是：从批判理论的角度看，人工智能对人类和人类生命的剥削 

是不可接受的。那么，通过殖民主义的历史来理解对数据的占有： 

正如历史上的殖民主义侵占领土和资源以牟利一样，数据殖民主 

义通过侵占数据来剥削人类（Couldry and Mejias 2019)。正如我们 

在第三章中所看到的，殖民主义也被引用到有关人工智能和偏见 

的讨论之中。

从批判理论的角度来看，助推也是有问题的：尽管助推是一 

种更微妙的操纵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具有剥削性，因为 

助推是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和背景来牟利的。而且，正如第二章中 

已经指出的那样，助推还因为其他原因而存在问题：它绕过了人 

类自主决策和判断的能力。人工智能增加了助推的可能性。杨 

( Y e u n g 2016)指出，算法决策引导技术被用来塑造个人决策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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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环境。她谈到了“过度助推"（h y p e m u d g e s )，因为这些助 

推会不断更新且无处不在，这对民主和人类繁荣产生了令人担忧 

的影响。但是，助推之所以有问题，不仅仅是因为它对特定人类 

的直接影响；它还涉及了某种看待人类的方式，这种方式促成了 

令人不安的特定操纵和剥削关系。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2019) 

在批评弗洛里迪（2014)关于我们是信息有机体或信息体的观点 

时写道，当我们（被制造成）信息体时，我们就可能被操纵和调 

控：“信息体是被过度助推统治的完美生物，因为它们被重新设计 

为始终对数据流保持开放，因此可以持续地被调控。”如果我们 

将这类信息体视为科幻小说，那么我们最好意识到，就像人类的 

情感和启发式思维一样，科幻小说也被资本主义用来支持其体系 

(Canavan 2015; Eshun 2003 )。或者，科幻小说是否也可以用来批 

判资本主义的目的和运行，赋予公民权力并提出抵抗呢？

用马克思的方法来阐述和分析有关人工智能和权力的问题， 

会引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种抵抗、改造或推翻资本主义 

的方法？作为一个一般性问题，这个问题自马克思以来就一直在 

讨论，而作为一个单独的话题，它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就人工智 

能而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批判理论学者发现，人工智能有可 

能与社会公正和平等主义的理想相一致，并带来结构性革新，从 

霸权机构中夺回权力（McQuillan 2019，170)。然而，将人工智 

能视为抵抗或革命的工具可能会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因为人们对 

互联网也曾有过类似的希望和主张。正如卡斯特（Castells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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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所指出的，互联网首先诞生于军事一工业复合体，然后黑客 

们将其视为一个解放、实验的空间，甚至是一种虚拟的社群主义 

(尽管如今自由主义似乎在硅谷取得了胜利）。互联网确实具有一 

种开放性，并有望形成一种更加“横向"（horizontal) 的权力结 

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它还重组了劳动和社会阶级。戴尔-维特 

福德（2015)指出，科技行业的从业人员并不完全符合阶级划分。 

黑客伦理似乎赋予了力量，具有抵制资本主义霸权的潜力。例如， 

卡斯特（2001，139)写道，黑客可以破坏那些被认为具有压迫性 

或剥削性的政府机构或公司的网站。但也有批评认为，一般来说， 

信息技术的使用及其开发者都会符合企业和军方的优先事项（〇7^ 

Witheford 2015, 62-63 )。许多人担心人工智能也会朝着这个方 

向发展：它很可能会成为压迫和剥削的工具，而不是社会转型的 

工具。人工智能的民主化有时会得到大型科技公司的倡导，但同 

时它又不愿限制自己的权力，不接受外部干预（Su d m a n n 2019, 

25)。它所宣称的与实际所做的之间仍然存在矛盾。虽然人工智能 

研究往往是由理想主义所驱动的，但当其嵌入企业时，竞争似乎 

占了上风（S u d m a n n  2019, 2 4 ) ,而且人工智能和算法可能会助长 

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例如在美国（Noble 2018)。最后，有人认为， 

关于人工智能的科幻场景似乎有助于维持而非质疑占主导地位的 

社会经济体制：资本主义。正如哈维（2019)所说：“新技术（如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许诺了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未来，但在缺乏 

其他行动形式的情况下，却被资本拉拢成为新的剥削和积累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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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或模式。”但请注意，在欧洲等一些社会经济体制中，人工智能 

资本主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于民主社会的伦理和政治规范。

福柯：人工智能如何支配我们并将我们建构为主体

并非每个人都同意马克思的权力观，或认为权力是集中行使 

的东西。福柯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中指出，权力不（仅仅）是 

一个主权政治机构挥舞着的权力，它牵涉所有的社会关系和制 

度。此外，他还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理论中的“经济主义" （Foucault 

1980, 8 8 )提出了批评：权力不仅仅是经济权力。虽然权力确实 

服务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从而维持阶级统治，但权力还服务 

于其他功能，并 “通过更细致的渠道来传递”。正如我在本章导言 

中所解释的，福柯认为，权力遍布整个社会，并以各种背景和方 

式深入到个人主体及其身体之中，而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此外， 

福柯认为，自我和主体是被建构（m a d e ) 的，同时也建构着他们 

自己，这也是权力的一种形式。现在，让我们对这些观点进行更 

深人的探讨。

规训与监控

首先，福柯认为权力是以规训与监控的形式出现的。他在 

《规训与惩罚 》 （ D isc ip lin e a n d P u n ish ) 一书中指出，在现代规训 

权力下，个人被当作物品和工具来使用（Foucault 1977，170): 

身体变得温顺、服从和有用。基于这一框架，我们可以说，通过 

人工智能驱动的社交媒体、监控技术等，温顺的身体被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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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交媒体的注意力经济使我们成为滚动和点击的机器。人们 

在机场和其他边境控制环境中受到监视。人工智能还有助于创造 

一种新型的“全景敞视监狱" （Fuchs etal. 2012)。由英国哲学家 

杰里米•边心（Jeremy B e n t h a m ) 于 18世纪设计的“全景敞视监 

狱”最初是一种监狱建筑，其形式是在一圈牢房内设置一个中央 

瞭望塔。从塔楼上，狱警可以看到每个囚犯，但囚犯无法看到塔 

内，这意味着他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监视着。作为一个学科 

概念，“全景敞视监狱”适用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人们的行为仿 

佛被监视着，但却不知道情况是否如此。这是一种更微妙的控制 

形式：它是一种自我规训（self-regulation ) ,也是一种“政治技 

术 ”（political technology )( D o w n i n g  2008，82-83 )。福 柯 （1980 ) 

认为，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ra) 构成了一种权力行使的新方 

式：它 是 “权力秩序中的一项技术发明”（71)。他提到了边沁的 

监狱设计，但今天人工智能可以被理解为促进了各种不那么明显 

的全景敞视，例如在社交媒体的背景下。福柯早已写过关于现 

在所谓的基于数据科学的治理的相关文章。全景敞视主义也与公 

共行政和数据有关，这导致了福柯所说的“整合监控" （integral 

surveillance) : 这种方法首先在地方使用，然后在18世纪和19世 

纪由国家使用，例如由警察和拿破仑政府使用：

人们学会了如何建立档案、标记和分类系统以及个人记录 

的 整 合 性 会 计 …… 但对一群学生或病人进行永久的监控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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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回事。在 某一时刻，这 些 方 法 开 始 变 得 普 遍 化 （Foucault

1980, 71 )〇

如今，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我们正经历着这种方法的进一 

步普遍化。当前的数据治理或“算法治理”（Saetra 2020, 4 ) ,导 

致了福柯（ 1977)所 说 的 “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其 

作用类似于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现在已渗透到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规训权力的影响“不是从一个单一的制高点来 

的，而是移动的、多元的，是我们日常生活结构的内在组成部分” 

( D o w n i n g 2008, 83 )。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可以做到这一点，例 

如通过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它们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 

如前所述，这引发了人们对自主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担忧。 

但是，通过福柯，我们也可以从去中心化、细微的权力运作的角 

度来理解它。例如，在使用社交媒体时，人们不仅仅是政府和公 

司的被动受害者；其他个人用户也通过彼此互动以及与平台互动 

的方式行使权力。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点对点监控以及阿尔布雷茨 

隆德 （Albrechtslund 2008 ) 所称的“自我监控”（self-surveillance) 

和 “参与式"（participatory) 监控，这些监控不一定会侵犯用户 

(与霸凌不同），其可以是游戏性的甚至可以增强用户的能力，因 

为它们使用户能够建构自己的身份，与陌生人社交，保持友谊， 

并看到行动的机会。这种方法反映了对权力的一种去中心化的、 

横向的理解，也可用于从权力的微观机制角度理解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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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集中化和阶层化的权力形式依然存在。例如，人 

工智能可用于支持“紧急状态”下的治理，例如在应对恐怖主义 

时，“决定谁会被拘留，谁不会被拘留，谁可能会被释放，谁可能 

不会”（Butler 2004, 62)。在安全或反恐行动的名义下，人工智 

能可能成为“算法治理术”（参见 R 〇Uv r o y 2013)的一部分被用来 

行使国家权力，决定谁在政治共同体之内，谁在政治共同体之外。 

即使欧盟的自由民主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将人工智能用于边境管制。 

在21世纪，福柯的读者们认为，属于过去的治理形式又回来了， 

现在由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作为媒介并予以实现。为了抗击新冠 

病毒大流行，警方使用了监控和传统的规训措施，如隔离和检疫， 

但现在有了高科技的支持：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帮助通过医学影像 

技术进行诊断、开发药物和疫苗，还可以帮助追踪接触者、根据 

现有数据预测病毒传播情况，以及通过智能手机或智能手环跟踪 

和监测在家隔离的患者。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有助于监控，而且 

是以完全垂直、自上而下的形式。人工智能是一种新的生命政治 

工具，通过遥控和分诊系统，其可以实现新的监控形式，甚至新 

的杀戮或放任其死亡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 Rivero 2〇2〇)。然 

而，继福柯之后，我们必须强调，如今大多数监控并非由政治当 

局实施，而是发生在正式的政治机构之外，遍及整个社会：如今， 

人工智能可以“看到”一切，甚至可以“闻到”一切，即所谓的 

“气味监控”（odorveillance )( Rieger 2019，145 )〇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除了国家之外，谁又获得了新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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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权力来自新的和不同的中心，那么它们是谁？答案之一是: 

企业，尤其是大型科技企业。贝利斯（2020)认为，通过收集我们 

的数据，大型科技公司和政治参与者将知识转化为权力。权力是 

不对称的，因 为 “他们几乎知道我们的一切”。人工智能实现了监 

控和操纵，但数据收集本身就已经存在问题。贝利斯区分了科技 

的硬权力和软权力。硬权力是指即使我们抵抗，例如拒绝许可数 

据也会被获取。相比之下，软权力的作用方式不同，通常是操纵 

性的：软权力“让我们假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来为他人的 

利益做一些事。它召集我们的意志来对抗我们自己。在软权力的 

影响下，我们会做出有损自身最佳利益的行为”。贝利斯以脸书滚 

动新闻推送为例：我们上钩是因为我们害怕错过，而这是故意为 

之的：我们的注意力被俘获，违背了我们的最佳利益。我们在使 

用电脑和智能手机时会这样做，但个人机器人和数字助理等设备 

也被用来行使这种软权力。

知识、权力，以及主体和自我的形成与建构

其次，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不仅是实现规训和监控的强大工 

具，它们还能产生新的知识，共同界定我们是谁和我们是什么。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之后的所有作品中，不仅认为知识是权力 

的工具，而且认为权力生产知识和新的主体。谷歌通过我们的数 

据获得了权力，但还不止于此：“这种权力让谷歌可以通过使用你 

的个人数据来决定什么是关于你的知识”（V 61iz 2020, 51-52)。因 

此，科技公司不仅对我们釆取行动，还把我们建构成人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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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制造了我们的欲望（如滚动荧幕的欲望），使我们成为不同的 

存在，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V 61iz 2020，52)。即使在 

人文学科中，这些技术的应用也会带来新的知识和权力形式。例 

如，通过算法话语分析，知识以非人为的方式生成出来，其绕过 

了人类的意图和理论：

数据挖掘和文本挖掘使知识的模式和形式可见，而这些 

知 识 不 必 然 会 在 有 意 识 的 问 题 中 被 穷 尽 。在 这 里 ，人类智 

慧的一切—— 对事物进行排序和分类、识别相似性并创建谱 

系—— 都被移交给了算法。（Rieger2019，144)

福柯（ 1980)认为，个人身份也是权力的产物：“个人的身份 

和特征是对身体、多样性、运动、欲望和力量等行使权力关系的产 

物。”今天，这种身份生产发生在更加“横向”的社会结构和社交 

媒体过程中，我们不仅受到政府和公司等权力机构的监控和规训， 

还受到同伴们的监控和规训，最终是我们自己的监控和规训。在不 

知不觉中，我们在自己的身体上下功夫，建构自我和身份。当我们 

在社交媒体上与他人互动并被人工智能分析和分类时，我们不仅是 

资本主义治理术和生命权力的受害者，同时也在自我规训、自我量 

化和自我生产我们的主体性。在福柯看来，被规训的身体在社会中 

随处可见；数字媒体和人工智能完全是社会的一部分。

这种对身体的强调在一些作品中得以延续，例如巴特勒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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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义著作，其使福柯对规训和建构主体的方法变得非常具体, 

但又始终与社会层面联系在一起。福 柯 （ 1980, 58 ) 认为，不同 

的社会需要不同类型的身体：从 18世纪到20世纪中叶，学校、 

医院、工厂、家庭等场所的惩戒制度涉及权力对身体的大量投人, 

而在此之后，对身体行使权力的形式更加微妙。今天，我们可以 

问，通过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技术的规训，需要并创造了什么样 

的身体，这些技术又促成了哪些新的、微妙或不那么微妙的权力 

形式。当 代 “人工智能社会”似乎需要这样的身体：它们可以被 

数据化、量化，并通过与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的互动，被 （或不 

被 ）调动起来提供这些数据和数字。这构成了对我们身体的一种 

更柔和、更不明显但同样无处不在的权力形式。因此，如果把 

“认知”理解为非实体的、完全非物质的，那么人工智能在规训、 

权力和主体性方面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就不仅仅是“心理”操作或 

认知问题而已；它还会对身体产生影响。但考虑到当代认知科学 

的经验教训（如 Varela, T h o m p s o n , and R o s c h 1991 ),任何值得讨 

论的认知都是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我们的思维和经验 

依赖于我们的身体；身体在认知过程中扮演着主动的角色。此外， 

如果我们采纳后人类主义的观点[如哈拉维（H a r a w a y ) ,见下一 

章]，身体就不仅仅是生物体：它本身也可以被理解为与物质相联 

系、相融合，具有一种“赛博格”（c y b o r g) 的特征。从这个意义 

上说， 一 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非物质劳动”的说法具有误 

导性：我们用身体和思想所做的事情与我们所使用的物质技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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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关，并且会产生非常实际的后果，包括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和幸福的影响。例如，当我们通过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手机 

及其应用程序来自我规训、被规训、产生自我和主体性时，这会 

对我们的肌肉、眼睛等产生影响，并可能导致压力、负面情绪、 

睡眠障碍、抑郁和成瘾。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很可能是“虚 

拟的”或 “非物质的”，因为它是以软件和数据库的形式出现的； 

但它的使用和影响却是物质的、有形的，涉及身体和心灵。用马 

克思的“吸血鬼”来比喻：监控资本主义吸倉着活生生的劳动 

( sucks that living labor )〇

然而，权力以及主体、身体和知识的生产本身并不一定是坏 

事，无论如何也不一定是暴力或限制性的。福柯认为，权力和力 

量也可以通过微妙的方式行使，这些方式是有形的，但不一定是 

暴力的（Ho f f m a n n 2014，58 )。一切都取决于行使的方式和结果。 

权力产生了什么，技术创造了什么力量？

让我详细阐述福柯对权力的生产性方法。福柯在其晚期著作 

中写道，古希腊和基督教中的自我转变是通过应用“自我技术”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实现的，而 “自我技术”是人类发展有 

关自我知识的途径之一。自我技术允许个人通过自己的方式或在 

他人的帮助下受到影响，对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思想、行为和生 

存方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从而改造他们自己，以达到某种幸 

福、纯洁、智慧、至善或不朽的境界。（Foucault 1988,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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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并不认为这些“技术”是物质性的，也没有把它们与生 

产技术区分开来。他感兴趣的是“自我解释学" （hermeneutics of 

the self) 以及古希腊罗马哲学和基督教精神与实践中的自我关怀 

的美德与实践。然而，从当代技术哲学的角度对福柯进行修正， 

我们可以将书写（writing) 视为一种自我的物质技术，有助于自 

我关怀、自我建构，乃至美德的实现。当古代哲学家、基督教僧 

侣和人文主义学者书写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对自己行使着关怀 

和权力。因此，我们可以说，人工智能等允许自我监控、自我跟 

踪、自我关怀和自我约束的技术，也被用作“自我技术”：不仅用 

于他人的支配和规训—— 尽管这种情况可能仍然存在，但请再次 

考虑马克思的分析和福柯的早期分析—— 而且也用于对启己行使 

某种形式的权力。考虑一下用于控制饮食和体育锻炼的健康应用 

程序或用于冥想的应用程序：它们被用于自我关怀，但同时这也 

涉及对自我、灵魂和身体行使权力，这导致了一种特定的自我知 

识 （如自我量化），涉及了物理力量的运作，并构成了一种特定类 

型的主体和身体。在这里，权力不是限制既有的东西，而是生产 

性的，因为它带来了某种东西（自我、主体、身体）的存在。从 

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赋能而非限制。人工智能可以在这种自 

我建构的实践中使用。因此，我们不仅要问，人工智能产生了什 

么样的自我和主体，还要问它涉及了什么样的自我关怀和自我实 

践。技术本身并不具备这种权力，这是一种在自我关怀、自我规 

训等实践中使用的技术；但这项技术会影响特定类型的自我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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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可以说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通过自我跟踪的实践产生 

了 “量化的自我”，这也产生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一种以数字 

为形式的知识。

这种自我建构的过程可以通过朱迪斯 •巴特勒 （Judith 

Butler) 的著作进一步理论化。与福柯一样，巴特勒将权力视为 

生产性的，但对她来说，这种权力所采取的形式是自我的表演性 

(performative，又 译 “述行性”）构成。她借鉴奥斯汀（Austin 1962) 

对如何以言行事的描述，认为我们的自我和身份—— 例如性别身 

份—— 不是本质，而是表演性构成的（Butler 1988 ) ;性别是一种 

表演（Butler 1999 )。这使得这些自我和身份既不是固定的，也不 

是假设的（Loizidou 2007，37)。因此，与福柯的观点一致，她认 

为不仅存在服从（例如，作为规训），而且还存在着成为主体（例 

如，主体化）。但通过强调这种实践和运作的表演性维度，她声称 

自己对权力的论述没有福柯那么消极（Butler 1989)。权力是关于 

构成主体的行为，不仅仅是他人将我们建构成某种东西，我们自 

己也在建构自己，比如通过说话。这也是一个时间问题：巴特勒 

( 1993 ) 认为表演性不是单次的行为，而是一种重复性实践：“表 

演性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单一或蓄意的‘行为’，而是一种反复和引 

用的实践，话语通过这种实践产生了它所命名的效果。”这与福柯 

的观点不谋而合，其谈及了自我关怀的实践。受布迪厄（Bourdieu 

1990)的启发，我们可以补充说：自我建构是一个习惯问题。自 

我建构是通过各种力量对自身的习惯性和表演性运作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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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巴特勒的表演性观念和她的政治观念（Butler 1997) 

仍然侧重于语言。就像福柯一样，重点在话语。除此之外，我们 

还必须补充一点，即自我、身份和性别不仅是通过语言产生和表 

演的，也是通过技术实践产生和表演的。除了写作，还有其他技 

术实践：W e b  2.0 技 术 （Bakardjieva and G a d e n  2011 )，如社交媒 

体，还有人工智能。通过人工智能自我建构可能有语言方面的因 

素，但如前所述，它还具有深层次的技术和物质特征，例如当一 

个 “量化的自我”（quantifiedself) 产生时。此外，它还始终是一 

个社会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和他人同时被塑造出来。例如， 

通过使用跑步应用程序和其他可穿戴的自我跟踪技术，他人成为 

了检验和竞争的对象（Gabriels and Coeckelbergh 2019 )。

这些自我建构和自我关怀的技术方法至少引发了两个问题。 

首先，自我和他人的量化误导性地暗示，自我或他人可以简化为 

数字信息的集合，也就是说，数字自我就是真实的自我（数据 

化再现），或者至少同样有问题的是，数字自我或他人比非数字 

自我或他人更加像自我。后一种假设似乎至少在一种超人类主义 

者关于通过上传资料实现永生和复活的幻想中起作用。库兹韦尔 

(Kurzweil) 曾设想，机器学习能够重建他已去世的父亲的数字版 

本，从而使得跟他的化身对话成为可能：“它将如此逼真，就像与 

我的父亲交谈一样”，事实上，“如果我的父亲还活着，它将比我 

的父亲更像我的父亲”（Berman 2011)。安德烈耶维奇（Andrejevic 

2020)对此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库兹韦尔旨在创造一个理想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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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自我（和他人）形象，一 个比实际主体更加连贯一致的形象。但 

是，实际主体总是“由差距和反复无常构成的”，因此任何自我和 

主体的完美化上的尝试“都等同于试图抹杀它”。精神生产自动 

化及其所需的相关人类智能，也试图重新建构主体，从而抹杀主 

体：通过将任务从动机、意图和欲望中抽象出来，“主体性的反思 

层”（the reflexive layer of subjectivity) 被绕开了。这不仅意味着 

人类的判断和思考被绕过了（阿伦特也会同意这一点），而且意味 

着人类主体是多余的，甚至是碍事的。正如对自动化主体的幻想 

受到现实主体的挑战，现实主体“可能是不可预测的、顽固不化 

的和非理性的，从而威胁到控制、管理和治理系统”，并阻碍自动 

化社会顺利、无摩擦地运行，“上载自我”的幻想试图创造一个数 

字化身，而这个化身将不再是一个自我，也不再是一个主体。当 

我们试图借助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来塑造自我和他人时，这同样 

是一个问题：我们试图把自我和他人塑造成某种东西，也许是化 

身，但不再是人、自我或主体。此外，正如库尔德里和梅西亚斯 

(2019, 171)借鉴黑格尔的观点所指出的, 被媒介化本身并不是 

问题，但缺少与自己的反思关系、没有与自己相处空间的生活并 

不是自由的生活。

此外，所有这些自我塑造都令人疲惫，而且有潜在的剥削 

性—— 自我剥削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已经从福柯的“规训社会’’ 

进入了韩（Han 2015 ) 所说的“功绩社会”（achievement society )〇 

在第三章中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产生了焦虑的自我，这些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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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内化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其害怕被机器取代。韩认为，在 

当代社会，禁令和戒律被“计划、倡议和动力”所取代。规训社 

会产生了疯子和罪犯，而 “功绩社会则产生了抑郁者和失败者”。 

抑郁症患者厌倦了必须成为他们自己。个人会剥削自己，尤其是 

在工作环境中，他们必须取得成绩和表现。他们变成了机器。但 

在这里，反抗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是一样的: 

“过多的工作和绩效逐步升级为自动剥削”。抑 郁 症 “是在功绩主 

体再也不能傲得更多的那一刻爆发的”。这可以与马克思的分析联 

系起来：资本主义体制要求这种自我剥削。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种高明的体制，因为当人们表现不佳、功绩不高、未能充 

分锻炼自己时，似乎只能责怪自己。即使是在私人领域，我们也 

时常感到自己必须进行这种自我工作。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被用 

来提高我们的工作绩效，但我们也用它们来折腾自己，直到我们 

无法做得更多。在各种技术的推动下，甚 至 连 “自我建构”也成 

了一个功绩问题，这些技术对我们的表现进行监控、分析和提升， 

直到我们无法再胜任工作、精疲力竭为止。要抵制这样的权力和 

管理制度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似乎只能责怪自己没有跟上；我 

们应该使用正确的应用程序，做更多的自我工作。如果我们感到 

沮丧或倦怠，那都是我们自己的错，是我们的失败。

然而，原则上，不同的自我遮蔽和不同的自我技术是可能的。 

福柯的理论框架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权力的生产性、知识性和 

自我建构性使用也可以采取其他赋权形式。或者从表演的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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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同的自我表演是可能的。让我从自己关于表演与技术的著 

作中提出一些建议，展示以表演为导向的权力观在理解和评估人 

工智能方面的可能性。

技术表演、权力与人工智能

正如我们所见，巴特勒使用“表演”（performance ) —词来构 

想自我建构。但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将技术的使用概念化，强调技 

术如何对我们产生权力，并揭示个人表演与其政治背景之间的联 

系 （C o e c k e l b e r g h2019b ;2019c )。在这里，将技术与表演联系起 

来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说数字技术被用于艺术表演（Dixon 2007 ), 

而是说表演可以作为隐喻和概念来思考技术。就权力而言，这种 

方法使我们能够描述和评估，当技术获得更多能动性时，权力会 

发生什么：我认为，他们引导并编排了我们的生活（Coeckelbergh 

2019b )。当我们参与“技术表演”（Coeckelbergh2019c ) 吋，技 

术越来越多地扮演着主导和组织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 

仅与技术一起表演，“技术也与我们一起表演”。人类并没有缺席; 

我们共同表演、共同引导、共同编排。但技术也形塑着表演。因 

此，问题在于我们想用技术创造哪些戏剧、动作编排等，以及我 

们在这些表演中的角色是什么（Coeckelbergh 2019b , 155)。基于 

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再次坚持认为，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人类用来 

行使权力的工具，它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其中一种影响可 

以描述如下：随着人工智能被赋予更多的能动性，例如以自动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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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汽车、机器人和在互联网上运行的算法的形式，而且随着人工 

智能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影响变得更加普遍时，它就会成为我们的 

动作、语言、情感和社会生活的编导、导演等。它不仅仅是一种 

工具或事物，它组织了我们的行事方式。同样，这并不意味着人 

类不参与其中或不承担责任，而是说人工智能的作用远远超过了 

工具性的作用，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做什么以及如何做事。它拥有 

组织我们的表演，改变各种力量场域和权力关系的权力。

在人工智能方面使用“表演”一词，也会带来许多与权力有 

关的技术使用的多重维度。首先，人工智能的使用始终是一种社 

会事务，可以理解为共同表演。它涉及那些在社会背景下互动和 

运作的人类，因此也涉及政治背景。它还可能涉及对使用人工智 

能作出反应的“受众”。可以说，人工智能始终处于这种社会环境 

之中，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环境充斥着权力。例如，大 

型科技公司使用人工智能是在社会政治背景下进行的，其受众包 

括用户和公民，他们会对这些公司的所作所为作出反应。这些 

“受众”也拥有权力，是权力关系的一部分。其次，如果将使用 

人工智能概念化为表演，这也意味着涉及身体。如前所述，人工 

智能以“非物质”或 “虚拟”的形式出现，例如软件，其并不意 

味着对身体没有权力影响。技术表演与所有表演一样，都涉及人 

的身体。这与福柯和巴特勒对身体的关注是一致的，但并不完全 

将身体的概念与话语、知识和身份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权力的 

运作方式实际上也与运动、移动的身体有关。当我通过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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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应用程序使用人工智能时，我并不是一个只使用“心理”或 

“认知”功能的抽象用户：我的身体和双手在移动，我的身体是被 

部分固定化的，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工智能及其设计者 

编排了以某种方式操作设备和应用程序所必需的动作，从而对我 

和我的身体行使权力。第三，“表演”的概念也带来了时间的面 

向。通过人工智能行使的技术权力是在时间中进行的，甚至可以 

说是对时间的配置，因为它塑造了我们对时间的体验，配置了我 

们的故事、日子和生活。例如，我们经常拿起手机査看信息和推 

荐，这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 

能有能力定义我的时间。通过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我的故事就 

会按照人工智能的统计类别和特征进行配置。这不仅发生在个人 

层面，也发生在文化和社会层面：我们的时间变成了人工智能的 

时间，人工智能建构了我们社会的叙事。

这种方法与福柯的思想不谋而合，包括福柯的舞蹈和表演 

理论。科泽尔 （Kozel 2007)谈到了权力与知识，以提出麦肯齐 

( M c K e n z i e 2001, 19 ) 所说的“表演性权力机制”（the mechanisms 

of performative p o w e r ) 的主张。表演被视为“贯穿于时空、网络 

和各种身体之间" （Kozel 2007，70)。因此，人们还可以补充一 

点，那就是权力也是如此：技术表演之中的权力和技术表演的权 

力也贯穿于时空、网络和身体之间。此外，我们还再次看到了一 

种 “生产性”的权力观：人工智能有（以特定的方式）塑造我们 

的时间的权力。与福柯和巴特勒（ 1988 ) 的观点一致，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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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涉及人工智能的技术表演不仅规训我们并将我们置于监控之 

下，而且还将我们建构成新的主体、公民和身份。它们还生产着 

—种特殊类型的自我和主体性。通过使用人工智能，我开始以一 

种特殊的方式理解自己。这可以从叙事角度或其他角度来理解。 

例如，通过这些技术操作形式，我们可以获得一种网络化的自我 

意识（PapachariSSi 2011)，或者如我前面所指出的，一种数据化 

的自我意识。切尼-利波德（C h e n e y-L i p p o U i2017)认为，算法和 

使用算法的公司（如谷歌和脸书）利用数据来建构我们的世界和 

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切尼-利波德的著作标题所说，“我 

们就是数据”，而且我们越来越相信这一点。从批判理论的角度 

来看，应该指出的是，这对那些将我们的数据货币化为商业模式 

的公司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比如脸书。我们不仅是消费者，同时 

也是数据的生产者：我们为这些公司工作，他们通过福克斯等人 

(2012，57 ) 所说的“全景分类机”（a panoptic sorting m a c h i n e)来 

剥削我们，该机器能识别用户的兴趣，对他们进行分类，然后投 

放有针对性的广告。但我要补充的是，这种对世界和自我的建构 

以及与之相关的剥削并不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与人 

工智能的技术互动是随着我们与技术的接触而发展起来的；这是 

一个积极的过程，也是人类努力的结果。这不仅仅是他人或人工 

智能算法把我们变成了数据。当我们在社交媒体和其他地方通过 

技术表演来建构自我时，我0 达把启己变成7"数据。因此，我们 

既是自我建构的贡献者，也是被剥削的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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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技 术 ）表 演 的 角 度 看 待 技 术 ，与 将 技 术 视 为 活 动 的 观 念  

是 一 致 的 。 这 种 观 念 能 使 我 们 引 入 社 会 和 政 治 维 度 （ Lycm 1994)。 

当 然 ，技 术 可 以 是 关 于 人 工 制 品 和 事 物 ，但 为 了 研 究 技 术 的 政 治  

维 度 ，我 们 需 要 看 看 我 们 用 技 术 做 了 什 么 ，技 术 对 我 们 做 了 什  

么 ，以 及 这 两 者 是 如 何 嵌 人 社 会 （和 知 识 ）背 景 之 中 的 。将 技 术  

视 为 活 动 和 表 演 还 能 让 我 们 再 次 强 调 人 类 始 终 是 参 与 其 中 的 。尽 

管 后 现 象 学 等 当 代 技 术 哲 学 正 确 地 宣 称 ，技 术 “产 生 ”（d o ) 事情  

( Verbeek 2005 )，在 它 们 共 同 塑 造 人 类 的 感 知 和 行 动 的 意 义 上 （例 

如 ，微 波 炉 塑 造 了 我 们 的 饮 食 习 惯 ，超 声 波 技 术 建 构 了 我 们 对 怀  

孕 的 体 验 ，等 等 ），技 术 的 所 作 所 为 也 总 是 涉 及 人 类 的 。我将在下  

一 章 讨 论 后 人 类 主 义 观 点 时 回 到 这 一 点 。

最 后 ，鉴 于 人 类 继 续 共 同 指 引 和 塑 造 其 社 会 、身 体 和 时 空 表  

演 ，并 因 此 参 与 权 力 的 行 使 和 流 通 ， 因 此 我 们 必 须 要 问 ，是哪些  

人 类 （共 同 ）编 排 了 我 们 的 技 术 表 演 ， 以 及 参 与 这 些 表 演 是 否 总  

是 出 于 自 愿 。 正 如 帕 尔 维 艾 宁 （Parviainen2 0 1 0 ) 所 问 ••谁 在 编 排  

我 们 ？ 例 如 ，有 人 可 能 会 说 ，大 型 科 技 公 司 通 过 嵌 人 应 用 程 序 和  

设 备 中 的 人 工 智 能 来 编 排 我 们 ，并 越 来 越 多 地 设 计 我 们 的 行 为 和  

塑 造 我 们 的 故 事 ，但 由 于 我 们 通 常 意 识 不 到 这 一 点 ，而 且 这 些 技  

术 的 设 计 具 有 说 服 力 ， 因 此 我 们 对 这 些 表 演 和 故 事 的 参 与 很 难 说  

是 自 愿 的 。 如 果 技 术 表 演 总 是 与 更 广 泛 的 社 会 和 政 治 背 景 相 关 联 ， 

那 么 我 们 就 有 必 要 问 一 问 ，谁 被 尤 许 参 与 人 工 智 能 的 表 演 （包括  

使 用 和 开 发 ），也 就 是 说 ，谁 被 包 括 在 内 ，谁 被 排 除 在 外 ，以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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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参与的条件是什么。

首先，在同意使用人工智能方面，我们中的许多人不仅没有 

选择权 （ Bietti 2020)，而且在决定人工智能的发展和使用方式方 

面也被排除在外。在这方面，我们被大型科技公司所掌握。在许 

多国家，监管力度微乎其微。以表演为导向的视角使我们能够就 

此提出关键问题：谁是表演的演员和编排者？谁被排除在表演和 

编排之外？哪些演员和编排者比其他人更有权力？我们能否制定 

逃脱完全控制的策略？这些问题再次与民主的i寸论相关。

其次，从与政府政治相关联的意义上讲，人工智能表演也 

可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帕尔维艾宁和我利用动作编排的概念， 

认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是在政治利益和战略背景下使用的 

( Parviainen and Coeckelbergh 2020 )。我们的研究表明，索菲亚 

(Sophia, —个号称涉及人工智能的人型机器人）的表演与人工智 

能政治有关：“索菲亚的表演不仅符合一家私营公司[汉森机器人 

公 司 （ Hanson Robotics) ] 的利益，也符合那些寻求拓展相关技 

术和相关市场的人的利益”。使 用 “权力”一词，我们也可以将其 

归纳如下：参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开发的私营部门将技术表 

演作为扩大市场的一种方式，从而增加其权力和利润。同样，政 

府可能会支持并参与此类表演，以实现其有关人工智能的计划和 

战略，从而增强其应对竞争对手（即其他国家）的实力。此外， 

关于社交机器人的智能或伦理地位的讨论，可能会分散人们对这 

一政治维度的注意力，因为这些讨论似乎只能提出关于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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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机 器 人 的 技 术 或 伦 理 问 题 ：涉 及 技 术 的 直 接 互 动 和 环 境 问 题 ， 

而 不 是 更 广 泛 的 社 会 和 政 治 领 域 的 问 题 。这 会 误 导 性 地 暗 示 ，这 

些 技 术 在 权 力 上 是 中 立 的 ，在 政 治 上 是 中 立 的 。 而 人 工 智 能 的 表  

演 和 相 关 讨 论 可 能 会 掩 盖 这 样 一 个 事 实 ，即 像 所 有 技 术 一 样 ，人 

工 智 能 现 在 和 将 来 都 可 能 非 常 政 治 化 和 充 满 权 力 。研 究 人 员 和 记  

者 可 以 揭 示 这 一 更 广 泛 的 政 治 背 景 ，从而将本 .地和具体的人工智  

能 表 演 与 发 生 在 “宏 观 ” 层 面 的 政 治 及 其 权 力 博 弈 联 系 起 来 。

因 此 ，“表 演 ” 一 词 的 使 用 及 其 与 权 力 的 关 系 ，为从批判的角  

度 看 待 人 工 智 能 提 供 了 一 个 框 架 ，它 与 马 克 思 的 分 析 和 福 柯 的 方  

法 是 兼 容 的 ，并 能 得 到 它 们 的 支 持 。它 有 助 于 揭 示 人 工 智 能 与 权  

力 之 间 千 丝 万 缕 的 联 系 ：在 技 术 表 演 中 的 权 力 和 通 过 技 术 表 演 行  

使 的 权 力 ； 以 及 在 这 些 表 演 与 一 个 更 广 泛 的 权 力 领 域 和 权 力 参 与  

者 （如 公 司 和 政 府 ）之 间 流 通 的 权 力 。

结论和待解决问题

本 章 展 示 了 如 何 将 社 会 和 政 治 理 论 引 人 权 力 与 人 工 智 能 的 讨  

论 ，从 而 帮 助 我 们 将 人 工 智 能 的 政 治 面 向 进 行 概 念 化 。 当 然 ，这 

项 工 作 不 仅 与 权 力 有 关 ，还 与 其 他 政 治 概 念 和 问 题 相 关 。例 如 ， 

关 于 助 推 的 讨 论 涉 及 自 由 问 题 ，而 偏 见 问 题 在 第 三 章 “平 等 与 公  

正 ” 中 已 经 有 所 涉 及 。 其 中 任 何 一 种 联 系 都 可 以 有 更 多 的 论 述 。 

例 如 ，人 工 智 能 中 的 偏 见 问 题 （ Bozdag 2013; Criado Perez 2019; 

Granka 2 0 1 0 ) 可 以 被 视 为 一 个 权 力 问 题 ，同 时 也 与 公 正 和 平 等 有

第 五 竜 权 力 ：通过数据的监控与（自我）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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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如果人工智能的算法过滤、搜索算法和数据集存在偏见，那 

么这就涉及人们对他人行使权力。也可以说，在特定的社会中存 

在着特定的权力结构（如资本主义、家长制等），这导致了人工智 

能使用中的偏见。看来，多元化的概念有助于解读这一点。不过， 

权力的概念一直是我们分析和讨论人工智能政治的一个有益视角。 

本章提供了另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对技术的政治性以及技术如何具 

有政治性进行概念化。它揭示了谈论权力如何有助于我们分析发 

生了什么以及可能存在什么问题。

从一种现代观点来看，这种将技术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概念, 

特別是人工智能对权力产生非工具性影响的说法是存在问题的， 

因为在现代性中，技术与政治处于相互独立的领域。前者应该与 

技术和物质有关，而政治应该与人类和社会有关。这种现代观念 

源于古代哲学，至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并一直影响至今：人工智 

能被认为在政治上是中立的，而政治则被认为与人类使用人工智 

能的目的有关。本章的讨论跨越了这一现代划分，例如谈到人工 

智能如何塑造我们的自我、创造新形式的主体性以及对我们进行 

编排。在充满权力的人工智能表演中，手段和目的是混合的，最 

终人类和技术也是混合的。然而，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那样，我 

们的想法并不是说人类被技术所取代，也不是说技术在独自完成 

这一切。将编排等术语用于人工智能，并不是说人类没有参与权 

力的行使和技术的表演，而是说人工智能有时被赋予了更多的能 

动性，并通过其意想不到的效果，共同塑造了我们做事的方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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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我们是谁/做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拥有支配我们 

的权力。技术与政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特别是人工智能与 

权力之间的界限，我们可以将人工智能称为“人工权力”（artificial 

p o w e r ) :不是因为人工智能无所不能，而是因为权力是通过人工 

智能行使的。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技术运作的一部分，塑造了我们 

的行为以及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因此人工智能完全是充满权力 

和政治性的。

然而，还有另一个相关的边界值得讨论：人类/非人类的边 

界。人们通常认为，政治以及人工智能政治都与人类有关。但是， 

这一点可以而且已经受到质疑。这就是下一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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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类主义

导言：超越以人类为中心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政治学

前几章讨论的大多数理论都认为，政治哲学，也就是将政治 

哲学应用于人工智能，都是关于人类的政治。自由、公正、平等 

和民主等政治原则应该是关于人类的自由、人类的公正等等。乂 

民、公众和政治体被假定由人类及其机构组成。大多数人认为, 

“权力”一词只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正如福柯所言，权 

力是通过社会机体传递的，那么这个机体就被认为只由人类组成。 

此外，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伦理和政治往往以人类为中心: 

人们声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应该以人为本，而不是由技术和 

经济驱使。但是，如果我们挑战这些假设，向非人类开放政治边 

界，会发生什么呢？这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政治学意味着什么， 

政治哲学和相关理论又如何帮助我们将其概念化？

本章在探讨这些问题时，首先介绍了跨越人类/非人类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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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的政治理论：有关动物和自然环境的理论。我特别关注了近期有 

关动物政治地位的论点，尤其是那些以关系和后人类主义方法为 

基础的论点。然后，本章将讨论政治理论的这一转变对人工智能 

和机器人政治的影响。本章提出了两类问题。一是，考虑了人工 

智能对非人类（如动物）和环境的影响。鉴于动物和生态系统等 

非人类可能具有政治地位，关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政治思考是 

否应该考虑它们的后果？如果是，可以使用哪些概念来证明这一 

点？二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本身能否具有政治地位？例如，它 

们能否成为公民？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 和后人类主义 

(p o s t h u m a n i s m)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例如，人工智能能否以及是 

否应该接管政治控制权，我们又该如何以一种包含非人类的方式 

重新想象政治和社会？

政治不止包括人类：动物和（非人类）自然的

政治地位

在动物伦理学和环境哲学中，我们会发现有人提议将道德和 

政治考量的范围扩大到动物和环境。鉴于本书的主题，我将把重 

点放在政治考量上。此外，讨论范围限制在有关动物政治地位的 

一些主要论点上，尽管我也会涉及环境政治和气候变化政治。

辛 格 （8丨1^1〇的《动物解放》（力》'臟//^6咖//训）（2009)是  

这一领域的一部知名著作，该书以功利主义为论据，主张解放那 

些我们为了生产食物、衣物和其他目的而使用和杀戮的动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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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该评估这些做法给动物带来的后果，如果我们给动物造成了 

痛苦，我们就应该减少这种痛苦，必要时完全废除这些做法。虽 

然辛格将此书定义为一本伦理学著作，但它也很容易被解读为一 

本政治哲学著作，其运用了诸多重要的政治原则。首先，该书以 

解放为目的，被动物解放运动用作解放动物的理由。1975年该书 

第一版的序言开宗明义地写道：“这本书讲述的是人类对非人类动 

物的暴政。”因此，辛格在阐述自己的伦理观时使用了一个政治术 

语：暴政，即政治自由的对立面。但他不仅呼吁政治自由，还谈 

到要考虑动物的利益，将平等原则从人类延伸到非人类动物，并 

结束由来已久的偏见和歧视。他关于物种歧视（speciesism) 的核 

心论点依赖于对一种特殊类型的偏见和歧视的指控。他认为，让 

动物在各个领域免受虐待和杀戮的目标是合理的，因为大多数动 

物和人类一样会感到痛苦，因此这样对待它们就是“物种歧视”： 

仅凭非人类动物属于不同物种这一事实，就对它们进行不公正的 

歧视，这 是 “一种偏袒自己物种成员的利益，反对其他物种成员 

利益的偏见或态度”。由于我们大多数人（作为肉食者）都是压迫 

者和歧视者，因此改变是困难的。他将动物解放运动与其他重要 

的政治运动进行了比较：民权运动，黑人只有通过自己的要求才 

获得了权利（而动物不能为自己说话）；废除奴隶制的斗争；以及 

抗议性別歧视的女权运动。这支持了他的主张，即抗议和斗争是 

改变现状的必要条件。因此，辛格的书既是关于伦理学的，也是 

关于政治哲学的。他的功利主义伦理学（utilitarian ethics) 通常是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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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在回应他的著作时所关注的重点，但事实上，他的著作 

与一系列政治哲学概念相关联，而这些概念几乎涵盖了我在前几 

章中所涉及的全部内容。还要注意的是，辛格在他的伦理学和政 

治哲学中采取了普遍主义的立场：他不以身份作为标准，而是以 

普遍的感受痛苦的能力为基础进行论证，而不论物种如何。

给予动物政治考虑的其他论点也厲于普遍主义的自由主义传 

统，它们依赖于正义的政治原则。例如，我们可以用契约论来论 I
r

证动物的正义。在这一领域，罗尔斯的正义论颇具影响力。罗尔 ：

斯将动物排除在他的正义论之外（Garner 2003)，这种契约论一般 

以人类理性的重要性为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努斯鲍姆（2006)在 

赋予动物以正义的道德和政治地位时，选择依赖于能力的概念：

与 人 类 一 样 ，动 物 也 有 权 拥 有 发 挥 功 能 和 繁 衍 生 息 的 能 力 。它们

可 能 不 具 备 人 类 的 理 性 ，但 它 们 有 自 己 物 种 特 有 的 能 力 ，我们应

该 尊 重 它 们 的 尊 严 。 努 斯 鲍 姆 考 虑 了 她 列 出 的 能 力 /权 利 清 单 对  •

动 物 的 意 义 。 例 如 ，动 物 有 权 享 有 健 康 的 生 活 ，这 意 味 着 我 们 需

要 禁 止 残 忍 对 待 动 物 的 法 律 。这 本 身 就 是 政 治 理 论 有 意 思 的 应 用 ：

最 初 是 针 对 人 类 的 ，后 来 却 应 用 到 了 动 物 身 上 （还 要 注 意 的 是 ，

努 斯 鲍 姆 的 能 力 方 法 与 注 重 人 类 繁 荣 的 古 代 美 德 伦 理 学 和 政 治 学  

之 间 存 在 着 有 趣 的 联 系 ；不 过 ，我 不 在 此 作 进 一 步 讨 论 )。

不 过 ，也 有 一 些 作 者 认 为 可 以 在 契 约 论 的 基 础 上 论 证 动 物 的  

正 义 。 我 们 可 以 修 改 罗 尔 斯 的 原 初 状 态 ，使 无 知 之 幕 包 括 对 一 个  

人 最 终 会 成 为 人 类 还 是 动 物 的 无 知 。例 如 ，在 罗 兰 德 （ Rowlands

第六帘非人类怎么办？环境政治与后人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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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的研究中，理性被隐藏在无知之幕之后，因为这是一种不 

应有的自然优势。另一条途径是强调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合作。我 

曾提出，如果动物是合作计划的一部分，那么它们也可以被纳人 

分配正义的范畴 （ Coeckelbergh 2009b ) : 我的观点是，人类和非 

人类以各种方式相互依存，它们有时也会合作。如果情况确实如 

此 （如家养动物），那么这些动物就应被视为正义的一部分。唐纳 

森 （Donaldson) 和金里卡（Kymlicka) 在 《动物社群》（ZoopoZ/j ) 

(2011 ) —书中也将伦理辩论转移到了政治理论领域，他们提出了 

类似的观点，即我们对动物负有关系性义务，我们应将它们纳人 

共享公民身份的合作项目中。作者承认，动物的政治能动性可能 

会比较低，但它们仍可被视为公民。

这也是我所说的“关系性”（relational) 观 点 （Coeckelbergh 

2012):唐纳森和金里卡强调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动 

物的内在属性或能力。这些关系赋予我们责任，例如照顾依赖我 

们的动物的责任。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动物都拥有同样形式的公民 

权。作者认为，与人类社会一样，一 些动物也应该是我们政治生 

活中的正式成员（如家养动物），而其他动物则有自己的社区（如 

野生动物）。然而，加 纳 （ Garner 2012)对这种论点提出了批评， 

因为他认为，主张重新定义原初状态的作者实际上依赖的是契约 

之外的原则；而社会合作的理论依赖适用于家养动物但不适用于 

其他动物。有人可能会回答说：（1 ) 不清楚为什么这些契约论者 

的标准要高于罗尔斯，因为罗尔斯也提到了预先存在的规范性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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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例如，在他的例子中，正义只适用于人）；（2 ) 契约论者的 

论点在给予动物政治考虑时确实是局限的，但幸运的是还有其他 

适用范围更广的道德论证，它们可以证明更广泛的保护是合理的， 

但严格来说并不涉及政治权利和义务。我们可以根据各种论据 

(如基于感知的论据）对许多动物给予道德上的考虑，但并非所 

有这些动物都有资格成为政治正义的受益者。例如，有人可能会 

说，我们可能对在森林中受苦受难的野生动物负有道德责任（例 

如，以辛格式的减轻痛苦的责任和同情心为基础），但这不是政治 

责任，因为该动物不是我们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

为了回应这种限制，人们可以呼吁将政治共同体的范围扩大 

至所有动物，尽管很难说这意味着什么。例如，如果我们赋予野 

生动物以政治地位，那么我们对它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还可以 

超越动物，讨论除了特定动物之外，河流或生态系统是否也应 

具有政治地位。例如，2018年，哥伦比亚最高法院赋予亚马逊 

(A m a z o n ) 森林以人格；而在新西兰，旺格努伊河（Whanganui 

River) 及生态系统也具有法律地位。后者可以通过有关内在价 

值的道德论证来证明其合理性，但也可以通过有关河流（如精神 

特征）与土著毛利人（Iwi people) 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关系性 

政治论证来支持（当然，这两种论证可以相互关联）。关于地球 

或整个星球的价值也可以进行类似的辩论。例如在2008年，厄 

瓜多尔着手在宪法中保护P a c h a m a m a  (大地母亲）的权利；2010 

年，玻利维亚—— 受安第斯土著世界观的影响，将地球视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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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体----通过了《地球母亲权利法》（L a w  of the Rights of Mother

Earth) ,将地球母亲定义为“公共利益的集体主体”，并列举了该 

实体应享有的若干权利，包括生命和生命多样性（Vidal 2011)。 

我们可以将此定义为尊重地球母亲的内在价值，或尊重土著人民 

的政治权利，或两者兼而有之。

在环境伦理学中，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如 Callicott 1989; Curry 

2011; Naess 1989; Rolston 1988)和内在价值（Ronnow-Rasmussen 

and Z i m m e r m a n , 2005)的讨论由来已久。例如，里根 （Regan 1983 ) 

将内在价值局限于高等动物，而卡利科特（Callicott 1989)、罗斯 

顿 （Rolston 1988 ) 和利奥波德（Leopold 1949)则主张将内在价值 

赋予物种、栖息地、生态系统和（罗斯顿的观点）生物圈的伦理 

观。这种观点与人类中心主义道德哲学（只承认人类的内在价值) 

背道而驰，其基础是对自然的生态学理解（M c D o n a l d , 2003 )。虽 

然这些讨论是在伦理学的框架下进行的，但可以扩展到基于内在价 

值的政治考量，并用于证明上述更广泛的自然实体的权利。

后人类主义理论也为非人类中心主义方法提供了基础，并可 

被解释为支持对非人类动物给予政治考虑。后乂类主义，意思是 

“在……之后”或 “超越”人类主义，是指对人类主义以及当代社 

会和文化持批判态度的若干理论方向。它有别于遊乂类主义，后者 

旨在增强人类的能力，至少有一种变体认为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类 

或从人类手中夺取权力.（见本章后文)。后人类主义以其哲学形式 

解构了 “人类，，以及等级制和二元论观点（F errando2019),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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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由于它质疑人类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特权地 

位，并提请人们关注非人类和混合（hybridization) ,因此它是后人 

类中心主义的，尽管它当然不能被化约为这种立场（Braidotti 2016, 

14)。例如，有些理论非常强调结构性歧视和不公正。想想女权主 

义的后人类主义和后殖民理论。我们还应该承认，西方传统中的 

人类中心主义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将康德和黑格尔与亚里士多 

德和马克思相比较）：人类中心主义是有程度之分的（Roden 2015, 

11-12)。后人类主义的后人类中心主义与反二元论是相关联的：除 

了主体/客体、男性/女性等二元论之外，它还试图克服人类/非人 

类、人类/动物、有生命/无生命等二元论。因此，它也试图化解 

西方对技术的恐ffir: 它不把技术视为工具或威胁，而是强调德里达 

(1976; 1981 ) 和斯蒂格勒（1998)等人所谓的人类的“原始技术性 

( originary technicity ) ”（另见 Bradley 2011; MacKenzie 2002，3 )， 

并创造了与机器人共同生活的想象图景。后人类主义提出了包括技 

术在内的更为开放的本体论。人工智能不再被视为对人类自主性的 

威胁；经过其解构之后，“人类”及其非关系自主性不再受到威胁。 

主体永远无法完全掌控自己，总是依赖于他人。与女权主义关于关 

系自主性的解释一致，人类和主体都被视为具有深刻的关系性。正 

如鲁夫鲁瓦（2013)所言[追随巴特勒和阿尔都塞（Althusser) ], 

并不存在完全自主这种东西。此外，后人类主义是一个哲学课 

题，也是一个政治课题。除了后殖民主义、福柯主义和女权主义 

方法（以及其他方法），例如哈拉维、布拉多蒂（Braidotti) 和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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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Hayles) 的著作，后人类主义还包括对非人类动物施加暴力和 

遭受痛苦的批评，而这些对动物的行为往往是持有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例外主义世界观和政治观的人所主张的结果（Asdal，Druglitra,

and Hinchliffe 2017 )。此外，后人类主义承认我们--- 人类和非人

类—— 都是相互依存的，我们都依赖于地球（Braidotti 2020, 27)。 

(请注意，在技术哲学中也有其他来自不同理论方向的非人类中心 

主义伦理框架，例如弗洛里迪的信息伦理学）。

让我来解读这套后人类主义理论，首先要强调他们对动物和 

自然环境的不同态度。哈拉维是后人类主义的关键人物。她在 

《赛博格宣言》（0>6〇巧灿2川/四/〇)(2000)中进行了“政治-虚构 

(政治-科学）分析”，以赛博格（同时是动物和机器的生物）的形 

象跨越了自然与人工的分野，之后她至少从两个方面论证了致力 

于动物繁荣的政治。首先，她认为存在“伴侣物种 " （companion 

species )( H a r a w a y 2003 )，比如狗，我们与这些非人类重要动物的 

关系、共同生活以及最终的共同进化导致了彼此身份的共同构成。 

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主张至少给予那些作为伴侣物种的动物 

以道德和政治地位。其次，哈拉维提出了®造亲缘（making kin) 

和多物^跋治（multispecies politics ) 的概念，进一步为动物打开 

了政治的边界。关于人类世的讨论强调了人类在塑造地球时■的能 

动性，针对这一讨论，她认为不仅人类改造了地球，其 他 “地球 

改造者"（terraformers) ,如细菌，也改造了地球，并且生物物种 

和技术之间存在许多相互影响的行为。哈拉维（2015)认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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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应促进“包括人类在内的丰富的多物种组合的繁荣”，但也应 

促 进 “超出人类”（more-than-human ) 和 “人类之外”（other-than- 

human) 的繁荣。莲于这种“复合主义者”（composist) 的观点，政 

治体被扩展为各种实体，我们可以与它们建立联系，也必须对它们 

作出回应。正如哈拉维在《与麻烦共存》(5^ /r tg 认e Trowft/e )

(2016) —书中所说：我们有责任“为多物种的繁荣创造条件”， 

这种回应形成了纽带，创造了新的亲缘关系。然而，她在注脚中 

警告不要以偏概全，强调要尊重多样性和历史状况，并将其与人 

类政治（尤其是美国政治）直接联系起来：

亲缘关系的建立必须尊重不同历史情境的多样亲缘关系， 

不能为了急功近利地追求共同人性、多物种集体或类似类别 

而将亲缘政治泛化或侵占……在非裔美国人和盟友组织起来 

反对警察谋杀黑人和其他暴行之后，美国许多白人自由主义 

者通过主张“所有命都是命”来抵制“黑人的命也是命”，这 

种令人遗憾的景象很有启发意义。建立联盟需要认识到具体 

情况、优先事项和紧迫性……如果不考虑过去和现在的殖民 

政策和其他灭绝和/或同化政策，就打算建立亲缘，这至少可 

以说是“家庭”功能失调的征兆。（207)

另一位后人类主义者沃尔夫（W olfe) 探讨了福柯的生命权力 

和生命政治概念对“跨物种关系”的影响 （ Wolfe 2010, 126)。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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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面 前 ：生 命 政 治 框 架 中 的 人 类 和 其 他 动 物 》（ /心 Lfluv 

Humans and  Other Anim als in a  B iopolitica l Fram e )( 2013 ) 一 书 中 ， 

他 质 疑 了 从 亚 里 士 多 德 到 海 德 格 尔 的 西 方 传 统 中 对 动 物 的 排 斥 。 

他 批 评 了 海 德 格 尔 关 于 人 性 与 动 物 性 是 “在 本 体 论 上 对 立 的 区 域 ” 

( ontologically opposed zones ) 的 假 设 （5-6 ) , 并 利 用 生 命 政 治 学  

的 概 念 —— 受 福 柯 的 启 发 （ Wolfe 2 0 1 7 ) —— 论 证 了 我 们 在 法 律 面  

前 都 是 动 物 ：

生命政治的要点不再是“人类”与 “动物”的对立；生 

命政治的要点是一个新扩展的生命共同体，我们所有人都应 

该关注暴力和免疫保护在其中的位置，因为在法律面前我们 

毕竟都是潜在的动物（W o l f e 2013, 104-105 )。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马 苏 米 （ Massumi 2 0 1 4 ) 也 质 疑 将 动 物 排 除 在 政 治 之 外 的 做  

法 。他 质 疑 西 方 人 类 主 义 和 形 而 上 学 中 人 类 与 动 物 的 二 分 法 ，并 

将 人 类 置 于 “动 物 的 序 列 " （the animal c o n t i n u u m)。他 质 疑 我 们  

将 自 己 与 其 他 动 物 区 分 开 来 的 形 象 ，质 疑 排 斥 和 与 其 保 持 距 离 的  

做 法 （如在动 物 园 、实 验 室 或 屏 幕 前 ），也 质 疑 类 型 学 思 维 本 身 及  

其 类 别 分 离 ，他 提 出 了 一 种 “整 体 的 动 物 政 治 ”，而 不 是 “动物的 

人 类 的 政 治 ”。 重 点 在 于 动 物 游 戏 （animal p l a y) 和 “成 为 动 物  

(becoming-animal)( 56-7 ) : 这 一术 语 受 到 德 勒 兹 （Deleuze ) 和瓜 

塔 里 （Guattari)( 1 9 8 7 ) 以 及 历 程 哲 学 （process philosophy) 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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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意在摒弃关于人类和动物的等级制和假化思维，并对非人类 

动物受到的压迫提出质疑。

同样，布拉多蒂（2017)主张重新思考主体性，“将其视为一 

个包括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技术媒介、动物、植物以及整个地 

球在内的集合体”。她还补充了一个具体的规范性政治观点：我们 

需要努力与非人类的其他物种建立更加平等的关系，并摒弃“人 

类作为造物之王的支配性格局”。她提出了以普遍生命为核心（zoe- 

centered) 的平等主义，其 中 “生命”（zoe) 指的是非人类的生命 

力量。受德勒兹和斯宾诺莎的影响，她主张采用一元论的方法， 

并强调以同情的态度承认与非人类形态的物种之间的相互依存关 

系。库德沃思（C u d w o r t h ) 和霍布登（H o b d e n )(2018)也将后 

人类主义视为一个解放计划：他们的目标是去人类中心化，但又 

不失去批判性地介入我们时代的危机的可能性：生态挑战和全球 

不平等。他们的批判性后人类主义探索了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 

(16-17)，它 是 “一种针对所有生命的政治”，因此是“地球主义” 

的。我们置身于一个关系格局之中，与其他生物和生命体共享脆 

弱性。受到哈拉维的影响，库德沃思和霍布登描写了脆弱的“小 

动物”岌岌可危。（从存在主义角度探讨数字时代脆弱性的论著, 

另见Coeckelbergh 2013和 Lagerkvist 2019。）我们需要想象一个超 

越新自由主义、超越人类世和资本世（Capitalocene)、并且（跟随 

拉图尔）超越现代性的更具包容性的未来（Cudworth and Hobden 

201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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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图 尔 （1993; 2 0 0 4 ) 以 其 非 现 代 的 科 学 和 社 会 观 点 而 闻 名 ， 

在 对 社 会 和 政 治 进 行 理 论 化 时 ，他 对 人 / 物 和 自 然 / 文 化 的 区 分  

提 出 了 疑 问 。拉 图 尔 认 为 ，（关 于 ）全 球 变 暖 （的 争 论 ）是一种混 

合 体 ，是 政 治 、科 学 、技 术 和 自 然 的 混 合 体 。 他 主 张 去 除 自 然 概  

念 的 政 治 生 态 学 。 受 拉 图 尔 和 英 戈 尔 德 （In g o ld ) 的 启 发 ，我也 

在 一 些 著 作 中 对 “自 然 ” 一 词 的 使 用 有 所 质 疑 （如 Coeckelbergh 

2015b ; 2 0 1 7 )。此 外 ，正 如 阿 莱 莫 （ Alaimo 2 0 1 6 ) 所 指 出 的 ，“自 

然 ” 一 词 “长 期 以 来 一 直 被 用 来 支 持 种 族 主 义 、性 别 歧 视 、殖民 

主 义 、仇 视 同 性 恋 和 本 质 主 义 ”， 因 此 并 非 政 治 中 立 。 所 以 ，后人 

类 主 义 者 从 根 本 上 重 新 划 定 了 政 治 共 同 体 的 界 限 ：不 仅 人 类 ，非 

人 类 也 （可 以 ）成 为 政 治 共 同 体 的 一 部 分 。 这 并 不 一 定 会 导 致 没  

有 界 限 或 没 有 排 斥 ，但 它 不 再 接 受 人 类 和 非 人 类 之 间 在 政 治 方 面  

存 在 深 刻 鸿 沟 的 教 条 。后 人 类 理 论 家 还 质 疑 伦 理 与 政 治 之 间 的 区  

分 。 阿 莱 莫 认 为 ，“即 使 是 家 庭 领 域 中 最 微 小 、最 个 人 化 的 伦 理 实  

践 ，也 与 全 球 资 本 主 义 、劳 工 和 阶 级 不 正 义 、气 候 不 正 义 、新自 

由 主 义 、新 殖 民 主 义 、工 业 化 农 业 、工 厂 化 养 殖 、污 染 、气候变  

化 和 物 种 灭 绝 等 各 种 巨 大 的 政 治 和 经 济 困 境 密 不 可 分 ”。 因 此 ，后 

人 类 主 义 者 捍 卫 一 种 不 那 么 超 然 的 方 法 ，并 同 意 那 些 环 保 活 动 家  

的 观 点 ， 即 我 们 应 该 改 变 我 们 的 生 活 ，而 不 是 对 “自 然 ” 作出超  

然 的 断 言 （然 而 ，许 多 环 保 主 义 者 仍 在 继 续 提 及 “自 然 ”，这也是 

环 保 主 义 与 后 人 类 主 义 并 不 完 全 重 合 的 原 因 之 一 ）。

一 些 后 人 类 主 义 理 论 家 则 借 用 了 马 克 思 的 理 论 。 例 如 ，阿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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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斯基（A tansoski) 和沃拉（Vora)( 2019)认为，马克思的理论 

仍然可以被“应用于后资本主义、后人类世界的技术-乌托邦幻 

想”，并将其与关注种族、殖民主义和家长制的方法相结合。摩尔 

( M oore) 对 “自然中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in-nature) 的分析是 

一种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方法相结合的有趣观点，它对自然与 

社会的二元对立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将自然视为外在的东西是 

资本积累的条件；相反，我们应该将资本主义视为组织自然的一 

种方式 （ Moore 2015)。他批评那些谈论赛博格、组合体、网络和 

混合体的人没有摆脱笛卡尔的（Cartesian) 二元思 维 。

与后人类主义相关的还有多物种正义这一有意思的环境政治 

学概念，它对以人类为中心的正义论提出了质疑：它挑战了人类 

例外论以及人类与其他物种是独立和可以分离的观点（Celermajer 

et al. 2021，120 )。查克尔特（Tschakert 2020 ) 强调了气候变化的 

非人类维度，并认为气候紧急状态要求重新审视正义的原则和实 

践，而把人类和自然世界都纳入其中。她通过探讨如何认识与我 

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非人类“他者”，展示了气候正义与多物种正 

义之间的相互联系。在法学理论中，也有更多关于谁或什么属于 

“正义共同体”（communities of justice )( Ott 2020，94 ) 的思考，例 

如关于人类世中非人类的法律地位，以及其与地球系统中的不正 

义的关系。盖勒斯 （Gellers 2020)建议扩大正义共同体的范围， 

将自然和人造的非人类都纳入法律主体。

现在，如 果 （某些？）动物和自然环境具有道德和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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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治社会向非人类开放，那么这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 

政治意味着什么？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对政治的影响

如果我们抛开人类中心主义，将政治扩大到动物和非人类自 

然，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就人工智能的潜在影响形成两种立场。首 

先，我们可以主张，人工智能的使用和发展应考虑到动物、环境 

等具有道德和政治地位的存在，因此应避免对这些自然实体造成 

伤害，如有可能，最好能为更加环保的实践和解决气候变化等问 

题作出积极贡献。我们可以推广环境和气候友好型人工智能。其 

次，我们可以声称人工智能本身具有政治地位，因此我们应该为 

乂工智能或至少为某些种类的人工智能（无论这意味着什么）谈 

论自由、公正、民主、政治权利，等等。接下来我将解读这些立 

场，并指出一些可供进一步发展的理论资源。

人工智能对非人类和自然环境影响的政治意义

第一种立场对人工智能本身的政治地位持不可知论（即人工 

智能是否将被视为需要纳入政治共同体的非人类），但它声称鉴于 

自然实体的政治价值和利益，人工智能政治不能再以人类中心主 

义的方式来构想。根据这一立场，人工智能不应该仅仅以人类为 

中心（即以人类的价值和利益为导向），更不应该以资本为中心， 

还应该以动物、生态系统和地球等自然实体的价值和利益为导向。 

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说可以研究动物一 例如，一些人工智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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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从生物学中汲取设计机器人的灵感，或采用生物学中的社会 

组织方法（Parikka 2010)—— 而是说动物本身也具有政治价值和 

利益，应该得到尊重。因此，在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时，应考虑 

到技术对动物、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影响。

这些后果不一定是坏事。人工智能还有助于解决气候变化和 

其他环境问题，例如，利用机器学习分析数据和进行模拟，可以 

提高我们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科学认识，或者有助于追踪非 

法开采自然资源的情况。或许人工智能还能帮助我们与动物建立 

联系，例如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和保护栖息地。但与此同时，这项 

技术也可能首先导致这些问题。有时候这一点非常清晰可见。例 

如，家庭中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个人助理可能会打到宠物，或用语 

言迷惑宠物；用于组织农业和肉类生产的人工智能可能会系统性 

地对动物造成伤害；用于工业生产的人工智能可能会对气候和环 

境造成有害影响。然而，即使所有这一切原则上都是用户或观察 

者所能看到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政治学对这种情况也有盲点，因 

为它关注的是人类的政治学，因此也关注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政治 

学。向非人类开放政治将有助于我们揭示、想象和讨论这些问题。 

然而，人工智能的使用往往会带来一些更遥远、更不明显的后果。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话题，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但值得更多关注, 

那就是人工智能在能源使用和资源利用方面对环境和气候的影响。 

某些类型的机器学习所需的算力急剧增加，这需要消耗大量能 

源，而这些能源往往不是来自可再生能源。例如，用于自然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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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N L P ) 的神经网络的训练需要大量的电力资源，因此会产 

生相当大的碳足迹 （ carbon footprint )。训练一个N L P模型所排放 

的二氧化碳当量是一辆普通汽车在其使用寿命内所产生的二氧化 

碳当量的五倍（Strubell，Ganesh， and McCallum 2019 )〇 目前，研 

究人员正在努力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例如在更少的数据上 

进行训练，甚至减少表示数据所需的比特数（ Sun et al. 2020)。苹 

果和谷歌等大型I T 公司已经做出了可再生的承诺。尽管如此，大 

多数科技公司仍然依赖化石燃料，整个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留下了 

巨大的碳足迹。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份报告，2017年，该行业 

的能源足迹估计已占全球电力的7 % , 预计还将上升 （ Cook etal. 

2017;另见AI Institute 2019)。使用流媒体服务—— 结合人工智 

能推荐系统—— 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这需要更多的数据。生产 

与人工智能配合使用的电子设备还需要汲取原料，这会对社会和 

环境造成影响。与历史上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一样，“数据殖民主 

义” （ Couldry and Meijas 2019)与自然资源的开采相伴而生：目前 

人类的开采并不是“代替自然资源”，而是在汲取自然资源的基础 

上进行的。因此，人工智能和其他数字技术的使用并不一定会像 

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导致经济的去物质化，而是会导致更多的消 

费，从而带来更大的“生态压力” （ Dauvergne 2020, 257)。同样， 

监控资本主义不仅会对人类尊严进行摧残，也对环境造成影响。 

虽然这些环境和气候后果在使用时并不明显，而且往往发生在远 

离人工智能特定用途的地方，但这并不会降低它们的政治意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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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问题。此外，虽然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 

(Rolnick et al. 2019 )，但这并不一定能弥补这里所指出的问题。

基于这一分析，我们可以从规范角度认为，人工智能在碳足 

迹和环境后果方面的影响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原因有两个：首 

先，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枯竭会给人类和人类社会带来 

后果，而人类和人类社会通常被认为具有政治地位，并依赖于自 

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其次，根据有关#乂类的政治利益、内在价 

值等方面的论点，我们可以补充说，由于非人类的政治地位，这 

也是一个问题。如果特定的动物、生态系统和整个地球受到人工 

智能的影响—— 无论是直接影响，例如通过为人工智能设备汲取 

原材料或人工智能控制管理词养的动物；还是间接影响，例如通 

过人工智能运行所需的电力生产所导致的碳对栖息地的破坏和气 

候变化的多方面影响一 -那么这种影响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因 

为不仅是人类，动物、环境等在政治上是有价值的，也应该是有 

价值的。

然而，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工智能政治转变的理念，不应 

被归类为仅仅涉及“非人类”“气候”或 “环境”等某一政治价值 

或原则；相反，它与我们在前几章中探讨和构建的所有原则和讨 

论产生了共鸣。例如，如 果 （某些）动物在政治上也算数，那么 

我们也应该考虑它0 的自由，讨论物种间的正义，诘问这些动物 

是否也可以成为民主国家的公民，等等。这样，人工智能政治就 

不再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以我们与其他一些动物的共同利益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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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为中心，以及以我们与它们虽然没有共同利益但在政治上仍然 

重要的特定利益和需求为中心。人工智能政治的非以人类为中心 

的转向并不意味着将动物、环境和气候视为现有框架的额外考虑 

因素，而是构成了对政治概念本身的根本性改变，其范围已扩大 

到包括非人类及其利益。

此外，一旦我们将人类从中心移除，地缘政治一 在此被定 

义为地球或星球政治一 就需要重新定义。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 

角度出发，并与上述后人类主义思想保持一致，谈论人类世已不 

再合适，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人类是或者应该是中心并控制着一切。 

相反，重要的是要强调我们与许多其他生物共享地球和这个星球。 

也许人类已经被预设着一种超级能动性，并将地球及其人类和非 

人类居民视为自己的飞船，在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的帮助下，可 

以而且必须对其进行管理，甚至重新设计—— 但这正是问题所在， 

而不是解决办法。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工智能政治将减少以技术 

为主义，并对这种态度和做事方式提出疑问：这将意味着质疑人 

工智能作为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方法，并至少考虑放松我们对地 

球的控制，而不是通过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来加强控制。一旦我 

们质疑技术解决主义（Morozov 2013 ) 或布鲁萨德 （Broussard

2019 ) 所 说 的 “技术沙文主义”（technochauvinism ) ----认为技

术永远是解决方案—— 我们就不再将人工智能视为解决我们所有 

问题的神奇方案，而会更加关注它为我们和非人类所做事情的局 

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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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本身的政治地位？

第二种立场认为，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为人类甚至非人类服务 

的工具，而且还考虑到某些人工智能系统本身获得政治地位的可 

能性，例如以“机器”的形式一一无论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想 

法是，人工智能不是或不应该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技术手段、 

一种政治工具；它可以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本身可以具有政治 

价道和爽/益，在某些条件下应该被纳入政治共同体。这里的主张 

是，人工智能政治不应只是人类为非人类（和人类）服务的政治， 

也应该是治非人类来服务的政治—— “为谁服务”是一个开放的 

问题，也可能包括技术上的非人类。

在技术哲学中，这类问题通常是作为一个道德问题：机器能 

否具有道德地位？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伦理学 

界就这一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例如，Bostromand Y u d k o w s k y  

2014； Coeckelbergh 2014； Danaher 2020； Darling 2016； Floridi 

and Sanders 2004; Gunkel 2018; Umbrello and Sorgner 2019 )〇 但 

这些实体的政治地位如何？它们的政治权利、自由、公民身份、 

我们与它们之间关系的公正性等又如何？

这里有几条有趣的途径，可以探讨这方面的一些主张和论 

点。第一条路径是从关于机器道德地位的辩论中汲取经验。关于 

政治地位的一些讨论可能会反映出这一讨论主题。例如，有些人 

因为人工智能缺乏意识或承受痛苦的能力等特性而不愿赋予其道 

德地位，这些人很可能会以同样的论据来否定人工智能的政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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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其他人可能会认为，这些内在属性对于政治地位并不重要, 

相反，关系或社区维度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以社会和社区的 

方式与人工智能建立联系，难道这还不足以赋予这些实体一定的 

政治地位吗？例如，贡克尔（G i m k e l ) 和我都曾对根据内在属性 

赋予道德地位的观点提出质疑，并认为如何划定界限是一个需要 

(重新）协商的政治问题，其与人类的排斥和权力历史有关，因 

此我们现在对赋予其他实体道德地位这件事应该持谨慎态度。更 

不用说，政治地位也是如此。是时候重新讨论将机器排除在政治 

之外了吗？与政治地位同样相关的一个区别是道德能动性（moral 

a g e n c y) 与道德承受性（moral patiency) 之间的区分：道德能动性 

是指人工智能应该（不应该）对他人做什么，而道德承受性则是 

指可以对人工智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政治能动性与政治承受性 

之间也可以做出类似的区分。例如，我们可以问，人工智能是否 

具有政治判断和政治参与所需的特性（能动性）；或者在某些条件 

下，人工智能在政治上应傲的事倩是什么（承受性）。

关于道德地位的讨论与政治（和法律）哲学之间的有趣联系 

可以通过关注权利的概念来实现。贡克尔的《机器人权利》（A M W  

及/发/̂ )( 2018)是这一工作的绝佳起点，该书讨论了机器人的道 

德和法律地位以审视其社会处境。除了对机器人权利的不同立场 

作了有益的分类之外，贡克尔还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指出权利 

并不一定意味着乂权，而且我们错误地认为，当我们使用“权 

利” 一词时，我们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权利有不同的类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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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请求权、权力和豁免。虽然大多数人会拒绝赋予机器人或 

人工智能以人权，但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分析，试图为机器人争取 

一种低于人权或不同于人权的特定类型的权利，并考虑其政治意 

义。承认权利不一定是人权或人类层面的权利，这为我们提供了 

一定的空间。然而，这样一种观点不仅会遭到那些本来反对机器 

人权利想法的人的反对，还可能面临关系性的反对意见。根据 

批判的后人类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可以说（Coeckelbergh 2014; 

Gunkel 2018)这种推理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总体化哲学，它将道德 

哲学和政治哲学置于一个平台上，从这个平台上对实体进行分类 

并赋予其权利—— 道德权利和政治权利。还要注意的是，借鉴罗 

马法赋予机器人与奴隶相当的政治地位，或更广泛地以罗马法中 

的权利和公民权类别为蓝本建立一种政治权利框架，同样会产生 

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和身份政治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见第三章）。

另一条途径是将有关动物和环境的政治地位的论点应用于人 

工智能，例如将政治地位与合作或内在价值联系起来的论点（见 

本章第一节）。如果对动物来讲，意识或知觉被视为一种固有的 

属性，需要给予道德或政治地位，那么如果人工智能实体表现出 

同样的属性，我们就必须给予它同样的地位。如果人工智能与某 

些动物一样，被视为具有利益或在合作计划中充当合作伙伴，那 

么，根据唐纳森和金里卡（2011)等人的观点，即使人工智能没 

有意识或知觉，也可以被视为具有政治地位（但要注意，关于什

181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么才算作知觉，还存在相当大的争议)。如果某些非人类实体（如 

河流或岩石）可以根据其内在价值获得政治地位，而无需有意识 

或有知觉，那么某些类型的人工智能或人工智能“生态”是否也 

可以获得类似的地位，特别是如果它们被某个特定社区视为神圣 

或特别有价值？此外，鉴于合成生物学和生物工程的可能性，生 

物实体与非生物实体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科学家们的 

实验室制造出了“混合体”：介于生物和人造实体之间。未来，我 

们可能会有更多的“合成生物" （synthetic organ i s m s) 和 “活机器” 

( living machines )( Deplazes and Huppe n b a u e r 2009 )。例如，生物 

工程师试图制造可编程细胞。这些细胞看似有生命，但同时也是 

机器，因为它们是被设计出来的。如果人工智能朝着“生命”的 

方向发展（例如成为“活机器”），那么如果生命本身被视为具 

有政治地位（例如政治承受性）的一个充分条件，那它至少在某 

种程度上将满足与（其他）生命体相同的政治地位的条件。那么 

“生命”这个范畴到底有多重要呢？如果如一些环保主义者所主张 

的那样，物种和特定的自然环境本身是有价值的并被赋予了政治 

权利，那 么 “人造物种”和 “人造环境”是否在政治上也应该受 

到保护呢？后人类主义者也欢迎各种混合体加入政治社会。对他 

们来说，活机器和人造生命不是问题；相反，坚持旧有的生命/非 

生命二元论是有问题的，而颠覆这种二元论和边界是他们的哲学 

乃至政治计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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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也可能受到人工智能最近成功超越人类（如国际象棋和围棋） 

的鼓舞，并可能假定未来人类可能发展出通用人工智能（A G I ) 或 

超级智能（A S I )。博斯特罗姆（2014)、库兹韦尔（2005)和莫拉 

维克（Mor a v e c 1988 ) 等超人类主义者认真考虑了这种可能性，并 

讨论了超人类智能出现、殖民地球然后扩散到宇宙的情景。在这 

种情况下，政治问题不仅涉及这些超级智能实体的政治地位（作 

为政治能动者或承受者），而且还涉及人类的政治地位：超级智 

能的人工智能是否会从人类手中接管政治权力，这对人类的政治 

地位意味着什么？人类是否会成为人工智能主人的奴隶，就像某 

些动物现在成为人类的奴隶一样？人类是否会被用作生物材料或 

能源（就像我们现在对某些植物或动物所做的那样一 参见电影 

《黑客帝国》[ r/j e M z /rix]),或者被上载到数字领域？人类还会存 

在吗？人类面临着哪些（可能被毁灭）的 “生存”风险（Bostrom 

2014)?我们能否赋予人工智能与人类目标相一致的目标，或者人 

工智能是否会改变这些目标，追求它自身而不是人类的利益？休 

斯 （Hug h e s 2004)等超人类主义者倾向于第一种选择，他们（相 

对于后人类主义者）的目标不仅是延续和激化启蒙运动，而且是 

延续和激化人类主义和民主，即使人类将被彻底改变（Ferrando 

2019, 33)。另一些人则认为，人类必须被彻底征服，我们最好为 

比我们更聪明的生物留出空间。无论如何，超人类主义者都同意， 

人工智能等技术—— 而不是教育和人类文化—— 将会而且应该创 

造出更好的人类和超人类，这将对整个人类产生政治影响。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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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意义上说，这很可能会改变人类（如果还存在的话）和他们的 

强化了的人工智能或超级智能主人之间的力量平衡。正如赫拉利 

(2015)所言，届时可能不再需要民主和其他旧制度。虽然大多数 

超人类主义者较少花时间去思考对具体人类和人类社会更直接的 

政治影响，但超人类主义也有一些分支，他们拥有明确的政治性, 

关注当下，包括自由主义[佐尔坦•伊斯特万（Zoltanlstvan)，他 

曾在2016年竞选过美国总统]、民主主义和左派，呼吁关注社会 

问题（James Hughes )〇

另一个较不具未来感但早已与今日息息相关的讨论是，人工 

智能在政治和治理中作为政治智能体的作用。再考虑一下政治专 

业知识和领导力的问题：政治需要什么样的判断力和能力，我们 

如何平衡技术官僚制与民主？如果人类能够对具有挑战性的政治 

问题作出判断，如果这种能力与人类的自主性和规范性地位有关, 

那么人工智能能否发展出这种判断能力，从而获得政治能动性？ 

人工智能能否从人类手中接管政治？它是否具备政治领导所需的 

知识、专业和技能？人工智能在政治中的这种作用是否与民主相 

容？第四章已经讨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但现在我们关注的不再 

仅仅是人工智能在知识、技术和民主方面的工具性作用，而是人 

工智能能否以及如何获得自身的政治能动性。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讨论非人类的道德地 

位，特别是其道德能动性[例如弗洛里迪和桑德斯（Sanders) ]， 

但我们也可以通过再次考虑关于非人类的后人类主义思想（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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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或者像第四章那样，通过参考关于领导力和公民权的政治理 

论，讨论是否需要理性能力、情感的作用是什么、政治专业知识 

是什么等等，来详细阐述这一讨论。例如，阿伦特曾警告说，常 

识、思考和判断在政治中是必要的；根据我在第二章和第四章中 

的建议，人们可以对人工智能能否获得这些能力提出质疑。

而除了“能否”的问题，当然还有“应该”的问题。很少有 

作者公开热衷于讨论人工智能技术官僚制的可能性。即使在超人 

类文学中，技术官僚制有时也会遭到反对。最突出的，休斯在 

《公民赛博格》（Q 7/ze/i )( 2004 ) 中指出，技术应该由我们

民主地控制，除了理性、科学和技术，我们还需要民主。不仅如 

此，休斯还敦促说，对自然的技术驾驭“需要彻底的民主化"。他 

呼吁建立一种民主形式的超人类主义和超级智能：我们将诞生其 

他形式的智能，但我们现在应该“结束战争、不平等、贫困、疾 

病和不必要的死亡”，因为这将决定超人类主义未来的形态。此 

外，当前的人类将设计未来的人类，这一观点提出了与此时此地 

相关的代际正义问题：我们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吗？然而，许多 

超人类主义者更愿意关注遥远的未来，一个不一定发生在地球上， 

也不一定发生在我们所知的人类身上的未来。如今，埃隆•马斯 

克 （Elon M u s k ) 和杰夫•贝索斯（Jeff B e z o s ) 等科技界亿万富翁 

似乎都支持这样的愿景，并制定了太空开拓计划。

一些后人类主义理论提到了机器的政治地位以及将政治共同 

体扩大到机器的想法。在上一节中，我已经提到哈拉维是如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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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种跨越有机体/机器界限和生物物种/技术界限的政治，反对 

霸权秩序和二元对立。这不仅关系到动物的政治地位，也关系到 

机器的政治地位。赛博格的隐喻意在解构人类/机器二元论。哈拉 

维表达了一种后人类主义政治和一种“与新技术纠缠在一起的女 

权主义政治”（Atanasoski and Vora 2019 )。不过，这里的重点也不 

仅仅是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技术，我们还需要重新思考人 

类和政治。格 雷 （Gray 2〇00 ) 在 《赛博格公民》（ C //加《 ) 

(2000) —书中继承了哈拉维的赛博格想象。这个词指的是人类作 

为一个物种不断通过技术改造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是 

赛博格。那么问题是：“赛博格社会" （cyborg society) 意味着什 

么？在 “电子复制（electronic reproduction) 时代”，公民身份意 

味着什么？作者认为，技术就是政治性的，必须以更加民主的方 

式形成技术秩序。既然知识就是力量，那么赛博格公民就需要掌 

握信息来治理国家。在新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新的 

政治体制。

与哈拉维一样，巴拉德（Barad 2015)也对新的政治想象感 

兴趣。她借鉴雪莱（Shelley) 的 《弗 兰 肯 斯 坦 以 似 如 •/〇以 

及同性恋和变性理论，认为怪物可以邀请我们探索新的生成形式 

和亲缘关系，并想象与非人类和后人类的他者融合。在 《半路遇 

见宇宙》(Afeeft/ 运 C/mverse //a仍 ）（2007 ) —书中，她质疑 

将世界划分为社会和自然等类别。她以量子力学作为隐喻的来源， 

认为我们应该“将社会和自然放在一起进行理论化”。她试图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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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主义版本--- 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 ) 来实现这一点，

这也是对话语实践的一种表演性理解的回应。巴拉德认为，存在 

着人类和非人类的能动性形式。她将其与受福柯和巴特勒启发的 

权力概念联系起来，但[受费尔南德斯（Fernandes) 启发]她也 

谈到了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是由机器能动性重新配置的。机器 

和人类是通过“特定的能动性牵连”而出现的，它们相互建构。 

在其他地方，巴拉德（2003 ) 批评了表征主义，并将其与政治上 

的个人主义联系起来。她的替代方案是后人类主义的表演性概念， 

这一概念对人类/非人类或社会/物质等类别提出了质疑，并认 

为权力不仅是社会性的，而且是在物质化中发挥作用的。人类和 

非人类的身体都通过表演性和“能动的交互作用" （agential intra­

actions) 而 “变得重要”。

根据这些方法，前几章中讨论的许多现象都可以重构为不仅涉 

及人类，也涉及非人类。偏见、不平等以及极权主义形式的控制和 

监视的产生不仅依赖于人类，也依赖于非人类，包括技术和制度。 

例如，受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影响，哈格蒂（Haggerty) 和埃里克森 

(EriCS〇n )( 2000)认为，与其使用“全景敞视监狱”的隐喻来描述 

当代监控，不如使用“监视者集合”（surveillant assemblage) —词， 

因为它既涉及人类，也涉及非人类。

关于人工智能的人类/非人类二元论，另一种有点像后人类主 

义当然也是解构主义的方法是，质疑人类/人工智能的区别并不是 

在质疑两个固定的术语；而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这两个术语也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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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当我们讨论人工智能的含义时，我们不仅是在讨论一种技 

术，也是在使用和讨论一种隐喻：使 用 “人工智能” 一词依赖于与 

人类智能的比较。现在，隐喻往往会改变它们所连接的两个术语。 

受到里科尔（Ricoeur) 关于隐喻的观点的启发，特别是他的“谓 

语同化”（predicative assimilation ) —词 （Ricoeur 1978，148 ) 中所 

说明的隐喻产生了“在隐喻结合之前并不存在新的相似纽带”，李 

(2018, 10-11)指出了在人工智能方面人类与机器之间存在着“隐 

喻崩塌”（metaphoric collapse ):人工智能的拟人化创造了一个在人 

性化之前并不存在的人类。换句话说，人工智能不仅让我们对机器 

有了不同的思考，也让我们对人类有了不同的思考。这也具有政治 

意义。按照李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决定如何塑造人类与人工智能 

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一词 

的创造和使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隐喻还能促进特定的信念。 

例如，布鲁萨德（Broussard 2019)认为，“机器学习”一词暗示计 

算机具有能动性，并且因为会学习而有知觉。这 种 “语言混淆”也 

可被视为一种（表演性的）权力行使。

有时，后人类主义与政治理论有着明确的联系。佐尔科斯 

(Zolkos 2018)认为政治理论出现了后人类转向，这就需要对政 

治进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化。这意味着，在其他事情之外, 

生物有机体和机器都要从政治能动性的角度加以考虑。例如，拉 

扎拉托 （Lazzarato 201 4)将 象 征 （符 号 ）和 技 术 （机 器 ）结合 

在一起。机器是社会行动者，而巨型机器[借用技术哲学家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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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芒福德（Lewis M u m f o r d ) 的术语]是包括人类、非人类动物 

和无生命物体在内的集合体。拉扎拉托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中， 

人类受制于巨型机器的运作。届时政治不仅是人类的问题，而且 

还发生在（巨型）机器内部，人类、机器、物体和符号都是其中 

的媒介，并通过它们产生主体性。由于机器“建议、促成、征求、 

提示、鼓励和禁止某些行为、思想和情感”，机器建立了权力关 

系一一福柯理论中的那种权力关系。拉扎拉托尤其看到了机器奴 

没：“科学、经济、通信网络和福利国家的运作模式”。他批评了 

新自由主义，并从网络中断事件中看到了激进政治变革的可能性。

但是，超人类主义甚至后人类主义能否充分支持这种变革并 

发挥关键作用？从批判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关于人工智 

能道德和政治地位的整个讨论看作是科幻小说中的叙事和表演， 

这些叙事和表演有可能支持使用和发展人工智能，通过资本主义 

剥削手段为少数人创造利润。在关于权力的上一章中，我举了人 

形机器人索菲亚的例子：它的表演和叙事诉诸于政治地位（公民 

身份）的理念，但—— 批判理论家可以这么说—— 这实际上是为 

了牟利和积累资本。我们绝对应该讨论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 

或许也包括对非人类的影响。但是，讨论人工智能的政治地位 

(作为能动者或承受者）可能会分散人们对资本主义剥削形式的注 

意力，而这些剥削形式对人类和地球（其他部分）都是有害的。

最后，正如后人类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提醒我 

们的那样，谈 论 “人类”的未来和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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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非人类、机 器 “他者”（如一些后人类主义者的作品），很可能 

会分散我们对家庭和个人领域政治的注意力：与 “大”政治相关 

联 的 “小”政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人工智能以及彼此间的互 

动也是政治性的（正如前几章关于平等与权力的讨论所示，我们 

如何定义“我们”也是政治性的）。人工智能的政治性深人到你我 

在家中、工作场所、朋友之间等使用技术的行为中，反过来又建 

构了这种政治性。也许这才是人工智能的真正力量：通过我们在 

智能手机和其他屏幕上的日常生活（世界），我们实际上把权力交 

给了人工智能，交给了那些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资本积累、支持特 

定霸权社会结构、强化二元对立、否定多元性的人。从这个意义 

上说，“数据是新的石油”：如果我们不使用它，如果我们不沉迷 

于它，数据和石油都不会如此重要。同样，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 

的政治都是关于人的：尤其是那些想要让我们沉迷其中的人。同 

时，这也为抵抗和变革开启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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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贡献及结论

针对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所提出的规范性问题，本书认为， 

在利用实践哲学的资源时，不仅要利用伦理学，还要利用政治哲 

学。在每一章中，通过关注具体的政治原则和问题并将它们与人 

工智能联系起来，我就如何在人工智能和政治哲学之间架起桥梁 

提出了建议。很明显，我们目前在政治和社会讨论中关心的议题, 

如自由、种族主义、公正、权力和（对 ）民主的威胁，在人工智 

能和机器人等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具有了新的紧迫性和意义，而 

政治哲学可以帮助我们概念化和讨论这些议题和意义。本书展示 

了有关自由、公正、平等、民主、权力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政治的 

理论如何有效地用于思考人工智能。

更确切地说，我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我展示了 

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概念和理论如何帮助我们制定、理解 

和应对人工智能提出的规范性政治挑战。由此勾勒出了乂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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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政治哲学的轮廓，它像是一 #概念工具箱，可以帮助我们思 

考人工智能的政治问题。本书并不具有排他性；我欢迎来自其 

他方向的学术讨论，而且所引用的一些文献严格来说并非来自 

政治哲学。此外，本书仅作为人门读物，为进一步探讨这些主 

题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尽管如此，它还是为思考乂工智能的政 

治面向的评价性和规范性框架提供了一些实质性构件，这对千 

那些对人工智能在研究、高等教育、商业和政策方面的规范性 

问题感兴趣的人可能会有所帮助。我希望这些概念工具和论述 

不仅在学术上有意义，而且还能指导实际工作，以应对人工智 

能和人工权力所带来的挑战：人工智能既具有技术性，也具有 

政治性。

另一方面，除了这种实际用途之外，人工智能应用政治哲 

学的这种实践还具有超越应用的哲学意义：事实证明，将人工 

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政治概念化并不是简单地应用政治哲学和 

社会理论中的现有概念，而是要求我//'7对概念和价值■本身（自 

由、平等、公正、民主、权力、以人类为中心的政治）提出质 

疑，并重新审视有关政治的本质和未来的有趣问题。例如，专业 

知识、理性和情感在政治中的作用是什么？ 一旦我们质疑人类的 

中心和霸权地位，后人类中心主义政治意味着什么？本书表明， 

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要求我们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迫使”我 

们—— 重新审视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讨论，并最终挑战我们去质 

疑人类和人类主义一 或至少是质疑这些概念中某些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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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鉴于对技术的思考会引发、有时候会动摇我们对政治的思考， 

我认为，2 1世纪的政治哲学再也不能，也不应该不回应有关技术 

的问题了。我们必须将政治与技术结合起来思考：思考其中一个 

问题，就不能不思考另一个问题。这两种思考领域之间迫切需要 

更多的对话，也许最终应该将两者融合在一起。

现在正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了。黑格尔在1820年的《法哲学 

原理》（OwW/rtes 〇 / 中指出，哲学是“把 

握在思想中的时代" （Hegel 2008, 15 ),与所有哲学一样，政治哲 

学也应回应和反映其时代，除此之外，也许别无他法，它无法真 

正超越它的时代。套用黑格尔引用的拉丁格言：这里就是罗陀斯， 

就在这里跳吧。我们的时代不仅是一个社会、环境和存在主义心 

理动荡和转型的时代，也是一个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这些变化和 

发展紧密纠缠的时代。这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因此，思考政 

治的未来需要与思考技术及其同政治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人工 

智能已经到来，人工智能与我们的时代息息相关，因此乂工智能 

是我//7必须面对和思考的地方。基于政治哲学和相关理论（如关 

于权力的社会理论、后人类主义理论），本书为这种面对和思考提 

供了一些指引。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是第一步或序言而已。本书是关于 

政治与人工智能以及广义上政治与技术的一个更庞大计划的批判 

性介绍。在本书的最后，请允许我对未来的研究做一个展望。

193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下一步需要做什么：政治技术问题

作为一本导论和哲学著作，本书的重点在于提出问题而非提 

供答案。它就政治哲学如何提供帮助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已发 

展成为一个工具箱和一个框架，一个有助于讨论人工智能政治的 

结构。然而，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更确切地说，接下来至 

少需要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和思考，以进一步发展该框架。 

这就像一个脚手架：具有支撑作用，但只是暂时的，现在需要的 

是进一步的建构。随着关于人工智能政治的文献迅速增加，我毫 

不怀疑，在人工智能的偏见、大型科技的权力、人工智能与民主 

等议题上会有更多的建树。但鉴于本书的计划是助力人工智能政 

治哲学的诞生，我特别希望：（1 )更多#学家能够撰写关于人工 

智能政治的文章（目前往往是由其他学科的人撰写，而且很多非 

学术性的文章只是浅尝辄止）；（2 ) 利用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开 

展更多的工作，目前在关于人工智能和技术哲学的规范性思考中, 

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资源使用严重不足，这也许是因为它们不 

如伦理学那么为人所熟悉或流行。正如著名技术哲学家兰登•温 

纳 （Lan g d o n Winner ) 在 20世纪 80年代就提出的观点：技术是 

政治性的。他警告说，新技术非但不会带来更多的民主化和社会 

平等，反而很可能为那些已经拥有大量权力的人带来更多的权力 

( W i n n e r 1986, 107)。正如我在书中所展示的，通过利用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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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我们可以进一步发展技术是政治性的这一观点，并批判 

性地讨论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影响。

第二，如果要将政治定义为公众关注的、我们都应参与其中 

的事情，那么对人工智能政治的思考也应在学术界之外进行，并 

应由各类利益相关者在各种背景下进行。人工智能政治并非只 

是我们在书本上思考和书写的东西，而是我们应该去实践的东 

西。如果我们摒弃那种认为只有哲学家和专家才能统治一切的 

柏拉图式的思想，那么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我们就应该共同 

找出什么是良善的社会：人工智能政治应该是公开讨论和参与 

的，而且应该以包容的方式进行。但这并不排斥哲学和哲学家的 

作用：本书提供的政治哲学概念和理论可能有助于提高此类公 

开讨论的质量。例如，如今人们常说人工智能威胁民主，但却 

不清楚其中的原因以及民主的含义。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所展示 

的，在技术哲学和媒体哲学的协助下，政治哲学可以帮助厘清这 

一点。此外，鉴于本书中指出了一些危险（例如，社会中的偏见 

和各种形式的歧视；社交媒体的回音室和过滤气泡；极权主义 

者使用人工智能的危险），我们面临着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以及如 

何改善讨论的挑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程序、基础设施和知识形 

式，才能对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进行民主和包容的讨论？而实际 

上，我 们 （不 ）需要什么技术，我们（不 ）如何更好地使用它 

们？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的作用和地位又是什 

么？对如何以民主和包容的方式进行人工智能政治的思考，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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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了我们应该就民主和政治本身提出一个基本问题：怎 

样进行。如果有关政治的问题和有关技术的问题确实如此相关, 

那么这个问题也可以表述为：我们需要并且想要什么样的政治 

技术？

最后，在某种程度上，本书使用并回应了标准的英语世界的 

政治哲学，所提出的框架也部分复制了其偏见、文化政治取向和 

局限。例如，我在英语世界的政治哲学研究中遇到的许多讨论都 

想当然地以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为背景，从而忽视了世界其他地区 

的其他方法和背景，甚至可以说更糟糕的是，忽视了他们的哲学 

观点、论据和预设，是如何受到他们自己的政治文化背景所形 

塑。此外，大多数现代政治哲学都专注于民族国家的背景，未能 

应对全球背景下出现的挑战。在进一步发展学术界和非学术界对 

人工智能和政治的思考时，至关重要的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并应对 

人工智能政治所带来的挑战；同时要考虑到这些问题产生的全球 

背景，并对不同民族和文化在思考技术、政治乃至人类问题时的 

文化差异保持足够的敏感性。 一 方面，鉴于人工智能不会止步于 

国界，其影响超越了民族国家，又鉴于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人工 

智能参与者（不仅有美国，还有欧洲的国家，以及中国等），因此 

在全球背景下思考人工智能的政治问题，发展一种全球人工智能 

政治或许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计划会带来挑战。例如，各种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已经在制定应对人工智能的政策；但是， 

这种国际性工作一 国家之间的工作一 是否足够，或者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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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需要（更多）遛国家的治理形式？我们是否需要新的政治体制、 

新的政治技术在全球层面来治理人工智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全 

球政治技术？另一方面，必须牢记的是，本书提供的文献反映了 

特定的政治背景。例如，当尤班克斯（2018)批评以特定的道德 

主义方式处理贫困问题时，这种批评是在美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下 

进行的，而其他国家并不一定认同美国的政治文化，而且那神政 

治文化也有其自身的挑战。对人工智能政治的思考需要对文化差 

异的这个维度更加敏感，特别是如果它要同时在本地和全球背景 

中变得更具关联性、更富有想象力、更有责任感、更有实际意义 

的话。

总之，本书不仅建议使用政治哲学来思考人工智能；更广泛 

的建议和雄心勃勃的想法是，还要求我们冒着将政治与技术结合 

起来思考的死亡一跃的风险，以一种回应我们的社会和世界正在 

发生的事情的方式来思考。现在是时候这样做了，而且非常需要 

这样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无法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 

对我们和政治造成的影响保持足够的批判和反思，我们就会成为 

人工智能和人工权力的无助受害者。也就是说，我们将成为我们 

自己和我们社会的无助受害者：成为人类的技术、隐喻、二元论 

和权力结构的无助受害者，而这些正是我们所允许的、回过来又 

统治我们自己的东西。这唤起了反乌托邦的叙事，以及本书中一 

再出现的不幸的现实世界的例子：这些故事和案例展示了关键 

的政治原则和价值是如何受到威胁的。我们可以也应该做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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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对政治技术的思考，把对技术的思考与对我们社会和全球政 

治秩序的基本原则和结构的质疑联系起来，可以帮助我们创造和 

讲述更好、更积极的故事—— 不是关于遥远的未来，而是此时此 

地一 关于人工智能的故事，关于我们的故事，以及关于其他重 

要存在和事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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